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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01年1月初，我正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一个理发店等候，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它讲述了一对素未谋面的年轻恋人的故事。二战期间，他（她）们都是信号操作员，他（她）们通过莫尔斯代码（Morse code）和跨越克莱德河口（Clyde Estuary）的信号灯来谈恋爱。她在岛屿上工作，而他被派驻到在近海岸落锚的一艘美国轮船上工作。尽管她竭力说服她的上司让她和男友相见，但这对恋人始终未能团聚。战后，她竭力寻找心上人，但却没有找到。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这对恋人在50年以后才得以相聚。

当时，我也正在阅读19世纪末期的电报接线员之间发生的类似故事。尽管任何能够实现基于文本交流的技术（如手机短信和“聊天”网站）似乎都在快速发展，但是“内容至高无上”的电子商务模型却存在着严重缺陷。

虽然本书的焦点是因特网，但是对其他以技术为媒介的交流形式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本书尝试整合这些变化的现象。这并不是说，仅仅因为互动是通过媒介实现的，所以媒介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想要说的是，根据工具、个体和背景之间的交互可以对行为模式做出预测。回顾过去之后自然要展望未来。在最后一章中，用了一些篇幅来展望未来的因特网发展和它们对心理与行为的潜在影响。有人认为，可以在因特网上（或因特网外）对行为进行有效的设计。未来强调责任意识和可识别性的因特网发展将改变因特网行为的性质，但不一定会变得更好。

本书章节的划分也彰显了探究心理学和因特网的研究趋势，即揭示因特网使用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结果。尽管这种划分有些武断（许多研究同时涉及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但大体上，对研究进行这种划分却轻而易举。虽然存在更多中立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章节。因此，这些研究往往分散在积极和消极结果的章节中。

尽管这种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的划分可能会被认为过于偏向技术决定论（技术施加的影响独立于用户），但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七章概述的模型和第八章的结论表明，虽然我们可以识别因特网使用的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通过技术进行的互动，如何看待我们面对现实的假设和用户本身。而且也可以说，与因特网使用相关的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在本质上依赖于相同的过程，而且调控所谓的消极现象的许多尝试也将对积极现象造成影响。

我衷心感谢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教育技术研究所允许我利用研究时间来写作这本书，同时也感谢家人为我写作这本书提供了真正需要的支持。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马克·格里菲思（Mark Griffiths）、菲尔·班亚德（Phil Banyard）、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和贝思·迪茨·尤勒（Beth Dietz-Uhler），通过共同研究与讨论使我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感谢许多同事包括安德烈亚·贝克（Andrea Baker）、阿兹·巴拉克（Azy Barak）、帕姆·布里格斯（Pam Briggs）、贝思·迪茨·尤勒、卡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德拉·德雷斯（Della Drees）、克里斯蒂安·恩德（Christian End）、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卡泰琳·麦肯纳（Katelyn McKenna）、詹姆士·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汤姆·波兹米斯（Tom Postmes）、理查德·舍曼（Richard Sherman）和拉塞尔·斯皮尔斯（Russell Spears）给予的帮助，把他们出版和未出版作品的复印件提供给我。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约翰·苏勒（John Suler）和汤姆·布坎南对这本书的草稿给予的反馈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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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理学与网络

在一个孤寂的夏天，派驻乡村内地工作的约翰·斯坦斯伯里（John Stansbury）与“麦特（Mat）”建立了在线友谊。他们经常聊天，甚至计划一起去度假和钓鱼旅行。可是“麦特”却改变了计划，决定去新墨西哥州旅游，这正好要经过斯坦斯伯里所在的地区。当时斯坦斯伯里正生病发烧，他现在唯一能想起的只是“朦胧地意识到有一双温柔的女子的手和一个亲切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病房里”。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其实“麦特”是一位女子的假名，不久以后这两人就结婚了。

很熟悉是吗？当然。除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之外，因特网还引发了大量有关网络罗曼史、引诱俘获和放纵行为的报道。然而，上面的这篇报道出自1891年《西部电工》（Western Electrician
 ）里的一篇文章（由斯坦奇重述，1999，第127—128页），我们面对的年轻情侣是电报报务员，而不是因特网聊天室的用户。

蒂娜·休伊什（Tina Huish）发了一条短信“想聊天吗？”给一个与自己手机号码相近的号码，这条短信被140英里外的安德鲁·鲍德温（Andrew Baldwin）收到。他回复了信息，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他俩在短信和话费上花了数百英镑，而且不出6个月，鲍德温就搬到了萨默塞特（Somerset）与休伊什住在了一起。据报道，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结婚［安娜诺娃网站（Ananova.com），2001年7月20日：“随意的手机短信成就了姻缘”］。

上述故事中有两个关键的地方值得注意。首先这类事情一直受到新闻界的关注，而且人们表现出足够的惊讶和好奇；其次，它也提示我们，要想理解心理学和因特网，不仅要着眼于现在，而且要回顾历史。这并不是说用于交流的特定工具不重要（显然是重要的），而是说借助媒介进行的交流行为具有跨越时间和媒介的优势。


 工具和因特网心理学

1980年代，我正在攻读我的第一个心理学学位，并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我们学习使用的计算机都是磁盘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做任何事情你都必须使用命令行界面。

要想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你需要一张置于键盘“F”键上方的长条卡片。卡片放妥之后，计算机就会告诉用户使用什么样的击键组合可以达到特定的效果（如，将字体加粗），但是用户得不到任何反馈，呈现在他（她）们面前的始终是纯文本的屏幕，因而无法知道是否已经达到了操作目的。用这些看似简单的方式编排文件曾被视为一种成就，以至于这种操作在课程考核评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无法完成下标操作（有人偷走了我的粘贴卡），我计算机课程不及格。就在那个时候，计算机实验室角落里的一台苹果机呈现在我眼前。我从未见到任何人摆弄过那台机器，于是想试试。可是我只能看到在右上角标有“麦金托什机—硬盘”图标的灰色空屏。除了可以在灰色屏幕上到处移动“麦金托什机—硬盘”的图标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从未想到过要“双击”（为什么是那样？），而且会觉得小图标里可能还藏有什么东西的想法有些滑稽可笑。

两年后，我的兄弟买了一台新的苹果麦金托什机，并安装在他的公寓里。那台新机器使用起来让我既困惑又兴奋。操作界面让人觉得它似乎真的具有深度——好像你真的可以打开那些项目并钻进去进行探索一样。我后来就成了苹果机的一个忠实用户。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工具远不仅仅是使任务更容易完成的某种东西。工具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完成任务的方式（甚至是任务本身的性质），甚至能够引发我们未曾想象到的广泛的社会变化。

如果让我们依次考虑两种情况，我们或者使用一种工具（如一张购物清单），或者仅凭借自己的记忆，那么我们的任务（例如，记住要购买的物品）就会有本质上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任务就变成了“将你篮中购买的物品和购物清单上的项目相匹配（并且记得使用购物清单）”；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任务将是记住你需要购买的物品。工具的发展直接源自最早的字母和编号系统，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任务，而且也增强了人类的能力。维果斯基（1978）称之为“媒介作用”，并且认为工具（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使人类的能力得以延伸。

当采用技术媒介（如采用电话或互联网）进行交流时，就会使任务发生类似的变化。我们传统上依赖的交流工具，如用来表示同意的话轮转换（turn-taking）或点头，就显得过时了。尽管身体语言并没有消失（当阅读电子邮件的时候，谁没有笑过呢？），但它在人际情感交流中变得无关紧要了。

更重要的是，借助媒介与不借助媒介进行交流的结果是否相同尚不明了。当我们写下购物清单，或者记住它，而且假设我们有相当好的记忆（或有一张简短的购物清单）时，其结果（你冰箱里的食物）很可能是相同的。然而相对于类似的面对面交流，借助媒介的交流很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网络心理学（cyberpsychology）的关键所在。为了预测和解释任务有何不同、任务的结果可能会有何差异，以及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我们需要理解媒介交流所涉及的基本心理过程。重要的不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方式，而是结果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我们开始理解因特网的蓬勃发展，并通过看似简单的任务去预测广泛的社会变化。


 因特网简介

因特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所开发的计算机分布式网络。最初因特网（当时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计算机网）只被视为一种共享数据的方法，其原来的目的是在计算机之间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然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计算机网的用户却较早地开发出电子邮件作为一种人与人（相对于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交流的方式。随着1990年代早期万维网的出现，以及1993—1994年网络浏览器的商业发布，因特网开始迅猛发展，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业组织和个人用户。为了便于研究心理学和因特网，有必要将因特网活动分为以下八个不同的领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是异步的
 、基于文本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方式。基于电子邮件的讨论列表（也叫Listservs：管理讨论邮件清单的程序）包括邮寄给群体，因此可以将信息发布给所有的成员。随着电子邮件的发展，许多新的功能相继出现，包括附件（添加到电子邮件里的文件）和电子邮件窗体（e-mail forms）（整合到电子邮件中的标记框等）。

	聊天　聊天软件支持同步的（实时的）、基于文本的交流，而且是一对一或多对多的交流［如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Internet Relay Chat, IRC）］。聊天可以通过万维网或者使用专用软件（如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来进行。其他的聊天服务包括发送即时消息、创建好友列表（与你经常聊天的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文件共享。

	文件共享　文件共享是因特网上最早的活动之一。因特网上文件共享的早期形式包括登录远程服务器［例如，使用文件传输协议（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或使用基于菜单驱动的因特网信息查询工具（Gopher）］以及上传和下载文件。到1990年代末，点对点（peer-to-peer）式的文件共享（如Napster、Aimster和Gnutella）使人们能够直接连接到其他计算机上共享文件，而不是通过远程服务器来共享。

	异步讨论群组　异步讨论群组是用于交换消息的多对多系统，如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Usenet）的新闻群组（newsgroups）或电子公告牌（bulletin boards）。它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万维网或使用新闻群组服务器和阅读器进行主持或发布。通常，用户会预订一个特定的群组来阅读和发布消息。

	多用户网络游戏　多用户网络游戏是从角色扮演游戏中发展而来的基于文本的虚拟环境。它们不仅提供了同步交流的环境，也提供了关于环境的描述以及一系列用于和环境及其他参加者进行交互的命令。

	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是典型的三维多用户网络游戏（如宫殿），其中的参加者以图形化的方式出现，并与环境及图形化三维环境中的其他用户进行交互。参加者用“化身”——他们的角色图形来表示。随着更多沉浸式虚拟现实（VR）的开发，虚拟现实工具（如虚拟现实眼镜、数据衣）的使用将更可能增加虚拟空间中的“现实”成分。

	视频／语音交流　视频会议最初用于商业目的，但由于网络摄像机（用于因特网上传递实况录像的视频摄像机）价格的大幅度下降，目前因特网上的视频会议变得很普遍了。像CuSeeMe之类的应用软件通过在用户之间建立一对一、一对多（如网络讲座）或者多对多的语音、文本和视频链接可以有效地创建聊天室。

	万维网　　因特网上的大多数数据是通过万维网来传输的（尽管在使用程度上，万维网次于使用最广泛的电子邮件）。尽管很多数据是由作为内容分发设备的万维网构成，但页面间的超文本链接才是万维网提供给用户的独特功能。可扩展的标记语言（XML）、Java描述语言（JavaScript）、冷聚变（Coldfusion）和其他脚本语言及应用软件都可以用于设计“动态”的网页，但是万维网页面却是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来编写的。



上述列表并不详尽，其中的活动或工具也并不相互排斥。邮件发送清单虽然使用了电子邮件，但仍可以存储在万维网上（而且就新闻组而言，现在能够通过万维网界面来发布消息）。文件共享的应用软件，特别是点对点式的软件（如Napster）有时也包括聊天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媒体（如交互式电视）和日益沉浸的虚拟体验之间的融合，很可能会出现崭新的因特网活动。

上面概述的这些各不相同的因特网活动和工具给用户带来诸多利弊，其中不少利弊是用户主动意识到的，透过这些利弊用户们渴求的是实现自己的目标（Mantovani, 1996）。这些利弊也决定了用户能做什么和谁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做。用户对因特网利弊的认识与他们的行为或心理状态所受影响之间的平衡，正是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无须见面的交谈：对媒介交流心理影响的简要回顾

盖肯巴赫和艾勒曼（Ellerman）（1998）在一个有关私人无线电通信的讨论中指出，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

大量学术论著相继涌现……这些论著研究新技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重塑人际关系、家庭结构、儿童读写能力的培养以及人类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自我表达的能力。我们只需经过任何一家书店的书架就会发现，就因特网而言，本身正在重复这整个过程。

盖肯巴赫和艾勒曼的主要观点是：因特网已经使许多学者从本质上改变了研究思路，也改变了类似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关于新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预言。过去对“新技术”的研究也能够教给我们有关技术对行为影响的宝贵经验。首先不管使用的是何种媒介技术，媒介行为之间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其次有证据表明，早期的技术会影响后期技术对心理的影响以及后期技术的行为规范。例如，书写作为交流技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影响，然而当我们考虑计算机中介交流时，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更新的技术（计算机）而不是以往的技术（书写）。我认为这两种技术是不可分的，而且要充分考虑基于文本交流的心理影响，我们也需要考虑书写本身的影响。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早期的技术使用影响着后期技术的使用方式。例如，当无线电通信开始取代电报的时候，无线电报务员使用与电报员相同的行话和缩略词，这随后又影响了业余无线电报务员（无线电通信火腿族）的行为和规范，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

在以下章节里，我们将在历史的和心理的背景下讨论五种“新”（并不是非常新）的技术——书写、电报、电话、无线电通信和手机短信。

书写

很容易忘记与口头交流相对的书写是一种技术（Ong, 1986）。不仅如此，而且就人类的发展史而言，书写还是一种较新的技术。尽管人类的口头交流可以追溯到大约5万年前，但是书写和字母表的历史却只有大约5000年。

与其他更新的媒介交流形式一样，书写需要有专门的工具——不管是石板和粉笔，钢笔和纸张，还是文字处理软件。而且像因特网和计算机一样，书写在它的早期阶段也饱受指责。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
 ）中主张，书写没有人情味且不真实，它破坏记忆且“削弱灵魂”（Ong, 1982）。

直到中世纪，书写还只是为少数人所享有。文档被手写在昂贵的羊皮纸上。一名抄写员（通常是和尚）可能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来抄写一部经文（Burke, 1991）。大量的信息通过旅行的诗人或者教堂／皇室雇佣的一批信使进行口头传递。除非有官方的印章，否则文档的真实性就得不到保证（实际上那种文档经常被伪造），因此对文盲而言书写完全没有价值。在法律上口述才是有价值的——即在法庭上“听”到的对被告辩护人大声宣读的证据，这些证据旨在驳斥对被告的指控（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与现在有所不同的是，书写的东西曾被期望大声地朗读出来，而且在大多数富裕家庭里，不同的人将充当书信的读者和作者的角色。要使内容有意义，就要将书写的内容大声地读出来，这与当今社会大声念出宗教咒语和遗嘱的做法颇为相似。

许多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作品和文字材料迅速传播——谷登堡（Gutenberg）在1450年左右（再次）发明的活版印刷机免除了人们手工誊写的艰辛，同时一种用于书写的廉价材料——纸张的出现，意味着印刷机可以被真正地使用。阿拉伯人在8世纪发现中国人发明了纸张，并最终在14世纪将其作为一种技术传播到欧洲。伯克（1991）报道说，14世纪博洛尼亚（Bologna）的纸张价格下跌了400％。1450年代印刷机的发明“摧毁了人类社会的口头交流方式……并且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活动领域”（Burke, 1991）。

据翁（1986）所说，书写“重构了意识”，它将理解者和理解的内容分离开来，并且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距离。书写不能回答问题，而且永远是静态的（柏拉图所关心的一点）。翁（1986）甚至认为，书写或许有神经心理学方面的效用，能够促进字母文字材料的读者大脑左半球的活动。有一种教育运动——跨课程写作（WAC），从1970年代早期就尝试着把书写作为学生学习的一种辅助手段（Hilgers等，1999）。希尔格等人（1999）对那些参加写作强化班的学生就其体验进行了采访。他们注意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被采访者对自身感受到的书写的好处作了总结性和概括性的陈述。”一些参加者的陈述表明，书写有助于理解主题，有助于学习，甚至还利于组织思想（全部都出自Hilgers等人）：

当我只是列提纲的时候，我对论文没有任何概念，而且我认为写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当我阅读了所有的材料、上了所有的课，并且知道了所有的信息，然后开始写作时我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和要点就会浮现出来，它们好像都完全组织在了一起。

写作帮助我组织思想……现在当我和某人谈话的时候，我往往会想，“哦，在这次谈话中我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而当我写下一个想法或概念，并由此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时，这种过程与机械地重述事实是不同的，因为写作时我需要思考如何将各种思想组织起来。

用于书写的特定技术也是有影响的。当书写是一种耗时的、艰难的工作时，抄写员的任务通常是将某人的想法写到纸上（所以书写更多的是一种抄写）。当印刷机使书面文字的全新用途（如报纸）成为可能时，它也使文本变得普遍易读。然而直到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文字处理软件包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书面文字才摆脱了早先诸多技术上的限制。

记者史蒂文·约翰逊（1997）讨论了他对文字处理软件包的使用是如何改变他的整个写作过程的：

在仍然使用钢笔和纸张或打字机写作的那些年代里，在把句子誊写到纸上之前，我几乎总是先在头脑中想好……当麦金托什机的美妙界面吸引我直接在电脑上写作时，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了。一开始我沿用以往熟悉的开始—停止程序，即在打字之前全力地思考句子。但我很快就发现，利用文字处理软件写作将使修订过程变得非常简单，而利用传统的纸笔写作则会使修订过程非常麻烦……我注意到我写作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思考和打字的过程开始交织在一起了。

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机技术已经使书写更加接近早先的口述形式（Yates, 1996）。过去当著作被转录然后被大声朗读的时候，书写的语体和规则仍然是以口述传统为基础的。然而或许随着书写（和阅读）的人越来越多，书写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容易，书写也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然而计算机技术和因特网已经允许我们在确定好想要表达的思想之前可以自由地打字。柏拉图曾抱怨书写只是对心灵的临摹，而口头话语才可以揭示内心。然而正如约翰逊所阐明的，事实上已不必再这样了。一个支持证据是，语言学家已经注意到同步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的语体与口头交流的语体有许多相似之处（Collot和Belmore, 1996）。互联网已经见证了群组成员之间进行书面交流的一个高潮，可是十年前，这些人在正常的工作日里几乎是不写东西的。撇开语体（或语法和拼写方面的错误）不论，向书面文字转变本身就可能会对人们的心理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电报

尽管书写可能是最早的以技术为媒介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但是电报（在英语中的意思为“远程书写者”）无疑直接催生了包括因特网在内的现代电子通信（Standage, 1999）。

从文明社会的萌芽阶段开始，如果商业组织和政府具备了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点之间进行迅速交流的能力，那么就拥有了一种竞争的优势。例如，在作战期间，如果军队能及时获得战场的信息并传送回命令（和运送补给品），那么就具备了战胜对方的重要优势。同样，如果一个商业组织能比其竞争对手更快地收集到（如商品价格的）信息，那么就一定可以从中获益。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迅速传递商业和政府信息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人们愈加努力地探索新的通信技术。1791年克劳德·沙佩（Claude Chappe）演示了一种光学装置，使复杂的信息能传递到10英里远的地方。他的装置很快就被法国政府所采用，并在1804年得到了拿破仑的大力推广。这一发明的重要性被整个欧洲所认可，到了19世纪早期光学电报装置已覆盖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对遭受入侵（分别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恐惧，使他们建立了早期的灯塔系统，将南海岸与伦敦联系起来。这些灯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光学电报装置所取代。

随后，电报又历经了50年的研究和测试。两地间交流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还在于开发一个适当的协议（毕竟，电流只能是脉冲的形式，因而字母表中的字母需要以某种其他的方式来表达）。直到1841年，莫尔斯（Morse）才充分地向人们展示并使人们开始相信他的电报的价值。到了19世纪末电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通信速度，进而改变了生活节奏本身。

我们可以用电报作为例子来说明媒介交流性质的重要特点。首先是带宽的重要性和相关的费用。电报信息是按字数收费的，因此人们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尽可能地压缩信息，并尽可能地使用简略的表达而非详尽的表达。尽管一名经过训练的报务员能在一分钟之内用莫尔斯电码发送40个字，但是他们通常也要缩写一些常用的短语。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一种被称作“漏记”的有趣的交流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报务员之间，而不是电报公司的客户之间（尽管可以肯定，除了速记之外，在电报信息中使用的盒式磁带程序设计系统（CAPS）确实给报务员们带来了紧迫感）。费用和缺乏隐私通常限制了在大众之间使用电报进行个人交流。然而电报网络却为电报报务员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数千人的在线社区，这里的人们几乎素未谋面”（Standage, 1999，第122—123页）。通过特有的规范、习惯、词汇和签名缩写（通常为两到三个字母）或签名，以及对特定“线路”的所有感，电报报务员们对他们职业圈子的归属感增强了。据斯坦奇所言，有经验的报务员们甚至只从莫尔斯电码的风格就可以认出他们的在线朋友。

因为电报服务一直有人当班（除了乡下的边区村落），所以在闲暇时段报务员们就会加入到活跃的在线互动中——彼此说笑、讲故事和发表观点，而这些内容在爱迪生（曾经是一名电报报务员）看来都是一些过于粗俗而不能公开的东西。社区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估计约有1/3）是女性，而且往往是18—30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尽管这些女报务员通常和男报务员身处异地，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天天在线联系。所以电报报务员之间多发罗曼史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埃拉·契弗·塞耶在1879年发表了小说《连线爱情：点与长划的罗曼史》（Wired Love: A Romance of Dots and Dashes
 ）。《连线爱情》的情节就取材于一段在线的罗曼史。在1891年出版的《西部电工》里，一篇题为“电报罗曼史”的文章描写了两位报务员之间相遇并结婚的罗曼史。斯坦奇引用了一位1880年代报务员的话，“许多罗曼史开始于‘电报连线’，而以男女双方走进婚姻的殿堂结束”（1999）。

电报报务员在线社区的事实，连同天各一方的两人之间的罗曼史，斯坦奇由此断定“尽管通过电报进行交流具有明显的非个人的特性，但事实上它（电报）却是一种极为微妙而且亲密的交流方式”（Standage, 1999）。

无论从媒介交流的角度作何考虑，电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电报报务员转行的时候，他们之前所形成的编码和规范也被迁移到无线电通信中，并且被业余无线电通信爱好者所运用，这一代的无线电通信爱好者后来就成了一些因特网的早期痴迷者。此外电报产业中的许多领军人物在日益发展的电话行业中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电话

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通过实验研制出了一种增强的“谐波”电报，因此获得了后来被称为电话的专利权［最初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海廉·安东尼奥·梅乌奇（Halian Antonio Meucci）］。当时许多人认识不到电话的潜在价值。西部联盟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的总裁拒绝了购买电话的专利权进而垄断电话市场的建议，并说“这种电动玩具在本公司能用来干什么呢？”

如果考虑到许多早期的“电话人”来自于电报产业，那么早期的电话销售强调它的商业用途，并把它作为一种广播装置而非一对一通信装置的潜在价值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电话的前景包括了向远在各种音乐大厅里的听众进行有关“杰出人士”的广播（波士顿抄本，1876年7月18日），甚至一个“舞会……不需要音乐家”（《自然》，1876年8月24日）。针对居民消费者的广告几乎普遍地强调电话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它在社会互动中的潜在用途。这些“实际”价值用途包括新闻播送、天气预报、体育报道、货物与服务预订以及在紧急情形下的通告。

费希尔（1992）指出，在1920年代以前电话的主管人员对内部备忘录中电话的滥用极为不满，并强烈反对将电话用于社交。例如，1909年西雅图一位当地的管理人员对一个住宅居民的电话进行了监听，发现有30％的交谈内容都是“纯粹无聊的闲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减少这种“没必要的使用”（Fisher 1992）。与此类似，20世纪初加拿大的一本电话号码簿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商业的会谈不能受时间的限制，但‘访问’却能被有效地限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Fischer, 1992）

与此同时，电话产业和大众报刊都在关注电话的滥用问题。1884年，《电世界》（Electrical World
 ）杂志提醒“现在唱小夜曲的民谣歌手可以在电话前弹奏他的吉他，而不会受到猎枪和警犬逮捕的干扰。罗密欧不再因等候在朱丽叶的阳台下而感冒”。1887年加拿大自治领电报公司（Canadian Dominion Telegraph Company）制作了一系列的卡片为他们的电话服务做广告。卡片展示了一名男子大概正和他的妻子通电话，而他的妻子却正在和一位更年轻的男子调情。在另一张卡片上，一名男子向他的妻子解释说：“亲爱的，我不能回去，太忙了”，而实际上他当时正在与朋友赌博。

费希尔说道：“许多业内人士抱怨电话里的亵渎、叫喊和辱骂。电话公司试图通过警告、员工对消费者的直接惩罚，甚至通过偶尔的法律诉讼，促使用户在电话交谈中变得礼貌起来。”（1992）在一些案例中，消费者由于在电话交谈中亵渎他人而被切断电话线甚至被关进监狱。贝尔在1910年发布了一则题为“电话里的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广告，以强调电话的误用和滥用问题。除此之外，缺乏礼节也是引发关注的一个原因。直到1920年代以后，大多数社会评论家仍对使用电话发布邀请感到不满，电话公司也竭力阻止使用“喂”代替更“礼貌的”问候。1910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将以下内容分发到各地方公司，作为他们电话号码簿中的内容：

你是否闯进一间办公室或一所民宅，并脱口而出“喂！喂！我正在和谁说话呢？”不，你应该以下列用语开始交谈，例如“来自柯蒂斯父子公司（Curtis and Sons）的伍德先生希望能和怀特先生谈谈……”而不应该使用“喂！”，因为这种用语既没有必要也缺乏风度。

从1920年代起，电话产业就充分“挖掘”了电话的社交用途，并开始在销售广告中同时强调它的社交功能和实用价值。大约在这个时候，广告开始强调通过电话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是一种比书信更为“亲密”的方式。当时有一个典型的广告讲到：“现在那些深情的亲密交谈成了每周一次的事情。距离没有了，而且在每周四的夜晚，熟悉的声音讲述着双方都渴望听到的琐碎的家庭闲谈。”（Bell Canada, 1921）

因此，整整30年里，电话产业与电话在居民住宅中的实际使用步调不相一致。电话公司尽力鼓励用户使用电话，正如电脑公司在早期尽力鼓励家庭购买个人电脑以管理账目或设计花园一样。直到发现可以用因特网作为媒介进行社交，这些努力才终止。

与家庭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有着更多相似之处的是，针对电话的社会影响的早期理论的建立。我将在下一章里重新提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电话将用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取代面对面的交流。费希尔（1992）举例说明了这个问题：

甚至没有一个电话公司的广告员可以声称，从电话交流中能获得目光交流和身体接触所传达的亲密，也没有一个电话公司的广告员声称电话交流的效果能与共进美餐、一起散步或只是待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相媲美。

的确，麦克卢汉（1964）从一份1906年的《纽约电报》（New York Telegram
 ）中引证，用“虚伪的”这个词来描述电话交流，意味着电话交流本身缺少真正“实质性的东西”。甚至最近伯杰（Berger, 1979）也认为：

经常使用电话也意味着要学习一种与他人交往的特定方式——一种以非人性化、精确及某种肤浅的庄重为特征的方式。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电话交流中的特征会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与他人的非电话交流）吗？回答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怎样延伸、延伸到什么程度？（1979，第6—7页）

然而，有证据表明人们通过使用电话发展人际关系，并且对那些经常在电话里与之交流的人们感到亲近。大多数电话交流集中于相对少数的人（通常为5个或6个），意味着电话交流能维持亲密的关系。大不列颠电信（British Telecom）在英国开展了可以为5个被选“亲情号码”打折的活动，说明他们认识到了电话的这种用途。遗憾的是这并不能说明电话总是为了支持用户而设计的。由于缺乏标准的座机电话切断开关，所以就已经出现了用于维持这种互动的第三方设计（如呼叫者身份）（Brown和Perry, 2000）。另一个例子是打开时就能自动应答的手机，它能阻止用户对交谈进行控制。然而在2001年末，韩国的三星公司（Samsung）推出了一款手机，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可以显示呼叫者号码（或者姓名，如果将姓名输入电话的存储器中）的窗口，让用户在应答前就知道是谁在呼叫。这款手机通过在电视广告中展示一名女子正在精挑细选男性（的号码），同时在印刷广告中以“你”处于主控地位的口号强调了这种功能。开发能发送多媒体短信的第三代（3G）手机，毫无疑问将产生更多意想不到的、或许是多余的手机功能。

无线电通信

在马可尼（Marconi）发明了无线电之后，大多数无线电台的工作就由以前的电报报务员来承担。因为无线电波和电报都使用莫尔斯电码，所以这些无线电工作人员依然使用电报中的语言缩写，并遵守许多电报时代的社交规范和礼节，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多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加入了无线电广播。这些业余爱好者们被称为“火腿族”——电报报务员给发电报特别慢的（而且通常是农村的）电报报务员也起这个名字。“火腿族”使用无线电波，第一次给公众带来了通过媒介交流连接全球社区的体验。随后的30年是无线电通信的“黄金时代”，尽管在这30年里，政府、军用和商业广播公司针对无线电波制定了越来越多的规范。

虽然在战争之间无线电通信“爱好者”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由于无线电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所以仅有少数人可以从事业余无线电通信的职业。

随着“平民波段”的无线电通信（不要求许可证）的出现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数量已趋于稳定，且在近年来开始减少。尽管如此，但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项评估报告称全球范围内业余无线电通信爱好者就达到了60万人之多。在有些地方，要获得业余无线电通信的许可证，仍必须具备莫尔斯电码的知识，这就限制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数量。

业余无线电通信曾给许多人一种“类似因特网”的体验（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现在仍然如此）。根据无线电通信常见问题解答中的一项解释，业余无线电通信是“在不同国家、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居民之间最直接最个人的交流方式之一（http://www.qsl.net/iuOpaw/curiosity.htm）”。

业余无线电通信，像它之前的电报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习俗和语言。例如，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因特网站特别强调使用得体的行为和语言。一个阐明“转发器”（repeater）礼节的同类网站（http://butler.qrp.com/～n9ynf/rprt-etiquette.html）作了如下规定：


	在识别时使用正确的语音字母表

	不要说CQ，而要说“在收听你的呼叫”

	只在紧急事件中使用“中断”

	中断时发出在其他电台间传输的你的呼叫信号

	交谈简洁明了

	记住在无线电波中没有隐私

	呼叫失败后不需要说“没有联系上”、“听不到任何东西”或“请再清楚些”，因为其他所有的电台都已得知你呼叫失败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使用的某些代码（如10—4）已能够很容易地被理解，但其他代码（例如，CQ指“寻找”，88指“拥抱和吻”，73指“最好的问候”）则不是这样的。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独特的电台符号，由字母和数字组合而成（如N9YNF代表张贴上述礼节的人）。虽然电台符号通常由注册权力机关提供，但“空”的电台符号仍然有相当广阔的市场。

大多数早期的无线电通信报务员在海军军舰上工作，他们主要是男性。同样大多数早期的爱好者也是年轻的男性。然而与之前的电报行业相似，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之间有一些罗曼史的报道。例如，一个网站宣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中女性的比例在提高。OM（男性无线电爱好者）和YL（年轻的女性无线电爱好者）先通过无线电波相识，然后见面、结婚并开始养育他们自己未来的无线电工作人员，这是非常普遍的。”（www.qsl.net/iuOpaw/curiosity.htm）

然而这也许是痴心妄想。电子学博物馆业余无线电通信俱乐部（Electronics Museum Amateur Radio Club）在1996年的时事通讯中报道说，有一个无线电通信罗曼史的查询记录，但没有任何结果。然而该报道称：“有时候的确能够听到无线电波中浪漫的闲谈。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一名年轻的男子与一名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的中年女士聊天时，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名将不会反对他业余爱好的合适的恋爱对象。”

“业余无线电通信的新闻在线”（Amateur Radio Newsline, 1998）报道了埃林·伯克（Erin Burck）和唐·拉弗伦尔（Don LaFreniere）的婚姻，他是通过无线电波来求婚的。尽管他（她）们使用的是自己的秘密频率，但埃林说：“我们在广播中有许多有趣的谈话。我们有许多来自双方的听众，他们喜欢收听我们的谈话并在恰当的时机调侃我们。是的，这就是无线电波中的一部肥皂剧。”

手机短信

在1990年代初期，短信系统被开发出来作为新的手机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的附加功能。手机短信网站声称：“短信系统是一次意外的成功，几乎让移动通信产业的每个人都感到惊讶。”1992年，沃达丰（Vodafone）在一位工程师的电脑和手机之间发送了第一条文本信息。这一系统允许手机用户使用一个难以控制且操纵缓慢的界面向其他用户发送短信。

与此同时，1990年代末预先付费的手机开始在欧洲流行。年轻人只需预先付费就能拥有一款手机，因为他们提前为手机的使用付了费（这有点像使用预先付费的钥匙让电表运转一样）。手机发送和接收短信的功能很少被宣传，而且至少在初期，使用短信并不会收到公司要求付费的账单。不甚富裕的年轻人很快就得知用手机可以给朋友免费发送信息，从此短信系统的通信量呈指数增长。例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报道，2000年8月仅在英国就有5.6亿条短信被发送，比1999年5月的5000万条记录的10倍还要多。与1999年初的10亿条相比，全世界在2000年10月发送的手机短信数量达到了100亿条。2000年圣诞节前夕，在英国最畅销的书是一本短信发送指南。

因为每条信息中允许发送的字符数有限（160个拉丁字母，70个像中文这样的非拉丁字母），所以手机用户就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于是“see you later”（“再见”）变成了“CU L8er”，这就让人回想起了早期因特网通信中使用的简化语言。移动网络的技术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开发出了一个针对短信业务的收费系统，而在开发出该收费系统之前人们已经使用手机短信很长一段时间了。

随着短信发送量的显著增长，出现了一连串媒介小说以及关于短信在罗曼史与求爱中的使用和怪异短信的报道，当然还有关于过多文本的潜在威胁的报道。例如，凯特·斯沃格（Kate Swoger, 2001年5月16日）在《布拉格公告》（Prague Post
 ）中报道了多纳特（Donat），后者每天发送20—30条短信。尽管多纳特很不情愿跟别人分享他的短信内容，但仍然向斯沃格显示了一条“我需要你”的短信。斯沃格还引用了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的米哈乌·切尔诺塞克（Michal Cernousek）的话，短信主要是用于老套的无意义的交谈，而且“它是一种（表达）孤独的媒介……你必须使用短信以避免在现代世界中感到孤独”。斯沃格还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观点，短信系统限制了过分亲密的行为，而且促使人们用语简洁，“个人世界正在从交流中消失”。

短信在求爱中的重要性类似于费希尔的报告，电话在20世纪初用于约会的频率增加了。费希尔在1900—1920年间对电话用户的采访中发现，许多人都回忆起当时电话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安排约会和其他与求爱有关的事情。一百年过去了，与电话相同的使用方式似乎正在重复，不同之处只在于过去是通话，而现在是短信。

有人担心短信会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目前甚至已经有了关于短信引发的重复性劳损（repetitive strain injury）的报道］，这正如过去人们所担心的，某种通信新技术（不论是书写还是电话）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或社交技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如同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一样，人们对因特网也存在类似的忧虑。


 媒介交流——以史为鉴

我们已经对技术和交流进行了简短的回顾，并展示了本书将要详细阐述的许多要点。首先，至少在早期，技术被看作是某些更“真实”事物的替代物。正如柏拉图曾哀叹书写缺乏口语具有的那种与意识直接相通的联系，电话交流最初被看作是面对面交流的拙劣替代品，可能导致误解或更糟的事情。在早期，对手机短信和因特网也存在着类似的看法。

其次，如果没有对心理过程产生某种影响，工具不会单纯地将行为转化为一种新的媒介。这些心理过程的出现既可能是因为工具（如书写）的独特需求，也可能是因为工具提供了用于交流的示能性
(1)

 和环境（如电报报务员）。例如，若一种交流媒介提供的带宽有限，并且用户使用的信息量越大（如很多短信字数或莫尔斯电码）收费就越高，那么我们就预期会出现某种适当简化的语言形式，既能减少字词的数量又能表达社会情绪的主题。然而用户在适应工具示能性的同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在短信中使用缩略词或者在莫尔斯代码中使用简化代码，也可以将不能理解这些缩略词或简化代码的特定人群排除在外。因为不可能“兜圈子”，人们必须表达简洁，而这或许会使他们在交流中变得更坦率。

萨拉。基斯勒（1997）区分了起放大作用的技术和起转化作用的技术：

某种新的技术主要起放大作用，它使人们能够做一些他们之前就已经能够做的事情，但是采用该新技术能够提高准确性和速度，而且可以降低成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新技术是真正有转化作用的，它使人们思考整个世界的方式、他们的社会角色及所处的社会体系、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发生着质变。有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某种新技术的这种放大作用，然而却从未意识到该新技术随后会显示出转化作用，或从未意识到起放大作用的技术只是更广泛的社会变化的一部分。

正如舍曼（2001）所指出的一样，现在对因特网起放大作用还是转换作用作出评断还为时尚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对所有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是明智的”。

 

————————————————————


(1)
  “affordance”一词源于认知心理学家J. J. Gibson（1977, 1979）的著作“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和“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目前对“affordance”一词还没有统一的中文译法，主要有“示能性”、“功能可见性”、“提供量”以及“可用性”等译法。用通俗的话来讲，一个物体（或环境）的affordance就是这个物体（或环境）能够给知觉者提供什么。比如，门的把手让人看到后就可以根据它的形状想到它提供了拉、推或旋转的用途。由此可见，“affordance”就是物体或环境提供给知觉者有关它的潜在功能的一种特性。“示能性”一词具有显示功能的意思，译者认为“示能性”与“affordance”的含义比较接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两篇重要的文献，Don Norman的“Affordances and Design”一文（详见http://www.jnd.org/dn.mss/affordances_and_desi.html）和Jiajie Zhang（2006）发表在“Cognition & Pragmatics”上的“Distributed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Affordance”一文。——译者注


第二章

从工具到行为

在前一章里，我们认为技术作为交流和互动的媒介通常会产生无法预测与意想不到的社会的及心理的影响。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研究目的应该是描绘出传统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这些差异，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特定的技术（或一套技术）会导致特定的行为模式。


 工具与行为的特性

认知心理学家吉布森为阐释其直接知觉的观点而引入了示能性这个概念。根据吉布森（1979）的观点，不同的物体或环境具有不同的特性，而不同的特性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行为。例如，一个坚固、平坦的表面可以用来行走，而垂直的表面或沼泽地就不可以。人—计算机交互的研究者们［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唐·诺曼（1988）］坚定地认为不同物体支持不同类型的行为。诺曼在将示能性的概念用于日用物品时主张，示能性是“事物被知觉到的、实在的特性，主要是那些决定事物究竟可能如何被使用的基本特性”（1988）。

因此，就像一个平坦光滑的表面可以用来行走一样，电话可以用来（“是为了”）交谈，但不可以用来行走。示能性这个概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示能性意味着在一个物体、材料或工具的特性与它被给予的用途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为设计的联系。

同样重要的是，只要当技术作为工具以某种方式被用于中介交流或行为时，该工具就不仅能够支持某些行为，而且排除了对行为的其他方面的需要，或者消除了实施行为的其他方面的机会。

因此，人行道在提供便于行走条件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沿主要干道进行娱乐攀爬的可能性。同样因特网提供了一些新的互动模式，但用户也因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例如，在互动过程中会失去非言语的信息。因此，在非常基本的水平上建立技术作为交流工具的心理影响模型时，既要考虑到技术的示能性，也要考虑到那些示能性的社会—心理影响。

当然传递社会行为的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示能性。尽管这些差异（或相似性）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例如，它们是否考虑永久的记录、自动化的水平等），但是下列五个方面对于理解工具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同步性

	传递的线索

	带宽与费用的限制

	匿名的水平和类型

	排他性



同步性

同步性是指讨论或谈话实时发生或延时展开。媒体通常被分为同步性交流媒体（如电话）和异步性交流媒体（如信件）。然而由于电子邮件和短信系统之类的更新的交流技术的出现，这种确切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更新的交流技术通常被看作是异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网络和回复的速度很快，却呈现出同步性交流的特性。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接受信息的一方也不会觉得自己必须像谈话中那样立即回复。

 

我坐在开往伦敦的快车上，此时坐在对面的一名年轻男子拿出他的手机并阅读了一条短信。他一边忍住笑一边开始回复。就在他发送回复的短信之前，我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笑容，然后他按了发送键。起初我很困惑——为什么他会对着自己的回复发笑呢？后来我突然想到——他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对自己巧妙的回答感到满意和高兴。使用了短信，你就不太可能因为错过一个巧妙的回答而埋怨自己——你有时间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在7：45到达伦敦尤斯顿（London Euston）车站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形象。

同步性对于理解媒介交流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一旦人们觉得不必立即回复，那么就有机会将有限的认知资源从应对交谈转移到当前的消息上。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更多的时间来酝酿回复的内容（即使异步对话正迅速进行）。

传递的线索

交流技术传递的社会临场感的强弱或线索的数量可以被排列成一个连续体，从最低水平（像基于文本的正式交流形式，如商业信函）到电话、电视电话，一直到最高水平即面对面交流（Daft和Lengel, 1984; Short等，1976）。虽然线索的数量越少社会交流也就越少的假设值得怀疑，但即使不是所有的，也还是有许多关于媒介互动的理论普遍暗示，在整个互动过程中，不同的交流技术会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和反馈。

我还将进一步指出，比如，声音交流与文本交流的心理影响的区别并不局限于传递的信息类型或数量。正如书写与交谈行为截然不同且涉及不同的心理过程一样，因此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交谈行为和基于文本的交流将涉及相应的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与互动过程中传递的社会背景线索的数量差异无关。因此对因特网交流中所包含的心理过程的任何研究也应考虑互动是基于文本的、声音的还是视频的。

带宽与费用的限制

用财政和带宽的术语来讲，对心理学和因特网而言，另一个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就是互动的费用。当费用很高时，用户就会使用简洁的交流形式。例如，电报信息的按字收费导致了特定类型的交流。同样由于费用的限制（最初是免费的），手机短信流行起来了，但是对带宽有所限制，即每条消息只能容许一定数量的字符。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电子邮件使用中的带宽限制也促成了简短消息的规范和缩略词（也被广泛地应用于聊天环境）。有证据表明力求简洁会对传达的信息类型以及接受者的感知方式产生影响。就电报而言，消息的简洁性可以被认为是要增加一种紧迫感，并且缺少了正常情况下谈话的细节。尽管通常很难将带宽的费用从传递的线索中分离出来，但是我认为有它自身的价值。例如，书信和电报基本上都能够传递相同的信息，但是由于电报是按字收费的，这使得用户必须采用尽量直接的表达方式。

匿名性

匿名性通常是指“缺乏可识别性（比如，当你处于一大群人中时就缺乏可识别性）”。然而尽管计算机中介交流通常是在视觉匿名（你不能看到正在与你交谈的人）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并不缺乏可识别性（你可以从电子邮件的地址中得知交流对象的名字，除非对方使用假名）。尽管电子邮件的地址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可识别性，但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交流与面对面的交流还是有差异的。大多数有关因特网行为的理论模型都会以某种形式将因特网上的交流视为是在匿名状态下进行的。

发送者—接受者的排他性

这里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以技术为媒介的交流中人们是否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例如，许多早期电话在安装时使用合用线，即许多家庭共用一条线。尽管存在不要偷听他人谈话的告诫，但这仍然不能阻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的偷听（Fischer, 1992）。类似地，通过无线电进行的谈论通常是没有隐私的，此外还可能会限制亲密交谈发生的可能性。或许可以预期，人们将转向使用更具有隐私性的媒介进行亲密的交谈。因此，在聊天室会面或许会导致采用电子邮件而不是其他的聊天室进行交谈（当然这也增加了交流的异步性）。

媒介的五个维度

前一章里讨论的媒介可以与表2.1中列出的五个维度一一对应起来。


表2.1　媒介及媒介交流的五个维度


[image: ]


示能性与因特网

与之前的交流媒介一样，对利用网络交流的人群而言，因特网既存在各种限制，也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与已讨论过的大多数早期的交流媒介不同，各种类型的因特网媒介的示能性依赖于所使用的软件类型（见表2.2）。


表2.2　因特网交流及相应的五个维度


[image: ]


要探讨因特网交流对心理过程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具体的交流行为。正如我们从表2.2中所看到的，因特网上不同类型的交流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特点和示能性。如果我们遵循这一观点，即不同的交流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流行为，那么我们也必须考虑交流的形式及交流所处的环境。


 媒介交流的模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媒介交流的过程中，交流者在受到各种限制的同时也拥有各种新的机会。或许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大多数计算机中介交流中，交流者不能看到对方的形象，也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交流媒介影响交流的模型倾向于关注交流过程中视听线索的作用，以及当失去这两种线索后将会发生什么。由于这些模型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交流媒介的不同特征（如视觉匿名性）会导致不同的心理或行为，所以这种理论模型被称作“技术决定论”（Markus, 1994）。技术决定论的取向可以被进一步地划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第一个类别被称为“线索过滤”（cues filtered out, CFO），预测在媒介交流中缺乏社会线索会导致缺乏规范的、去个性化的和去个体化的交流。第二个类别被称为“自我关注取向”（self-focus approaches），主张交流媒介的设计会导致（个人身份的或社会身份的）自我关注的改变，而这些变化对心理和行为有着可预期的影响。

线索过滤取向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就电信交流方式对心理的影响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这是人们首次以团体的方式对媒介交流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人员被称为交流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媒介交流（主要是电话）中涉及的心理过程，并最终出版了《电信的社会心理学》一书（Short等，1976）。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用社会临场感这一概念来解释不同媒介交流的差异。

社会临场感

交流研究小组关注两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电话的使用以及电话交流引发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过程？与许多针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晚期理论一样，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与面对面（FtF）的交流相比，人们在电话交流中会失去什么？大量的精力被投入到“电话交流最明显的缺陷——交流者不能看到对方”（Short等，1976）。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往往强调视觉线索在交流中的重要性——例如，在表明相互注意、通道控制（谁什么时候说话）、提供反馈、手势说明、示意（如点头）、人际态度、身体外貌、面部表情以及利用谈话者间的体态、动作、亲近程度进行的非言语交流中的重要性（Short等，1976）。尽管这些非语言的线索中有一部分或许能够在电话交流中得以利用，但是大多数的非言语线索（如手势、体态和面部表情）都无法利用。

交流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考察视觉线索的缺乏是否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Reid, 1981），其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群组讨论、冲突解决和个体知觉的研究。约翰·肖特要求参加者从实验者提供的观点出发，仅采用听觉通道或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辩论一件事情（举例来说，作为一名协会的代表或一位雇主）。在他的第一个研究中，肖特发现与采用面对面的方式相比，有力的论点在采用听觉通道的情况下更具说服力。在第二个实验中，肖特将参加者之间的分歧分为由观点的差异所导致的和由目标的差异所导致的两个类别，并对分歧进行了操纵。当两组参加者对某一主题持不同的观点时就是由观点的差异所导致的分歧，而当他们针对不同的且往往矛盾的结果（如薪水增加还是薪水减少）进行讨论时就是由目标的差异所导致的分歧。他发现在面对面条件下，当分歧是由观点的差异所导致的时候，更有力的观点影响更大；而在采用听觉通道的条件下，只有当分歧是由目标的差异所导致的时候，更有力的观点影响才更大。第三种实验条件有双向的电视屏幕（因此参加者可以看到彼此），与面对面的条件下所得结果没有差异。在后续研究中，肖特发现当讨论观点差异的时候，参加者在听觉通道的条件下比在面对面条件下更多地被有力的论点所说服。这些发现促使里德（1981）得出结论：“在这一系列……使用冲突任务的实验中，最清晰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听觉讨论比面对面讨论导致更多的观点变化，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的。”

另外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考察了面对面判断和电话判断的准确性和自信心。例如，一般来说人们通过不同媒体对他人所作判断的准确性没有差别，但是在面对面的条件下，参加者往往在他们的判断中表现出更高的自信水平（Reid, 1981）。

威廉斯（Williams, 1972）发现，如果参加者能够看见并听到（电视电话）交流伙伴，而不仅仅是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参加者就会对交流伙伴作出更积极的评价。在一个后续研究中，威廉斯（1975）让参加者四人一组，在面对面的、视频链接的或声频链接的条件下对由实验者选择的主题进行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在视频链接或声频链接的条件下，每组分别有两人在连线的两端（因此四人一组）。威廉斯发现，相对同组中远距离的那个成员，两个在一起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彼此意见一致，而且对某个观点的任何分歧显然更可能来自连线的另一端，而不是来自身边的人。此外在听觉链接的条件下，参加者显然更可能对他们另一个“节点”上的同组成员在真诚和智力两个方面作出较低的评价。

肖特等人（1976）提出了社会临场感理论来解释这些发现。首先他们认为人际间的态度主要是通过视觉线索传递的，而言语通道仅包含了参加者之间任务导向的认知材料。因此，如果无法利用视觉通道（就像使用电话一样），那么剩下的就仅仅是传递任务导向材料的能力了，而不能传递社会的与人际的信息。

肖特等人进一步认为，“交流对象在互动中的突显性以及随后人际关系的突显性”是交流媒介的一种客观性质。他们把这种性质称为社会临场感。“客观性质”意味着社会临场感是媒介的一种特性（就像它的示能性一样），而不只是用户对交流媒介的反应。肖特等人认为，“传输有关面部表情、观察方向、姿势、服饰和非语言线索信息的能力，都有助于提高交流媒介的社会临场感”（1976）。

然而社会临场感似乎具有现象学的一面，因为它与人们对交流媒介的主观反应有关。像电话，电子邮件等不同交流媒介的社会临场感，是通过使用者在一系列语义差异量表上对它们进行评分来测量的，例如，将其归类为个人的—非个人的、增进友谊的—不利于社交的和冷漠的—热情的。与低社会临场感的交流媒介相比，高社会临场感的交流媒介往往被评价为更加热情的、个人化的和增进友谊的。肖特等人报告，人们使用这些类型的测量，对非视觉交流（如电话交流）的社会临场感评价较低，而对面对面交流的社会临场感评价最高。通过视频链接进行的交流被认为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临场感，但仍低于面对面交流的社会临场感。的确，唯一被认为比电话所具有的社会临场感还低的交流媒介就是商业信函了。

肖特等人认为，交流媒介的社会临场感对交流的亲密感具有潜在的意义。他们预期，在所有其他方面相同的条件下，交流媒介的社会临场感越高，交流者之间的关系就会越亲密。该预期基于阿盖尔和迪安（Argyle和Dean, 1965）的亲密感—平衡理论（intimacy-equilibrium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有一个最高的亲密水平。由于亲密感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传递（举例来说，如目光接触、接近性和自我封闭），所以一种亲密形式的增加将会导致另一种亲密形式的减少以调整平衡并回到均衡状态。因此，例如，当人们要讨论个人隐私的时候（Exline等，1965），他们会减少目光的接触。然而，肖特等人并不认为因消除许多视觉线索而降低的亲密感将会导致言语行为中亲密感的补偿性提高，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目光接触对亲密感来说如此重要，所以缺乏目光接触更可能会导致冲突而不是更高水平的亲密感。因此在肖特等人看来，就电话而言，由于缺乏视觉线索，电话交流的亲密感应该比面对面交流的要低。肖特等人认为，低社会临场感的交流媒介最适合信息传递和简单问题解决这样的任务。的确，肖特等人主张“电话交流在本质上具有低社交性和较高的非个人的特性，而且除非任务需要这样的心理距离，否则这种不适当的匹配会令人感到不愉快”（1976）。

社会线索缩减

最早有关因特网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进行的针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研究。在这期间许多美国大学已经安装了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供学生使用，同时一些主要的计算机公司对员工使用的基于文本的交流工具进行实验。所有这些系统都是基于电子公告牌或电子邮件系统的，消息被发布到中央服务器上供用户访问。在许多这些早期的系统中，网络带宽非常有限，计算机存储器的价格十分昂贵，网络的速度也很慢。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早有关因特网的心理学理论针对的是非面对面交流时社会信息的缺失、反馈和控制的减少以及电子交流中所固有的挫折感。

针对计算机中介交流，萨拉·基斯勒和她的同事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线索过滤取向（cues-filtered-out approach），这是迄今为止发展最完善的理论。与之前的社会临场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个模型试图解释的首要问题是，当交流以技术为媒介的时候，交流者将失去什么。斯普劳尔和基斯勒（1986）确定了对交流的社会背景有贡献的三类变量：地理的、组织的和情境的。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社会背景的线索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静态线索来自个人的外貌、环境等，而动态线索则来自互动过程中个人非言语的交流行为，例如，同意时点头、不同意时皱眉。

像社会临场感理论一样，基斯勒主张社会背景线索允许人们在整个互动过程中管理自己的行为，根据特定时刻下情境的动态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斯普劳尔和基斯勒认为：

所有的交流媒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面对面交流时可利用的社会背景线索。电话通过消除有关交流者的视觉信息减少了动态和静态的线索。信函和备忘录通过使用标准格式的惯常做法来减少静态线索，并且完全消除了动态线索。（1986，第1495—1496页）

基斯勒等人（1984）预测，当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去除了这些线索时，

由于文本的快速交流、社会反馈的缺乏以及约束社会互动的规范的缺乏，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方面转向信息本身，因此社会准则将不再那么重要，交流也将变得更加非人性化、更自由。

这一模型如图2.1所示。根据这一模型，交流媒介的作用在于减少社会背景线索，这会干扰（或降低）人们对社会背景的认知理解进而导致某些交流行为。因此就组织内的电子邮件或计算机会议而言，有理由假设用户可能缺乏关于他人的地理位置、在阶层中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特定背景变量的信息，包括缺乏电子互动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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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社会情境线索缩减和交流结果


来源：摘自斯普劳尔和基斯勒（1986）。

这种社会背景线索的减少或完全缺失，会降低人们根据对情境的解释来调整交流的目标、语调和言辞内容的能力。因此，如果社会背景线索是微弱的，比如在电子邮件里，那么对交流行为的约束往往是微弱，这就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自由行为。这一模型可用来解释网络论战和交流偏差，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对这一点加以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线索缩减的另一种结果应该是更高水平的极端行为。基斯勒和她的同事在不同的交流媒介下采用群组讨论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检验。一个大致的结论是，与早期有关电话会议的研究结果相符，即与面对面的方式相比，通过电子的或匿名的方式进行群组讨论时，群组成员更多地移向决策量表的极端（这被称作群组极化）。

斯普劳尔和基斯勒（1986）对美国一家大型机构中的电子邮件系统进行了研究，以检验电子邮件是否缺乏社会背景线索。他们对96名员工的电子邮件交流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收集了他们对问卷的回答。依据他们的模型（见图2.1），斯普劳尔和基斯勒预测：


	当采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时，社会情境线索（如地理位置、工作类型、年龄或性别）将会减少。

	在交流过程中，电子邮件用户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不是关注“他人的”。

	不管发送者或接收者的地位（管理者或下属）如何，电子邮件的消息看上去是相似的。

	与面对面交流相比，电子邮件将是不受约束、不遵章法的（如网络论战）。



斯普劳尔和基斯勒的研究发现，在交流中对信息接收者而言，来自未知方的社会线索通常很少，即有关个人的信息（如性别、年龄和种族等）较少被交流，这与他们的预期是一致的。他们还发现，典型的电子邮件开头问候语（Hi）的长度仅仅是典型结束语（bye for now）的1/3。因为开头的问候往往是针对交流对象的（例如，你好吗？），而结束语则表示对自己的关注，所以他们认为电子邮件用户是自我关注的。电子邮件用户也报告说，一个月内在电子邮件上看到了33条不良信息（反社会信息），而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只见到4条。斯普劳尔和基斯勒得出结论，电子邮件里社会线索的减少在组织内部具有潜在的益处（因为交流的速度会较低），但是社会线索的减少会助长放纵行为，从而引发诸多问题。

针对上面的主题，斯普劳尔和基斯勒（1986）继续指出：

通常当社会背景线索强时，行为是相对倾向于关注他人的、有差别的和受控制的。当社会背景线索弱时人们会觉得交流是匿名的，从而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和放纵的行为。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基斯勒及其同事考察了计算机中介交流在放纵行为和群组决策这两个主要领域中的影响。尽管后面会详细论述放纵行为，但是只要说一句就够了，即基斯勒等人的研究普遍发现，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匿名性助长了以言辞攻击和自我表露为形式的放纵的交流行为。

从社会线索缩减的视角出发的工作，其第二个焦点就是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社会影响。这一工作特别关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群组极化”的现象，即与讨论前群组成员的一般观点相比，讨论后群组的共同看法会变得更极端。这项研究的大致结论是，与面对面讨论相比，当讨论过程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上进行时，群组决策会变得更加极端。

基斯勒等人（1984）使用社会背景线索来的缩减解释这些发现。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固有的线索减少会导致更多放纵的和反常规的行为，而这将致使更多极端的观点被表达，进而使得群组的决策变得更极端。因此，在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群组极化的基础是参加者发表更极端的观点。而参加者之所以会发表更极端的观点是由于在无线索的环境中，地位和领导的作用减弱，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去个体化，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信息而不是其他的社会情境。除此之外，不仅表达的观点更为极端，而且由于参与讨论的机会更为平等，他们可能会发表更多极端的观点。基斯勒等人提出，当把这两个因素（更极端的观点和更多持这种观点的人）放在一起时，社会影响就取决于观点的数量和强度。同样地，社会背景线索的缺失可能与匿名以及匿名在助长放纵行为中的作用是紧密联系的。这使得基斯勒等人（1984）提出计算机中介交流或许会促使用户进入一种接近于去个体化的状态。

去个体化

去个体化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斯塔夫·勒邦（1890），更近些的是1950年代的费斯汀格（Festinger）和1960年代的津巴多。根据津巴多（1969）的观点，去个体化是一个

复杂、假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先行的社会条件导致了对自我和他人知觉的变化，并因此使通常意义上受限行为的阈限减低。在一定的条件下违背适当社会规范的行为就会发生。

这些先行的社会条件包括匿名性、减弱的责任感、改变了的时间观、超负荷的感觉输入、新奇的或非结构化的情境以及改变了的意识（见表2.3）。当满足这些先行的条件时，人们更加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同时由于自我意识的减弱，也会导致自我调节的减弱（Prentice-Dunn和Rogers, 1982）。虽然津巴多并没有说哪些因素对于去个体化的发生是必要的或充分的（Deiner, 1980），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因特网上的行为似乎能够满足许多条件。


表2.3　津巴多提出的先行条件和同步的计算机中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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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因特网行为，包括计算机中介交流都是匿名进行的（尽管正如先前所讨论的，有不同类型的匿名）。尽管群组规模的差异实质上是依赖于所使用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类型，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用户是群组的成员。

基斯勒等人（1984）认为：

的确，计算机中介交流好像包括一些对于去个体化很重要的相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匿名性、自我调节的减弱和自我意识的减弱。

最近，麦肯纳和巴格（2000）认为，“那么去个体化和与之相伴的负面结果……很容易发生在因特网上，就不足为奇了”。麦肯纳和巴格进一步认为，因特网上的去个体化也将导致更大程度的自我表露：“在匿名的掩饰下，用户能够表达他们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在少数几个研究中，有一个研究将去个体化作为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结果而不是作为自变量来进行考察，科尔曼等人（1999）发现，与面对面的交流情形相比，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参加者更多地感到自己沉浸在讨论中，并且更少地感觉自己被看作是一个个体。然而他们发现与面对面交流一样，参加者都担心自己被判断或评价，而且在这两种条件下他们对每个讨论所花费的时间估计没有差别。

对线索过滤取向的批判

不论社会性是指社会临场感、社会背景线索还是个性，认为互联网行为是以“社会性”缺失为特色的观点已受到诸多方面的批判。

社会信息加工

沃尔瑟（1992）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用户与面对面的交流者具有相同的人际需求，计算机中介交流完全能够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诸如地位、从属关系和爱好，甚至是他人的吸引力。然而由于大多数计算机中介交流是基于打字进行的，所以信息交换的速度低于面对面互动的情形（特别是使用像电子邮件这样的异步系统）。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社会信息的传递要比面对面的情形慢得多。因此，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足够的信息交换，从而使人际印象和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并且所有其他条件也相同，那么计算机中介交流后期的关系交流与面对面交流将是相同的。（Walther, 1992）

与早期的社会线索缩减理论一致，沃尔瑟（1992）把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固有的视觉线索缺失看作是一个不足，可以通过各种语言的和印刷方面的技术发展逐步加以克服，这些技术或许能够揭示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社会的和关系的信息（Walther, 1995）。因此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研究往往发现的是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任务聚焦，其原因就是存在时间的限制。沃尔瑟认为许多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研究只让人们进行15—30分钟的话题讨论，因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有限通道上传递社会的和关系的信息。

是否可以用分配给计算机中介交流实验的时间来解释计算机中介交流中（似乎存在）的任务聚焦，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沃尔瑟等人（1994）对21个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元分析。元分析是指对大量前人研究中的实验数据进行概括，以检验一个特定假设的方法。就沃尔瑟等人（1994）的元分析而言，所考虑的变量是21个实验里的计算机中介交流是否有时间限制，因变量是社会导向交流（而不是任务导向交流）的比例（他们也对负面的／放纵的交流感兴趣）。沃尔瑟等人（1994）发现，与受时间限制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群组相比，不受时间限制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群组的社会—情感交流水平更高。他们还发现，与受时间限制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相比，当没有时间限制时，采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群组和采用面对面交流的群组在社会—情感水平上没有差异。

因此，元分析确认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的关键性预测之一，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机中介交流传递的社会信息量会与面对面交流传递的信息量逐渐趋于一致。对这一发现的简单解释是打字比谈话慢很多，因此任何通过计算机中介交流发生的社会性交流都会比面对面交流慢得多。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社会信息交流，需要学习并使用言语的和文本的线索去传递关系信息。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用户创立了这类“副语言”（Walther, 1992），但是，对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用户来说，还需要时间来发展出适合传递社会信息的恰当的副语言技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笑脸或“表情图标”和缩略词的使用（见表2.4）。在线交流中使用表情图标已为很多人所接受，现在有许多电子邮件程序把表情图标转化成图像。交流者需要撇开页面去观看那些表情。


表2.4　一些常见的表情图标和社会语言的缩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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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乔伊森和利特尔顿（Joinson和Littleton, 2002）

 

通常这些副语言线索被用于传递社会信息以帮助建立关系（例如，通过传递一个笑话或笑声）。如果用户需要花费时间来掌握这些技巧，那么就有理由假设在时间受限制的情况下，社会信息的交流将会受阻。索尼亚·乌茨（2000）研究了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时间长短对关系发展的影响。她发现人们在因特网上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时间越长，使用的副语言就越多，建立的关系也越多。

对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的一个批评是它仍然坚守计算机中介交流“已失去的”阵营。沃尔瑟认为，在时间充足的条件下，计算机中介交流或许能够在“社会性”上与面对面的交流相当。例如，沃尔瑟（1995）进行了一项研究，他根据社会信息加工模型预测，社会行为在面对面群组里比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群组里更多，但是经过较长的时间之后，这种差异将会降低。沃尔瑟要求编码者对通过面对面方式或计算机中介交流方式进行讨论的每个人进行评价。然后编码者用一份“关系交流”量表（一种用来将讨论的社会性整体印象加以组织的方法）评价完整的讨论过程。进行计算机中介交流和面对面交流的群组在3种不同场合下讨论了3个独立的问题，因此可以从时间上对社会交流进行比较。

令沃尔瑟感到奇怪的是所发现的效应与他的预测相反：不管时间尺度如何，与面对面组相比，计算机中介交流组在大多数的关系交流中得到了更高的评价。例如，编码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计算机中介交流组要高于面对面组：群组讨论的情感水平，群组成员的相似程度，讨论期间参加者的平静和放松程度。最重要的是在整个时间段里，编码者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任务导向性显著低于面对面组的，而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社会性要高于面对面组的。因此沃尔瑟1995年的研究表明，计算机中介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明显具有更多的社会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这一研究结果推翻了社会信息加工的关键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瑟的结论，即“社会信息加工低估了计算机媒体对关系交流的积极影响”（Walther, 1995），同样适用于媒介交流的所有“（社会线索）缺失”理论。由于对计算机中介交流（和电话）中所固有的社会线索缺失的关注，所以当谈及社会信息交流时，社会行为潜在的增加和人类行为的可塑性被忽略了。

线索过滤的社会身份批判

或许对因特网行为所固有的线索过滤取向最为强烈的批评就是假设社会信息需要通过人际互动进行面对面的传递（Spears和Lea, 1992）。例如，当关注非语词线索及其在交流中的作用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线索过滤模型预测非语词线索的减少将会降低媒介交流的社会性。然而要归属于一个群组或者要认同一个群组，我们并不需要亲自会面。实际上因为在媒介交流的条件下群组成员不能够看到彼此，从而看不到彼此的差异，这或许会增加成员对群组认同的难度。

社会线索缩减理论包含了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也受到了斯皮尔斯和利的批评。例如，基斯勒等人使用去个体化和自我专注来解释放纵行为，然而由于去个体化依赖于自我意识的减少，所以和自我专注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同样基斯勒等人支持计算机中介交流（由于缺乏社会线索和失个性化）中的反规范行为，也主张计算亚文化（如黑客）这一规范能够导致放纵行为。然而他们并没有解释这一规范是如何渗透到他们无规范的环境中的。这一章后面的部分将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出发，对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群组极化的另一种解释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自我关注模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社会背景线索的作用在社会线索缩减模型中极为重要，但是该模型也倾向于通过一个去个体化的过程来引发自我关注的变化。理解媒介影响心理过程的另一种取向来自另外一些研究者，他们主张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固有的视觉匿名实际上是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人们的自我关注。

双重自我意识

根据早期理论家杜瓦尔和维克隆德（Wicklund）（1972）的观点，人类有两种基本的意识状态——客观的自我意识和主观的自我意识。当个体关注其内部世界时产生的是客观的自我意识，而当个体关注其所处的环境时产生的是主观的自我意识。有研究者进一步区分了自我的社会方面和个体方面（Carver和Scheier, 1987）。自我的社会方面包括自我的那些公开部分（如身体外貌）。因此我们自己的这些部分对于他人的评判是开放的。对自我的社会方面的关注被称为“公众性自我意识”。公众性自我意识被一些情景所唤起，这些情景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评价、被判断或应该负起责任。如果公众性自我意识增强了，那么个体就会更多地管理自身对他人形成的印象，并监控来自他人的反馈。

另一方面，自我的个体方面是指那些仅仅属于我们自己的方面（除非我们选择与他人分享这些方面），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提高个体性自我意识可能会激发基于个体内部动机的行为、需要或标准。例如，卡弗和沙伊尔（Scheier）（1981）认为个体性自我意识会激起一个自我调节的环路，个体在这个环路中会根据其内在的标准来检查自身的行为，并在理想的状态下加以调整，以便使行为和标准相匹配。

金伯利·马西森和马克·赞娜（Mark Zanna）（1988）在一个重要的早期研究中考察了计算机中介交流对个体性自我意识和公众性自我意识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线索缩减和去个体化的解释都表明，在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的自我意识会被减弱（因此导致了放纵行为）。马西森和赞娜再次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相同的结果可以被看做是计算机中介交流提高个体性自我意识和降低公众性自我意识的证据。例如，随着公众性自我意识的减弱（因此减弱了对评价的关注），高水平的自我表露和低水平的社会愿望可以被看作与增强的而非减弱的个体性自我意识（增加自我表露）更加一致。

为了检验计算机中介交流对自我意识的影响，马西森和赞娜（1988）在参加者采用计算机中介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讨论之后，用一份包含四个项目的量表比较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他们发现：“与面对面交流的用户相比，采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用户具有更强的个体性自我意识和较弱的公众性自我意识，用户的公众性自我意识在这两种条件下的差异达到了边缘显著。”

与此一致的是，马西森（1992）报告说，用户认为采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进行讨论可以引发他们进行深刻的内省。韦斯班德和阿特沃特（Atwater）（1999）发现，与面对面交流的用户相比，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用户高估了他们在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这表明采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用户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个体性自我关注。

在同一系列的3个实验里（Joinson, 2001a），我考察了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自我表露与自我意识的关系。每个实验的方法实质上是相同的：成对的参加者分开到达心理学实验室，并被带到一个装有运行“聊天”程序的计算机的小房间里。然后要求他们就一个两难情景（在一个核武器事件中哪5个人应该被救？）进行讨论，并记录他们的对话。由两名评价者分析记录的讨论内容，进而评定自我表露的水平。

 

实验1　该实验有两种条件：成对的参加者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或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方式进行匿名讨论。结果表明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条件下参加者所表露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是面对面条件下的4倍。

 

实验2　这个实验也有两种条件：成对的参加者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或者是视觉匿名的，或者可以通过一个网络摄像头看到对方。正如所预测的，在网络摄像头的条件下参加者很少表露关于自我的信息，但在视觉匿名的条件下自我表露信息却明显增多。

 

实验3　在这个实验中对参加者的自我意识进行操纵。通过使用摄像头且期望能够看到对方来提高公众性自我意识（关注留给他人的印象）；通过呈现一个黑暗的走廊并且不使用摄像头，来降低公众性的自我意识。通过给参加者呈现自己的照片来提高他们的个体性自我意识（集中在你自己身上），而通过给他们呈现卡通图片来减少他们的个体性自我意识。结果表明随着公众性自我意识的降低，当参加者体验到更多个体性自我关注时，自我表露达到了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当人们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来表露大量信息时，他们或许能够体验到这些交互在一起的状态。这一交互作用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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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露


来源：乔伊森（2001a，研究3）。

最后一个研究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同时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去个体化条件。普伦蒂斯·邓恩和罗杰斯（Rogers）（1982）提出，当人们的个体性自我意识和公众性自我意识降低时，去个体化的效应就会产生。

然而个体性自我意识和公众性自我意识可以被分离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尽管卡弗和沙伊尔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二者存在差别（Wicklund和Gollwitzer, 1987）。而且我们并不了解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因特网会促进个体性自我意识，以及何时使用因特网会抑制个体性自我意识。例如，外部刺激能抑制个体性自我意识（Duval和Wicklund, 1972），外部刺激如身体的活动（Webb等，1989）或视频游戏（Prentice-Dunn和Rogers, 1982）。由此可以推测，尽管在线游戏者能够在游戏期间“聊天”，但是他们或许并没有个体性自我意识。随着更多沉浸式环境（包括那些涉及身体活动的环境）的开发，因特网的使用对增强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影响或许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和计算机中介交流

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是由赖歇尔（1984）提出的，该理论基于人们的社会身份对去个体化作出解释。根据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
(1)

 ）（Tajfel和Turner, 1979），我们的身份是由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共同组成的。社会身份取决于我们所归属的群组，包括现实生活的群组（如Y大学的一名学生）和抽象的群组（如母亲、一般政治上的派别）。当一种社会身份凸显时，我们通过比较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群组中其他成员（以及想象中的典型的群组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尽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群组的标准，这被称作自我刻板印象。

赖歇尔认为去个体化的研究是以错误的假设为前提，即我们作为个体要么完全关注自己，要么毫不关注自己。他认为减少个人可识别性的一个后果“不是破坏社会身份而是增加社会身份的凸显性”（1984）。所以，去个体化作为群组沉浸感的基础应该增加有关社会身份的凸显性，从而促进对群组规范的遵守。赖歇尔认为当沉浸在群组中时，如果人们在视觉上也匿名，那么将会加强这种效应，因为群组内的差异会减至最小，而群组间的差异却会增至最大。然而把群组成员隔离开并使他们在视觉上匿名将会消除群组的界限，因此会减少社会身份的凸显性。

赖歇尔尝试独立地操纵群组沉浸感和视觉匿名性，并发现了一些对他的模型的有限的支持。然而，对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斯皮尔斯等人（1990）进行的一项研究。斯皮尔斯等人再次单独使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会议系统来操纵群组的成员资格和视觉匿名性。由3名学生组成的群组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对一系列的主题（例如，“所有的核电站应该被逐渐淘汰”）进行了讨论。在整个实验中，通过凸显参加者作为群组成员或作为单个个体，来对群组成员的资格进行操纵。通过让3名参加者坐在一个房间里或坐在隔开的小房间里对视觉匿名性进行操纵。实验前，所有参加者完成了他们对讨论话题态度的初始测量。讨论前还发给参加者一本小册子，将他们的伙伴对话题反应的调查结果呈现给他们。因此对于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否国有化工业应该被廉价卖掉），参加者被告知“有32.2％的人对卖掉国有化工业表示支持，而67.8％的人则表示反对”。一旦参加者讨论这一主题，他们就要完成相同的态度测量，因此任何观点的变化都能够被测量到。

实验结果证实了斯皮尔斯等人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模型的预测。在视觉匿名的条件下，增加群组的凸显性会使个体遵守群组规范，而增加个人身份的凸显性则会使个体背离群组规范（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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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不同条件下态度的极化


来源：斯皮尔斯等人（1990）。

斯皮尔斯和利（1992）认为，当社会身份凸显时，大多数计算机中介交流固有的视觉匿名性将会增强社会规范的影响并由此产生规范的改变。这里关键的要素是社会的或规范的背景是否支持个人身份或社会身份的凸显性。当社会身份凸显时，视觉匿名性将促使个体遵从群组规范。而当个人身份凸显时，同样的视觉匿名性将减少社会规范的影响，并促使个体坚持自己的规范和标准。这个模型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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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社会身份和群组极化


来源：斯皮尔斯和利（1992）。

对于社会线索缩减而言，斯皮尔斯等人的结论是难以推翻的，因为在视觉匿名的条件下，社会线索（以群组凸显的形式）对群组极化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不是社会线索缩减理论可以预测的。社会线索缩减理论认为视觉匿名性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群组极化模型仅仅依赖于具有更极端观点的人们。斯皮尔斯等人的研究表明，计算机中介交流并不会发生在社会真空中，相反，当某种社会身份被激活时，个体对其所在的群组规范会更为遵从。

斯皮尔斯等人（1990）报告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即当参加者的个性被压抑时，群组极化降低。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如果人们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是视觉匿名的，那么他们会变得更加关注自我。在斯皮尔斯等人的实验里，视觉匿名和凸显的社会身份相结合，增强了个体对群组规范的遵从。但是当参加者的个性被压抑时，个体对群组规范的遵从就会减少。因此这意味着当在因特网上与他人交流时，人们是否遵从规范依赖于两个因素：他们是否在视觉上是匿名的，以及当时是否有一个凸显共享的社会身份或个体身份。

认识行为规范

在斯皮尔斯等人（1990）的研究中，通过给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用户提供一本小册子，以容易理解且一目了然的条形图的方式展示给用户，使他们能够了解群组的行为规范。显然，对于大多数的因特网用户而言，行为的规范可能不太明显。新的群组成员将面对两种不同的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当他们加入一个现存的群组时，需要理解该群组的行为规范；第二种情景是，当一个新的群组形成时，针对那个特定的群组没有预先存在的规范。有关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研究揭示了用户在这两种情景下如何获得知识并发展规范。

加入一个预先存在的群组

网络礼节（用于因特网的礼节）显然是一种尝试，通常它以因特网上适当的行为规范去指导新用户，而且许多情况下是在因特网的特定领域中，如多用户网络游戏、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或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像前一章中所概述的用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礼节一样，大多数网络礼节集中在管理带宽使用和消除误解上。特定群组的规范能够在常用的“常见问题解答”中找到，常见问题解答通常会提供一些信息，以指明在该群组内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同时也提供了有关在线新闻群组或社区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背景信息。对于群组中的一位新成员来说，这些指南以及用在潜伏观察群组如何行动上所花费的时间一起，提供了和斯皮尔斯等人研究中条形图一样清晰的关于群组规范的论述。在线群组也以某些方式（例如，通过对不适宜的帖子表示异议）来对用户的行为进行管理。

史密斯等人（1998）认为：“技术上的精通、对常见知识解答的清楚了解以及对新闻组行为规范的遵从，都成为许多成熟的新闻组对用户的要求。”然而他们也注意到，由于新用户缺乏经验，对操作新闻组软件技术欠熟练，所以他们通常不能遵守新闻组的规范。麦克劳林等人（1995）区分了七种违反新闻组规范的基本类型：

 

1．不正确／不熟练的技术使用　格式存在问题，多重署名。

2．占用带宽太多　过长或无意义的信息（如过多的引用或过长的署名）。

3．违背新闻组网络系统的惯例　缺少标题，或与群组成员不相称的帖子，或跨版面转载的帖子。

4．违反新闻组的惯例　没有使用适当的标题或缩略词，违反群组规范的风格、内容等。

5．违反道德　未经允许张贴私人的电子邮件，骚扰他人。

6．不恰当的语言　网络论战，言语矫揉造作／语言的虚饰。

7．事实性错误（Factual errors）错误的拼写和语法，错误的事实。

 

史密斯等人（1998）研究了新闻组网络系统群组中冒犯和责备的模式。他们注意到，在最初的冒犯受到责备时，似乎会出现类似的模式：冒犯者将给出一个理由，然后这个理由将被接受或拒绝。他们给出了一个跟帖的例子，这个帖子被发送到新闻组soc. singles（此新闻组禁止张贴个人广告）：

嗨，我是一名23岁的研究生，愿意和这个新闻网上的任何女性交谈。

——————（张贴用于寻找非网络的朋友）——————

有人做出了表示责备的回应：

嗨，您好！终于有一条征求女性的帖子没有指明征求对象的种属了！

你不会相信在这个网上有多少人对女性有需求，这当然是指人了


﹡
 嘿嘿﹡


我的名字叫苏萨（Susa），是费城（Philly）动物园里一只5岁的狐猴。

我的三围是12-12-12，对于狐猴而言这被认为是相当的性感。


﹡
 嘿嘿﹡
 在笔试中我们总是不及格﹡
 嘿嘿﹡


我的爱好包括到处乱跑、爬树和捉虱子；我希望你有一头漂亮浓密的毛发！

我仅仅给那些在soc.single网上张贴个人广告的愚蠢的家伙写信，其他的人对我来说太聪明了。我们狐猴或许非常令人喜爱﹡
 嘿嘿﹡
 我们往往处于智力量表的低端。从你发的那个帖子我就知道，对人而言你太蠢了，但对我来说你正适合！﹡
 嘿嘿﹡


在为先前的帖子作解释时，最初的发帖人写到：

关于几个小时前我发的帖子……多亏＜发帖人的名字＞他们中许多人的提醒，我刚刚发现这是一个不合适的新闻组！因此如果你们都不再给我发送更多的消息，我将停止在此新闻组发布那种帖子。怎么样？但是对于那些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人来说＜发帖人的名字＞，随便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吧！

然而在史密斯等人（1998）研究责备的小样本里，较少有人会对（发帖的）行为进行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它发生在电子邮件上看不到的地方，或者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新用户出于害怕，不敢回复某些采用攻击性语气的责备信息。最后，一位不经常上网的用户甚至可能从没有看到过或阅读过这些责备性的信息。

那么，显然对于因特网上一个已经确立的群组而言，很可能有一个期望新用户遵守的、成熟的和可传播的行为规范。网络新手忽视这些规范太危险了，因为他们经常会受到攻击性的谴责。

为新的网络互动建立规范

当然，许多因特网上的互动并不存在于已确立且具有众所周知的行为规范的群组里。为了调查规范在新群组中的作用，波兹米斯等人（2000）考察了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进行交流的学生群组。他们认为针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社会身份理论存在的疏忽之一是，假设社会身份和规范预先存在，而且是通过将自己和群组标签联系起来而激活的。在他们的研究中，学生们正在参加一门被称作“统计博士（Dr. Stat）”的自选计算机化统计课程。计算机系统还提供了一个“邮件”工具，学生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工具并开始使用。波兹米斯等人假设，对于使用这一“邮件”系统的学生来说，他们在互动中使用的规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只局限在学生群组内部的交流中，而不会应用于和大学教工的交流中。通过对学生发送的消息的分析，他们的假设得到了支持。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群组特征的典型的交流类型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如果一个群组开始采用某种特定类型的交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类型的交流会变得更明显。这意味着计算机中介交流群组中的规范是在交流过程中动态地、社会性地建构的。他们的第二个假设是：这些规范将局限于参加者所在的群组中，这个假设也得到了支持。当他们考察学生和教工之间的交流时，并没有发现学生会把他们在群组内建立起来的规范应用到他们和教工的交流中。这一发现表明在群组内建立的规范化交流方式依赖于社会背景和共享的群组身份，而不是基于所习得的反应。

策略性的社会身份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

上面概述的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完全集中在它的认知维度上（如社会身份的明显变化等）。然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也包括了所谓的“策略性”方面。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方面涉及身份可识别性的作用与群组间的权利关系（Reicher等，1995）。赖歇尔等人认为群组间的权利关系并不影响认知身份的凸显性，而是影响身份是否被表达及如何被表达。更特别的是，他们主张如果一个群组成员对于本群组是可识别的，而对于外群组是不可识别的，那么就会因此而产生本群组一致的行为。然而如果群组成员对于一个强大的外群组是可识别的，那么任何可能带来认可的行为都有可能被抑制。道格拉斯和麦加迪（McGarty）（2001）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来检验是否本群组或外群组的观察者会影响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用户对外群组的刻板印象，他们由此提出了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另一个策略性维度。为了在实验上验证这一点，道格拉斯和麦加迪让学生写出对恐吓电子邮件的评语。他们操纵了一系列的因素，包括参加者和写作恐吓帖子的作者是可识别的还是匿名的，以及参加者的评语是否将被本群组或外群组所看到。他们发现在参加者的可识别性和目标（恐吓帖子的作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当参加者对于本群组是可识别的且目标是匿名的时候，参加者会用更多刻板的语言来描述目标。在第三个研究里，道格拉斯和麦加迪发现，如果参加者是可识别的，他们会感到应该对自己的信息更加负责，而对种族主义问题的感受则不那么强烈。他们得出结论，对那些能被本群组识别的人而言，对本群组的责任感以及对某一问题缺乏兴趣会使这些参加者使用更刻板的语言向本群组的观察者表露自我。也就是能被本群组识别的人感到有责任与本群组保持协调。

在一系列检验计算机中介交流和纸笔反应的追踪研究（Douglas和McGarty, 2002）中，研究者们同样发现，对本群组的可识别性是与更多的刻板性言语相联系的。然而当他们操纵参加者对这个问题的负责程度时，他们没有发现身份的可识别性对刻板语言的影响。相反，他们发现可识别性的作用受制于参加者是否感到他们遵从了本群组的意愿。

因此可以看出，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方面比一个人能否被本群组所识别更加复杂。道格拉斯和麦加迪（2002）认为，能否被本群组所识别对交流的影响既是内隐的（例如，没有意识的觉察），也是外显的（例如，通过使人们对支持者的反应更加敏感）。

匿名性、社会身份和群组的吸引力

利等人（2001）进行了一项研究来考察视觉匿名性对群组归属感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51名心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就三个问题（素食主义、外来移民和礼貌）和两名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且被认为是德国学生的盟友（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大学的研究生）进行了讨论。有一半的参加者在视觉上是匿名的，而另一半的参加者则可以通过视频链接看到对方。然后，利等人测量参加者在多大程度上把他们归为小的讨论群组的成员和英国人（例如，与德国群组成员相比），以及群组对参加者的吸引力。与图2.4概述的模型一致，利等人预测视觉匿名性将提高群组成员的吸引力。他们也预测这种效应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参加者把他们自己归属为一个群组的成员而起作用的。当他们分析了数据模式后，发现视觉匿名性是与将自己归属为某个群组的成员相联系的，而这种归属又与群组成员的吸引力有关。他们认为这些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对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群组行为的社会身份解释。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视觉匿名性的条件下，对他人评价的关注将增强，即与你能够看到其他人的情形相比，当你看不到其他人时你更关注他们对你的评价。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该实验设计所造成的假象，并不清楚研究者对所受评价的关注是如何测量的。正如利等人所指出，该发现的确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利等人进行的实验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匿名，例如，你对他人的匿名和他人对你的匿名。不同类型的匿名在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或许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利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对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批评

自从1990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以来，将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用于计算机中介交流很少受到批评。最全面的批评来自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小组自身（如Spears等，2001）。他们注意到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仅仅把匿名性作为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定义性特征，实际上却忽略了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其他方面（如同步性）。尽管有一些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一缺陷，但是由于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是以匿名性尤其是以视觉匿名（例如，他人对自己的匿名）为基础的，这使得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并不适合具体的情景。尽管许多网络行为至少是部分可识别的（如电子邮件地址和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并且这些行为在理论上是可以追踪的，但是人们所知觉到的较低的可识别性是如何与视觉匿名性发生交互作用的这一点并不清楚。尽管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在策略性方面基于可识别性对群组行为作出了预测，但是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并没有清楚地展现出认知和策略之间的联系。

而且迄今为止，大量针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已经集中在它的认知方面，而不是策略方面（见Douglas和McGarty, 2001）。大多数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首先也倾向于将视觉匿名性和匿名性等同起来，其次将匿名性和去个体化等同起来。科尔曼等人（1999）指出，去个体化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包括匿名性在内的诸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应该将去个体化看做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

更重要的是，当个体是可识别的或不存在明显的群组时，出现的群组极化情况容易使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受到影响。斯皮尔斯等人（2001）指出，此类事件确实正在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因素或许能够解释其中的一些事件，但不能解释全部。如果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确实能够对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的每一个可能的行为提供解释的话，那么它将受到关注。这种反复性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发生。例如，在将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应用到网络论战的过程中，利等人（1992）声称，当在群组内有网络论战证据的时候，显然它是正常的，而当没有网络论战证据的时候，显然它是不正常的。因此不管群组中的行为是什么，它总被当作一个确定性的证据。再者，尽管最近有更多的工作（以及早期的工作）是通过启动规则和社会身份来强调这一问题（Spears等，2001），但是如果没有预先对群组内规范进行测量，就不可能说某一行为或一套态度是否规范。

自我意识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也有待商榷。隔离通常被看作是能增强个性的经历，即能增加一个人的个体性自我意识。个体性自我意识不一定和社会身份的凸显性相兼容。隔离状态和社会身份的显著性之间存在联系的实际过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然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将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应用到计算机中介交流时存在的大多数问题，这意味着至少某些问题有望在将来得到解决。

理性行为者与涌现性：不同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上面概述的媒介交流模型具有许多相同的关键特征。首先，所有的模型（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可能是一个例外）都完全是技术决定论的，都认为技术的特征会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并决定个体的行为。第二个共同点是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一个特征——视觉匿名性上，特别是视觉匿名性在削弱自我关注、降低行为的责任感或增加社会身份凸显性方面的作用。然而，技术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标新立异的概念化源自那些调查信息系统和媒体适合度的研究者（如Daft和Lengel，1984；Markus，1994）。

持理性行为者取向的研究者（如Kling,1980;Markus,1994）认为，技术的使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不是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个体选择使用技术的时间及方式”（Markus, 1994）。这一取向隐含的假设和线索过滤取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条件下，个体间亲密感较低可能会引起诸如放纵交流和决策困难之类的负面效应。然而持理性行为者取向的研究者认为，技术本身并不存在好坏之分，技术是中性的，既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而且有时候用户实际上或许想要“坏”的后果，因为这种结果能满足用户的其他个人目标。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个同事特别爱唠叨，那么我们或许总是选择通过电子邮件与他（或她）进行交流，因为这样可以使交流变得更简洁，而且可以将交流集中于需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人际亲密感。同样地，尽管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缺乏许多社会线索，对表达情感—社会内容会造成明显的障碍，但是正因为缺乏社会线索，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能被用来达到特定的交流目的。例如，少男少女们在约会时可能会故意选择手机短信，因为这种方式能够掩饰他们的紧张心理。

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因特网交流中之所以会出现消极的后果是因为用户选择了不合适的交流媒介（Daft和Lengel, 1984）。

不同于技术决定论的另一个观点是涌现过程的观点（Markus, 1994; Pfeffer, 1982）。根据这一观点，即使用户尽最大努力去避免这种情况，可是用户的意图和交流媒介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能够产生不能预见的且不希望发生的不良结果。不良结果甚至可能是用户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将讨论对用户自身及交流过程都存在影响的一些不良结果。

 

————————————————————


(1)
  原书无缩写形式“SIT”。——译者注


第三章

个体的因特网行为与人际间因特网行为的消极面

因特网从来就不缺少新闻报道。源于因特网的新闻标题已经包含了“网络色情！”（《时代》杂志的前封面，1995）、“网络空间里发现的孤独悲伤的世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98）、“遍布万维网的谎言”（《星期日镜报》，2001）和“我的因特网情人是一位在冰箱里藏有死尸的体重达280磅的退休金领取人”（《星期日人民报》，2001）。

究竟是因特网的阴暗面成了报道的好材料，还是关于因特网的特定事件助长了异常的或反社会的行为呢？随着新技术的诞生，令人不安的事情和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也会同等程度地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书写的发展也是与人们对其社会和心理影响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1886年《电子世界》（Electronic World
 ）杂志中有一则故事，题为“连线爱情的危险”，它讲述了两个电报报务员通过电报约会的故事（Standage, 1999）。马吉是一位报亭主的女儿，为了她父亲的报亭生意，做了一名发报员。她父亲很快发现，女儿一直在和许多男人包括已婚的弗兰克·弗里斯比（Frank Frisbie）调情。她邀请弗里斯比去做客，而这正是她父亲所不允许的。虽然后来她父亲把报摊迁至别处，但是她很快就在当地的电报部门找到了工作并继续保持她的恋爱关系。最后她父亲跟踪她去了一个与弗里斯比约会的地点并威胁说要“打得她脑袋开花”，然而她父亲却因对她的威胁性行为而被捕了。斯坦奇（1999）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并没有说明这段罗曼史是如何结束的。

同样电话被许多人看作是令人不愉快的侵扰和引发风流韵事的危险工具（Fischer, 1992）。关于电话的社会影响及其在普遍降低社交交谈语气方面的作用也存在着大量的争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一本题为《电话》（A Call
 ）的小说，于1910年首次出版，详细描述了非面对面交流时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和误解。移动电话甚至在早期就与新型犯罪或犯罪活动的协作有关。最近新技术（手机、传真和电子邮件）被认为对于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的组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英国，新技术（手机、传真和电子邮件）成了对汽油价格进行对抗和封锁的工具。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很多人认为新媒介技术为恐怖分子各基层组织恐怖活动提供了方便（尽管有证据表明，恐怖分子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是“非技术”而不是“高技术”）。约翰·基根（John Keegan）（辩护记者）甚至在《每日电讯报》指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要以网络服务提供商（ISPs）为目标：

无疑，世贸中心发生的恐怖活动是在因特网上进行协作组织的。如果华盛顿消除恐怖主义的决心是坚定的，那么就必须禁止网络供应商传播密码信息——目前用公钥密码（public key ciphers）来编码的信息，甚至国家安全部的计算机也不能破解——并终止所有拒绝服从的提供商的活动。对于不服从的外国领土上的提供商，就要用巡航导弹摧毁他们的建筑。在屠杀美国人的过程中一旦因特网牵连其中，那么可以猜测它摇摇欲坠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每日电讯报》，2001年9月14日）

像以前的技术一样，因特网也与异常行为、犯罪及其对人和社会产生的普遍消极影响相联系，对此或许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奇。关键的问题是新技术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究竟只是一个大众媒体所创造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还是有一些实证性证据的基础。

在本章里，我们将“消极后果”定义为被用户本身、学术研究或更一般性的交谈普遍框定为因使用因特网所带来的任何消极的行为或消极的心理或社会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早期阶段，针对新媒介交流技术可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何种消极影响，人们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揣测，这是很正常的。因特网也不例外。的确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因特网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新技术（或许汽车是一个例外）。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症一词最初是由精神病学家伊万·戈德堡（Ivan Goldberg）于1991年提出的。戈德堡最初把它定义为对大众心理“上瘾”狂热的一种讽刺，声称人们可以对一些事情上瘾，如购物或性（或两者）。然而很快戈德堡就开始收到自称患有网络成瘾症者的电子邮件。不久以后学术界形成了研究网络成瘾症的两个主要领域：第一是研究网络成瘾症所需要的诊断标准，第二是网络成瘾症“患者”的人数，这两个领域有着直接的联系。

金伯利·扬（1996）是最先开展网络成瘾实证研究的研究者之一。扬采用了美国心理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中使用的影响心理状态的物质成瘾的标准，并将它应用到因特网的使用上（见表3.1）。


表3.1　网络成瘾的诊断性标准




	当你由于需要延长因特网使用的时间去取得渴求的后果时，你体验到忍耐力了吗，或者你发现继续用相同的时间上网就会产生递减效应了吗？

	你花费在因特网上的时间比你预想的要长吗？

	你在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使得在线上待的时间更长吗？

	你已经因为因特网而放弃了任何社交性的、职业性的或娱乐性的活动了吗？

	尽管你知道有一些持续性或周期性的问题（如工作问题、学术问题、财政问题或家庭问题）可能是由于因特网引起的或使之加剧的，你还会继续使用因特网吗？

	在尝试减少在线时间方面你失败过吗，或者你不愿意减少在线花费的时间对吗？

	当你离线时，你体验到退缩的症状（如沮丧、易怒、闷闷不乐、焦虑）了吗？





来源：摘自扬（1996）。

 

为了测试网络成瘾的流行程度，扬在报纸和招贴广告上发布信息，邀请“非常热衷因特网的用户”访问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的站点。她收到了396个回复，并认为这些回帖者对因特网有依赖性（其中女性占60％）。扬将网络成瘾操作定义为：对她的项目至少做出3个肯定回答的互联网用户。她还报告说被视为网络成瘾的用户平均每周使用因特网38.5小时。

自从扬对网络成瘾进行研究以来，考察网络成瘾研究的数量已大大增加。遗憾的是，虽然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相似的界定“成瘾”的低标准，但很少有研究者使用与扬相同的成瘾标准。例如，莫拉汉·马丁和舒马赫（2000）使用了一份有13个项目的量表对277名学生进行了研究（见表3.2）。


表3.2　病态因特网使用的调查问卷以及病理性因特网用户和有限症状（limited symptom, Ls）用户表示同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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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莫拉汉·马丁和舒马赫（2000）。

 

他们报告说他们的样本中有8.1％的用户属于病理性因特网用户，这些用户报告了4种或更多种的症状（12.2％的男性，3.2％的女性）。样本表中的大部分（64.7％）用户被界定为“有限症状”，报告有1—3种症状。与有限症状组（3.18小时）和无症状组（2.47小时）相比，病理性组平均每周花费8.48小时上网。与其他的研究一致，男性（12.2％）比女性（3.2％）更可能成为病理性因特网用户。病理性因特网用户更可能使用因特网的下列服务：


	接触陌生人

	使用仅供成人的资源

	情感支持

	与有共同兴趣的人交谈

	玩游戏

	娱乐或放松

	赌博

	虚拟现实

	消磨时间

	了解最新的信息



莫拉汉·马丁和舒马赫也测量了用户对因特网的态度。他们发现病理性因特网用户在“社交信心”（social confidence）和“社交解放”（social liberation）测量上的得分较高。社交信心量表包括测量像“上网使我交朋友更容易”、“我有许多网上结交的朋友”和“与其他的交流形式相比，我在线时更坦诚”之类的项目。而社交解放量表包括了像“我在网上比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更像我自己”和“我曾经在网上装扮成某个异性”之类的项目。在孤独感的测量上，病理性因特网用户的得分也较高。

谢勒和博斯特（Bust）（1997）使用有10个项目的量表调查了531名学生，发现其中有49名（19％）学生符合他们的成瘾标准。这些“成瘾者”平均每周使用因特网8.1小时，而且与早期的研究一致，他们往往很少使用主流的因特网服务（如游戏、聊天）。与扬的研究结果相同，格里菲思（1998）认为，真正成瘾的临界值或许太低了。

由此可见，基于调查的网络成瘾证据在许多场合下显得相当的空洞和可疑（Griffiths, 1998）。一个问题就是成瘾的标准通常设定得太低——就扬的研究而言，只要肯定回答3个问题就可能被认为是成瘾者。因此在扬的研究中，要成为一个因特网的成瘾者，你只需要同意：（1）你花费在因特网上的时间有时比原打算的要长，（2）由于使用因特网，你已经放弃了一个社交的、职业的和娱乐的活动，以及（3）你不想减少使用因特网的时间。就莫拉汉·马丁和舒马赫（2000）的研究而言，他们的诊断性标准允许他们宣称，“在被调查的大学生因特网用户中，几乎3/4（73.8％）的人报告说至少有一种症状，这意味着因特网的使用正在引发问题”。

如果使用这些标准，大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视为网络成瘾者。例如，当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周只查收一到两次电子邮件。这意味着，不管我怎么尽力，我在网上工作［回复积压的工作（backlog）］的时间总是比我计划的时间要长。因为因特网，我已经放弃了许多活动：我往往是发电子邮件和老朋友联系，而不是打电话给他们（打电话意味着我们会说得更多），我每周要收拾我的网上杂货店，而不能在图书馆逗留更长的时间（我使用在线的目录和订购服务）。因此我不想减少使用因特网的时间或许就不足为奇了。

谢勒和博斯特（1997）也同样需要那些被视为“名副其实”的网络成瘾者的用户以肯定的方式回答他们10个项目中仅有的3个项目。其中，谢勒和博斯特使用的两个项目是以因特网使用量为基础的，几乎不能相对区分真实的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确，如果你的调制解调器的速度慢得令人沮丧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令人失望的话，那么你很可能符合下面的两种情况：


	使用因特网的时间比我计划的要长（98％的“成瘾者”，45.2％的非成瘾者）。

	花费大量的时间访问因特网（87.8％的“成瘾者”，20.6％的非成瘾者）。



因此在谢勒和博斯特的研究中，有效的诊断性标准是对8个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做出肯定回答，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述研究中许多在线人群均被确定为网络成瘾者。

重温诊断的标准

格里菲思（1998）认为网络成瘾需要满足下面6个标准：

 

1．突显性　因特网主导着个人的生活、情感与行为。

2．情绪的变化　当使用因特网的时候，个体体验到了情绪（如“流言飞语”）的变化。

3．容忍度　需要增加因特网的使用量才能取得对情绪的相同影响。

4．停止使用时的症状　如果一个人停止了使用因特网，他会感到不愉快或身体不舒服。

5．冲突　使用因特网会引起用户与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的冲突，或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他们的工作、社会生活或爱好）发生冲突。

6．复发　即使在节制或控制多年后，成瘾者往往会复发回到早期的行为模式。

 

然而，格里菲思指出，除了一些例外，大多数基于调查的网络成瘾症的研究并不专注于这些标准。而且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就有可能获得网络成瘾或病理性使用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只是以你在线上花费的时间多少为依据。因而，谢勒和博斯特使用的标准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在大学里与朋友交往成瘾的量表”，它包括以下项目：


	在大学里，我与朋友交往的时间比我计划的要长。

	我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大学的朋友交往。

	由于我和朋友的交往使得我不能够履行工作、学习或家庭中的主要的职责。



格里菲思（2000a）给出了5个案例研究，他认为其中的两个可能是计算机或网络成瘾。

这两个案例研究清楚地表明，由于先前存在的社会隔离或其他问题，可能会发生过度使用因特网或计算机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成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真实的”，或者它不应该被治疗。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治疗网络成瘾的任何考虑都需要找到其可能征兆及因特网使用本身的特点。病理性的因特网使用与先前存在的问题有关，在戴维斯（2001）的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对其概述）中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案例研究1　杰米（Jamie）



杰米是一名16岁的男孩，在家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尽管据格里菲思所说，杰米的“体重超出标准很多”，但是他没有身体上的毛病。他每周花费大约70小时在计算机上，其中40小时用来上网，包括周末的两个12小时的时段。杰米是个科幻小说迷，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群组上讨论星舰迷航记。与前面概述的诊断性标准一致，杰米也声称因特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即使在不上网的时候也想着它。据格里菲思说，杰米还声称使用因特网可以改变他的心情，如果想上网却无法登录时，他会感到很孤独。他表现出尝试减少因特网使用的复发性模式的迹象，唯一感受到的是欲望太强烈了。与调查获得的证据一致，杰米通过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新闻组和基于网络的聊天工具进行交往。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朋友。格里菲思指出，“由于他的肥胖，他在基于文本的因特网世界里感到舒适，这或许是实情”。




案例研究2　加里（Gary）



加里是一名15岁的男孩，一周里他每天在计算机上花费3—4个小时的时间，周末可以达到5个或6个小时。加里患有神经纤维素增生，这种病能够引起行为障碍（有时很严重）。加里总是难以合群，交不到什么朋友，而且格里菲思认为，当与同伴相处时他也会“有自卑情节并缺乏自信。结果他感到非常沮丧”。有了计算机以后，加里的行为与心理状况更加恶化。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上网，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和朋友沟通，变得越来越抗拒他的父母。格里菲思得出结论，尽管加里似乎符合许多计算机成瘾的标准，但是他过多地使用计算机，把它当作“电子朋友”，这很可能说明他受到了其他深层次问题（如社交孤独、疾病和沮丧）的困扰。



研究者继续寻找网络成瘾的恰当的诊断性标准，以及可考证的案例研究。鉴于形成网络成瘾标准的概念及对这一标准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到底是因特网的哪些方面存在着使人上瘾的潜在可能？对于所有潜在的网络成瘾者来说，上网会给他们提供一种潜在的令人沉醉的体验。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通过媒介进行的交流比面对面交流使人们的行为更加放纵。在线可能体验到的沉浸感以及网络中存在的各种机会，的确可以让新手用户感到眼花缭乱。

然而最初的体验并不等同于成瘾。在上面引用的许多研究中，最接近网络成瘾症标准的人们往往也是那些沉溺于网络游戏、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和网络性爱的人（Griffiths，1988）。当然在这些同类研究中，由于带有过分诊断为成瘾的倾向，一些用户只不过是有经验或者过于冒险就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网络成瘾者究竟是对什么成瘾？例如，如果某人是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且经常使用电话联系赌注登记经纪人，那么我们并不把这种人归为电话成瘾者。同样如果一个人使用因特网去激发基本的成瘾或依赖（如赌博、购物或其他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也不能将其认定为网络成瘾症。

这样一来，网络成瘾者就只是这些调查中严重沉溺于多用户网络游戏、聊天和游戏之类的在线活动的用户了。留意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成瘾者对自己使用这三个关键的网络工具的报告是很有规律的（我猜测，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下载MP3）。这三种在线活动可能也最具沉浸感——你得到的反馈是直接的，手头任务需要的关注程度是高的，心理资源的投入程度可能同样也是高的。某些在线活动的这些心理特点与另一种技术的特征相似，有人已经声称这种技术能使人上瘾，它就是计算机游戏。

什么使因特网令人上瘾？

虽然研究者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建立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以评估网络成瘾者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关于什么使因特网令人上瘾的模型却相对较少。目前存在的模型大体上确定了因特网吸引人的方面，或许也是使人上瘾的方面。例如，金伯利·扬（1997）认为因特网具有3个潜在的令人上瘾的特征——匿名性、便利和逃避。为了彻底考察这一论点，有人认为因特网的某些方面对某些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因此，或许对于寻求性快感、赌博或玩在线游戏的人来说它是有吸引力的。这是因为因特网方便、匿名，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上网者逃避日常生活，甚至是获得意识的变化。思考上面所概述的两个案例研究，很明显杰米和加里都是使用因特网的匿名性来对抗自卑或肥胖问题的，同时也以此来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孤立感。一个相似的模型，三重A（the triple A）（Cooper, 1998）认为，有的人沉迷于网络性爱是由于因特网具有便捷性、低成本和匿名性的特点。

然而，这两个模型也都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因特网的特性而不是用户，它们对网络成瘾的原因不能给予确切的解释。例如，我的当地售酒执照允许销售一种受欢迎的酒类饮料——特酿。购买高度酒方便容易，价格便宜，而且它以便携式的罐装出售，可以在你自己的家里悄悄地饮用。然而，没有人尝试通过单纯的考虑，比如说伏特加酒胜过啤酒的各种益处，来解释酒精中毒。因此，通过描述什么使因特网具有吸引力，似乎并不能增加我们对网络成瘾的理解。

戴维斯（2001）提出了另一种取向，该取向提供了一种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成瘾的观点。戴维斯认为以行为和症状为导向的网络成瘾模型往往会忽略病理性因特网用户的认知症状，而认知症状或许先于它们发生。戴维斯在对沮丧的认知解释中领先了一步，认为认知（如沮丧的图式、沉思和低水平的自尊）导致了沮丧的症状，对于病理性因特网用户他主张采用相似的取向。他首先提议将病态的因特网使用分为特殊的（网络性爱或访问色情网站）和一般化的（在线消磨时间、强制性地参与网络社区）。他主张特殊的病理性因特网用户很可能是由于预先存在的精神病（如赌博成瘾）所致的，而一般化的病理性因特网用户可能是伴随社会隔离的体验所致的。因此，对于特殊的病理性因特网用户而言，如果没有因特网，将更可能以精神病的形式而存在，然而对于一般化的病理性因特网用户而言，因特网是触发因素，它会导致从轻微的精神病（如孤独）发展到病理性的因特网使用。

因此，戴维斯对网络成瘾采取了体质—压力的研究取向，即已有的精神病是网络成瘾的必要前兆，但它本身并不足以使人表现出网络成瘾的症状。压力是指个人生活中因特网的引入。体验或许具有直接的强化作用（例如，如果孤独就进入聊天室），与此相关的是因特网用户适应不良的认知。因此，或许他们将反思他们对因特网的使用，或许他们持有在线能够逃脱的消极自我观点，或者他们可能泛化在线和离线的体验（如认为“只有在因特网上，人们才会对我好”）。根据戴维斯的观点，正是这些适应不良的认知产生了特殊的或一般化的病理性因特网用户（2001）。这一模型的示意图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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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病态因特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


来源：戴维斯（2001）。

尽管戴维斯的模型考虑到了用户这个因素，为有关网络成瘾的文献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但是该模型仍然没有指明如何鉴别病态的因特网使用。因此对于一个缺乏社会支持的人来说，我们何时可以说他的因特网使用是病理性或者不是病理性的呢？戴维斯建议或许是当因特网使用对用户来说是身份的来源，而不是一种“辅助工具”的时候（2001）。显然对于从因特网的使用中获得积极自我意识的那些人来说，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戴维斯得出结论，个体自身才能决定因特网的使用是病理性的还是正常的。

这些网络成瘾的模型都表明，因特网提供了一种逃避日常问题的方式，而且因特网的匿名性使得它特别具有吸引力（让人成瘾）。下面讨论因特网使用的第二个“消极”后果——网络论战，同样和匿名性有关。


 网络论战与反社会行为

网络论战的本意是指不停地交谈或者没完没了的唠叨。然而后来人们普遍地把它看作计算机网络上消极的或反社会的行为。当人们不断地来回交换敌对的或攻击性的信息时，它就变成了“网络言论大战”。在实验室研究中，由于用来测量网络论战的定义并不明确，因而对它的学术研究难以进行。

例如，基斯勒等人（1985）将网络论战操作定义为：


	无礼的言论

	诅咒或调情

	激烈的言辞

	向他人倾诉个人的情感

	吹嘘



网络论战的其他操作定义包括亵渎、“印刷上的能量”（如惊叹号）、辱骂、诅咒和一般的负性情感等。当研究项目的焦点从网络论战转移到“放纵”交流的时候，其定义也就扩展到了甚至包括无目的的信息和坏消息的传播。

与网络论战的操作化和定义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预先联系（Lea等，1992）。在许多情况下网络论战被定义为，仅发生在计算机网络上或是与面对面相比更容易发生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事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网络论战的定义最终成了任何能区分面对面交流和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方式。

“网络论战”的实验证据

泽尔夫和迈耶（Selfe和Meyer, 1991）曾说：“肆意的、情绪化的、有时是匿名的发泄……即使不是普遍的，也是计算机会议的常见特征。”

在三项早期的研究里，西格尔等人（1983）比较了四种条件下不受束缚的言语行为水平：面对面交流、匿名的计算机会议（一对多）、非匿名的计算机会议（一对多）和电子邮件。在实验中，要求三人一组完成一个两难抉择任务（两难情景是让群组成员权衡两种可能的选项，通常是冒险的和谨慎的选项，最终达成一个共同的决定），并达成一致的意见。当西格尔和她的同事考察放纵交流（在这个例子中被定义为如诅咒、辱骂和凌辱的敌对性评价）的水平时发现，在每个实验中，当人们使用计算机进行交流的时候会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放纵的言语行为；当人们使用实时（同步的）计算机会议系统进行匿名讨论的时候，记录到了最高水平的放纵行为。

卡斯特利亚等人（2000）比较了群组间使用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面对面的方式讨论两难情境时的网络论战水平。他们把网络论战分为“非正式的谈话”［包括“讽刺性的评论”、“竭力赋予书面语以某些口语的特点来表达”］和公开的网络论战（攻击性的和公然敌对性的评价）。这些分类的结果如表3.3所示。


表3.3　通过媒介进行的网络论战


[image: ]


来源：卡斯特利亚等人（2000）。

 

因此，尽管网络论战是罕见的，但是与面对面或视频会议相比，它更可能发生在基于文本的情景中。尽管对其他群组成员的熟悉程度确实能够预测非正式谈话的水平，但是卡斯特利亚等人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并没有发现个体的武断性或对群组的熟悉性与网络论战之间存在联系。

艾肯和沃勒（Waller）（2000）研究了两组工商专业的学生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和校园停车问题（这两个都被认为是相当具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他们发现网络论战评论一直是由少数群组成员来撰写，而且这些成员都是男性。在一个群组中有20％的学生为停车问题撰写了网络论战的消息，而另一个群组中有50％的学生撰写了有关总统弹劾的消息。所有在第一次讨论中撰写网络论战消息的参加者也在第二次讨论中撰写了网络论战的消息。但是研究者并没有发现主题所具有的争议性或参加者所感觉到的主题重要性与网络论战之间存在联系，这意味着网络论战的发生或许取决于撰写它们的个体的特性（如性别、成熟度和内心所怀有的敌意等）。的确，斯莫伦斯基等人（1990）发现放纵交流与个体的外向水平及群组内成员间的熟悉程度有关。

在科尔曼等人（1999）的研究中，58名参加者和59名参加者分别以面对面的方式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方式，3人到7人一组对指定的话题进行讨论。对讨论内容进行消极程度的评定（同时还包括对其他维度的评定）：积极的或中性的言论评分为1；表示公开反对或批评的言论评分为2；亵渎、充满敌意和辱骂的言论评分为3。结果发现两组言论的消极程度没有差异：对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组而言，消极水平为1.24，而对于面对面组而言，消极水平为1.21。然而科尔曼等人指出，消极水平为3的各种言论虽然很少但都发生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条件下。

第二种研究网络论战的方法是让用户事后报告他们在面对面交流和计算机中介交流期间所看到的网络论战的数目。斯普劳尔和基斯勒（1986）进行了这种研究，当时他们考察了在美国一个大型机构中工作的96名员工的电子邮件交流情况并收集了作答的问卷。他们发现，参加者报告说一个月内在电子邮件上就看到33起网络论战，而在面对面交流中仅有4起，这与研究预测是一致的。

尼德霍弗和彭尼贝克（2001）在用网络聊天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同步性时报告了一个令实验主试吃惊的发现：

一位男性实验主试在参加者交流之后没有阅读实际的记录就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他注意到学生们总是低调的、谦虚的，并且表现出对实验中等程度的兴趣。参加者并没有表现出尴尬、震惊或轻微的不安／愤怒。实验结束后，当他有机会阅读这些有礼貌的学生对他人说过的话时，感到极为惊讶甚至不知所措。（Niederhoffer和Pennebaker, 2001）

根据他们的分析，在接近1/5（18.8％）的聊天时间里“涉及了毫不隐晦的、直露的性语言以及对图片性恶作剧的讨论”。因此，尽管网络论战通常被看作是充满敌意的争论，但是把公开讨论性话题看作一个与网络论战相似且相关的行为或许是有必要的。

网络论战与争论的结构

网络论战的实验室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忽略了网络论战的背景。在讨论中，或许网络论战最有可能是通过辩论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作为单个的“即兴”评论发生。大多数电子邮件和电子公告牌或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软件允许用户在他们的反驳中引用早先的信息。例如，经常可以看到：

＞A说：

＞如果你要去康沃尔（Cornwall），那么你一定要去参观圣艾菲士（St. Ives）

是的，没错。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旅行者的话。圣艾菲士在整个喧闹的夏天都挤满了游客，我猜就像A一样。

马布里（1997）研究了包含3000条信息的网络论战以及它与引语使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面对面交流中引用被称为“叙述”，并且包括重述或总结“对方的”一个论点，旨在推翻对方的观点和／或产生相反的（或一致的）论点。马布里假设，因特网软件使得直接引用他人的言论非常方便，这或许是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讨论中大量使用直接引语的原因。因为直接引用是如此方便，所以甚至可能会助长争论。

在马布里分析的3000条信息里，其中有125条（4.2％）是不同意的语调，65条（2.2％）表现出紧张，46条（1.5％）表现出对抗，20条（0.7％）表现出公然的敌对。马布里发现，对先前信息的使用和引用与信息的情感性质之间存在一种曲线关系，即中性的或友好的信息中使用的直接引语数量显著少于表达强烈情感的信息中使用的直接引语数量。有趣的是，随着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变得更为强烈，对先前信息的依赖和对引语的使用好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同时表达强烈情感的信息较少地使用论证性的手法。或许一旦讨论达到完全敌对的水平，那么你的反对者早先所说的话就真的不重要了。

因此，在异步讨论中所用工具（如引用、剪切和粘贴）的示能性的确会导致辩论的发生。令人好奇的是，或许与口头的争论（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去记住并重述反对者的论点）相比，因特网上的叙述是相对容易的。这样一来，因特网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观点的平台，就像有技巧的政客一样，逐点攻击他们的反对者。除此之外，它还有了更多的优点，允许使用者在叙述上花费最少的认知能量并集中精力反驳对方的观点。

异议何时会变成网络论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异议都会导致网络论战。汤普森和福尔杰（1996）试图发现异议何时会达到网络论战的水平，引用和情感图标的使用能否缓解或助长对网络论战的知觉。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在两个狂热的滑雪者——滑雪博士（Dr. Ski）和滑雪专家（Snow Pro.）之间逐步展开了一个虚构的辩论。汤普森和福尔杰将这一辩论主题呈现给因特网上的164名参加者，要求他们对电话邀请进行作答。这些参加者又被分为四组：第一组看到了下面给出的信息，对于其他三组，其中一组情感图标被移除，另一组引语被移除，还有一组情感图标和引语都被移除。所有的群组成员都在“网络论战知觉”的7点量表上评价每一条消息。

 

消息1

嗨，大家好。我需要一些建议。我想学习如何滑雪，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大家能向我推荐一个较好的滑雪学校或训练教程吗？

——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消息2

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问道：

＞大家能向我推荐一个较好的滑雪学校或训练教程吗？

布赖顿（Brighton）是个学习滑雪的好地方。我就是在那里学会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对初学者会给予特殊的照顾。

——滑雪专家

消息3

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写道：

＞我想去学习滑雪

对此的回复是

我向你推荐阿尔塔（Alta），那里有很多非常好的斜坡。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到那里滑雪。

——滑雪博士

消息4

滑雪博士宣称：

＞阿尔塔有非常好的斜坡，而且很多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阿尔塔对于季节性的滑雪者来说或许是一个好地方，但不适合那些刚开始学习滑雪的人。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找一个收费合理、斜坡适度的学校，像布赖顿。

——滑雪专家

消息5

滑雪专家说：

＞对初学者而言，最好找一个收费合理、斜坡适度的学校，像布赖顿。

我反对。依我看布赖顿对偶尔滑雪的人来说是适合的，但并不适合想学习真正滑雪运动的人。最好去阿尔塔学习，那是一个世界级的滑雪地方，有着极好的声誉。

——滑雪博士

消息6

如果阿尔塔有着极好的声誉，那是因为有密集的斜坡。在阿尔塔学习滑雪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学习驾驶一样！:-)对于那些学习滑雪的人来说，布赖顿提供了大雪、宜人的环境和宽松节奏的最好组合。

——滑雪专家

消息7

至少有一部分人在高速公路上前进。在布赖顿学习滑雪就像在停车场学习滑雪一样！:-)阿尔塔才是学习滑雪的最佳地点，那里有极好的雪和优质的滑道，并且向滑雪爱好者提供真诚的支持。

——滑雪博士

消息8

滑雪博士认为：

＞在布赖顿学习滑雪就像在停车场学习滑雪一样

停。布赖顿是一个学习滑雪的好地方，而且就算你学会了滑雪，它还是一个可以去玩的好地方。它或许并不像其他滑雪的地方那样昂贵，但至少你不必去忍受那些像去阿尔塔的滑雪博士一样自命不凡的家伙:-)

——滑雪专家

消息9

滑雪专家说道：

＞像去阿尔塔的滑雪博士一样的自命不凡的家伙

自命不凡？开玩笑！真正的滑雪者喜欢的是阿尔塔，因为我们把滑雪看作是很严肃的事情。滑雪远不止雪、斜坡和高度，而这些是布赖顿所提供的一切，而且顶多是这些。只有像滑雪专家那样无聊的人才承认喜欢像布赖顿这样的陷阱:-)

——滑雪博士

消息10

显然，滑雪博士不想文明地进行对话。显然滑雪博士真他妈的对滑雪一无所知。请问滑雪博士，你的学位证是不是用麦片盒做:-)

——滑雪专家

消息11

滑雪专家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讨论组里吹嘘。他已经破坏了对话的气氛，把它带入了新的低谷。滑雪专家，你显然对滑雪一窍不通，那么为何还不停止这种行为呢？:-)

——滑雪博士

 

汤普森和福尔杰发现，表明异议的信息（上面的消息4和5）没有被评价为网络论战（平均分数分别为1.71和2.23）。但是当引入紧张气氛（消息6和7）的时候，对消息的“网络论战”评分大大增加（平均分数分别为3.6和4.12）。尽管这些分数大约处在量表中央的位置，意味着它们或许并不是真正的“网络论战”。可一旦引入对抗状态（消息8和9，平均的网络论战分数分别为5.52和6.09），评价者明显就会感觉到这些消息是网络论战。最后消息中使用的咒骂进一步增加了对网络论战的知觉。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显露出紧张但不是对抗性的消息更可能是一个全面爆发的“网络论战”的前兆（这些已经被称为“网络论战的诱因”）。

在讨论中包含的情感图标（如笑脸）确实会影响消息是否被视为一个网络论战。当表明紧张的消息和微笑在一起的时候，对网络论战的认定在量表上会减少3/4个分数点。然而，当消息变得具有对抗性并且包括人身攻击的时候，包含微笑实际上会增加网络论战的认定（在量表上增加0.38个分数点）。或许一旦讨论达到了对抗性的水平，再用微笑终止你的攻击并不被认定为值得信赖的友善，而且或许会激发网络论战，而不是使其停止。

直接引语在网络论战中的作用则更难解释。总的来说直接引语对网络论战的知觉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对不同类别的信息分别考察发现，在仅显露异议的信息中直接引语会减弱对网络论战的印象，而当信息表现出对抗性的时候，直接引语则会增强对网络论战的印象。这意味着在网络论战中直接引语的使用是比较复杂的事情，直接引语的作用不只是激发网络论战。只有当直接引语的信息透露出对抗性时，才有助于形成网络论战的印象。

刻板的外群组与网络论战

或许软件能够导致甚至激化网络论战，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网络论战好像难以被控制。在英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威尔士民族党（Welsh Nationalist Party）普莱德·岑姆茹的一位资深党员格威利姆·艾德·伊万（Gwilym ad Ioan）由于在各个威尔士新闻组上发表言论而被迫辞职。例如，据注册网站（The Register）（2001年8月9日）报道，格威利姆·艾德·伊万发表的言论包括，威尔士已经变成了“英格兰那些怪人和不适应环境者的倾销场”，而且“异国文化在我国产生了过于强大的不平衡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在以惊人的速度萎蔫”。注册网站还报道艾德·伊万称：“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定居在威尔士的人是：1．超过了他们的工作年龄……2．失业的或者遭受长期疾病折磨的……或者3．来自英格兰城市的不适应社会的人。”

尽管上面描述的“网络论战”看似合理清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究竟“现实生活”中的何种活动形式将是与其对等的行为。如果艾德·伊万以印刷品的形式（如在报纸上以书信的方式）发表了他的观点，我能够想象人们的反应（和他的结局）将是类似的。然而，如果评论没有被存档的话（例如，在酒吧里一个周五晚上的讨论），可以想象人们的反应将是完全不同的。

要理解艾德·伊万发表的评论，就需要理解这些评论所发生的背景。首先，这些评论不是匿名的。其次，它们是正在进行的讨论的一部分。第三，评论内容的观众是内群组（所有的评论都是发表在威尔士新闻组上的），而评论所针对的对象是外群组（英国人）。

艾德·伊万的案例很有意思，因为它好像与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维度直接相关（Reicher等，1995）。赖歇尔等人认为当强大的外群组能够识别某个人的时候，惩罚性的威胁通常会抑制本群组规范的表达。然而有证据表明，尽管有可能遭到惩罚，但是如果存在群组内的成员，则会促进本群组身份的表达（Reicher和Levine, 1994）。尽管群组内成员的存在通常意味着物理上的存在，但是利和科尼利厄斯森（Corneliussen）（见Spears等，2001）未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可能受到外群组的惩罚，但是计算机中介交流能够为本群组规范的表达提供社会支持。利和科尼利厄斯森的研究结果意味着：（1）在视觉匿名性的条件下，人们会更多地表现出符合群组内规范的不会受到惩罚的某些行为（例如，不去听讲座），这与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的认知解释预测一致；（2）与非言语的共同存在（例如，安静地坐在同一间屋内）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相比，以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方式提供的社会支持会使人们表现出更可能受到惩罚的行为（如抄袭文章）。因此，计算机中介交流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不仅会增强社会身份的凸显性，而且会促进社会身份的表达。

就艾德·伊万事件而言，共同存在的需要被解释为对威尔士新闻组的归属，但是既然做了这样的假设，那么因特网似乎会促进外群组消极的刻板印象的表达，而这正是通过激活相关的社会身份并提供对本群组一致性态度表达的群组支持来实现的。正如艾德·伊万事件所表明的，新闻组给予你机会去表达某个观点，该观点在内群组看来可能是正常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特别是现在，新闻组的帖子是存档的，而且可供人们搜索。

网络论战的流行程度

斯皮尔斯和利（1992）评论道，在他们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进行有关群组决策的早期研究中，网络论战的程度很低，无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等人（1992）也认为网络论战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与更温和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相比，网络论战像许多消极事件一样往往更经常被记起，而这就造成了“普遍性错觉”。沃尔瑟有过类似的观点，把网络论战作为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以“错误的分析和报告惯例”为基础的。然而，针对网络论战的报告不断出现，这说明尽管网络论战现象不常见，仍然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

对网络论战的解释

尽管网络论战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条件下很少发生，但仍然有必要对那些确实发生网络论战的时机进行解释。许多方法已经试图通过在线交流的心理影响来解释网络论战。

线索过滤取向

尽管网络论战的社会线索缩减解释也包括了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其他特征，如文本的快速转换或黑客亚文化，但它仍然是以前面章节概括的理论基础为依据的。基斯勒等人（1984）的研究工作始于概括计算机中介交流的6个关键性的社会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或许会对社会行为造成影响：

 

1．时间和信息加工的压力　发送信息和即刻回复的能力。

2．调节性反馈的缺乏　由于缺乏非语言的线索，计算机中介交流在调节、修改和控制交流方面可能是无效率的。

3．难以对信息进行强调　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用户不愿使用常规的技术来增加对信息的强调。

4．地位和职位线索太少　一旦人们可以进行电子访问，那么关于他们的地位、权力和威望的交流既不是情境的，也不是动态的（Kiesler等，1984）。

5．社交匿名性　计算机中介交流或许能使人失去个体性，在交流中“其他的事情”经常被遗忘。

6．计算规范和不成熟的规范　除了计算机亚文化以外，尚未形成成熟的适用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规范。

 

基斯勒等人确定了两个有关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特别有趣的特点：缺乏社会背景线索和没有广泛共享的规范。根据基斯勒等人的观点，社会背景线索的缩减与既定规范的缺乏这两个因素的结合直接地（通过降低对交流的调节）和间接地（通过去个体化的类型条件）导致了网络论战。

对网络论战的社会身份解释

与社会线索缩减研究者提出的对网络论战的解释不同，利等人（1992）主张网络论战既具有规范性，又依赖于背景。利等人还主张，如果网络论战是由于缩减社会线索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感到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在线群组是均匀分布的。然而，他们注意到网络论战在新闻组里似乎并不是均匀分布的。相反，他们注意到的发生率相对较低的网络论战往往局限于特定的群组。他们进一步指出，或许在这些特定的群组里，网络论战实际上是规范的（特别是带有“网络论战”标题的新闻组）而不是反规范的或放纵的行为迹象。

他们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虚拟群组内的网络论战是一个已经确立的或正在发展中的规范（因此，有了关于网络论战的可接受性和其他方面的各种常见问题的解答），在这些群组里发生的网络论战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当网络论战在一个不规范的群组里爆发时，它们意味着或许这是在尝试为一个群组确立具有竞争性的规范。

然而利等人（1992）概括的网络论战的社会身份模型有点不真实。根据利等人所说，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预测：“当一个社会群组处于突出地位并把放纵行为涵盖在其规范内时，放纵行为才更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网络论战的经常发生意味着，它对那个群组是正常的。在网络论战不经常发生的群组里爆发网络论战或许表明了一个新兴的或具有竞争性的规范。最后，很少或没有网络论战的群组意味着网络论战对那个群组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当用于网络论战时，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就完全变成描述性的了——因为规范首先是从观察到的行为中推论出来的，所以不可能宣称一种行为是由于坚持（或不坚持）标准而形成。

可以认为，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将放纵的计算机中介交流视为正常的（或符合常规的），该模型有点夸大社会身份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作用。例如，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与面对面的访谈相比，当撰写评论或回答问卷，特别是通过计算机来进行的时候，参加者很少会表现出放纵行为（Weisband和Kiesler, 1996）。尽管对这些影响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如匿名性、写作会增强自我关注、想要取悦实验者），但是与面对面的访谈相比，人们在纸上对问题做出回答时更少使用放纵的言辞，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与放纵行为相关的社会身份的激活是站不住脚的。

对网络论战的自我意识解释

对网络论战的双重自我意识（dual self-awareness, DSA）的解释依赖于提及的计算机中介交流对个体性自我意识和公众性自我意识的不同影响。公众性自我意识的减少会降低对他人评价的关注程度。相反，个体自我关注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对自己的态度、情感和标准的关注。

因此，双重自我意识预测计算机中介交流将可能提高人们对自己的态度、目标和情感的关注，同时会降低对可能来自他人评价的关注程度。那么放纵交流将被看作代表个人的真实情感而没有中止对评价的关注。对于网络论战而言，这种解释或许也暗示了网络论战是如何发展的。个体性自我意识也会使个体更有可能将外在事件视为是针对自身的。那么，导致两人之间网络论战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他人明显的轻视和冷漠。

然而，网络论战的双重自我意识取向与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常见结果正好相反。卡弗和沙伊尔（1981）认为，个体性自我意识会触发自我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个人的行为和既定的标准相比较，如果可能的话就加以调整。尽管有可能通过“学究的”或“与陌生人争辩”的方式来引导某些人形成完美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方面，双重自我意识的模型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或许在群组交流过程中，个体性自我意识将导致与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规范相符合的行为。

对在线网络论战一种更可能的解释是，网络论战的发生是由于用户自身的目标、动机和需要等要素、设计好的用于互动的要素（如自动的引用）、因特网更加普遍的方面以及它们对自我意识和责任的影响相结合所导致的。重要的是，很可能只有通过互动的过程，这些因素才能引发网络论战。也就是说，当用户坐在计算机前，尽管激发放纵的消极交流所需要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是只有通过交流，这些条件才能促成实际的行为结果。

个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和网络论战

尽管对网络论战的大多数解释表明媒介的某些方面引起了网络论战，但是斯莫伦斯基等人（1990）发现，相对于不熟悉的群组而言，放纵交流在成员彼此熟悉（预先认识的）的群组内更加盛行。斯莫伦斯基等人还发现，外向性与放纵话语的数量是相关的。同样，艾肯和沃勒（2000）发现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讨论中参与网络论战。谢里·特克勒引用了一个多用户网络游戏的玩家的话：

当我在多用户网络游戏里进行打斗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在测试前我记得打斗过。我去玩多用户网络游戏，拿起武器向人呼喊，炸毁很多东西，进行测试，然后出去喝酒。（Turkle, 1995）

因此，尽管媒介的某些方面或许能够引发甚至助长网络论战，但是一个完整的解释需要考虑到网络论战者的特征以及网络论战所依赖的媒介。


 网络关系：太亲密？太快？

使用因特网建立浪漫关系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最近针对这一话题出现了一些自助书籍，如《网络性爱的乐趣》（The Joy of Cybersex
 ）（Levine, 1998）。尽管有关在线关系和网络性爱的许多报道描绘了一个乐观的画面，但是网络关系的阴暗面同样引人关注。例如，据报道有许多人在网络关系中受到欺骗，而且一些评论员认为，网络空间中风流韵事的盛行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离婚率上升。

网络关系中的欺骗与虚伪表征

当27岁的英国人特雷弗·塔斯克（Trevor Taske）在因特网上遇到美国人维南姆·舒梅特（Wynema Shumate）的时候，他被这个看似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子所吸引。他放弃了英国的工作，乘飞机飞行3000英里去和她见面。在机场见到她的一刹那，他惊呆了：迎接他的是一位“重达280磅的退休金领取人”。那位女子承认送给他的是30年前的一些照片。塔斯克并没有转身回家，而是去了舒梅特家里，并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当他在冰箱里冷冻的食物中发现了她前雇主的尸体时，他通知了当地的警察，然后离开了舒梅特的家。

虽然塔斯克的案例是因特网上欺骗事件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它的确说明了在发展网络关系的过程中欺骗是可能的。当然这种欺骗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可能会发生。例如，梅茨（1989）的研究发现，有92％的人们报告说至少对他们的情侣撒过一次谎。然而，因特网确实为更多的虚伪表征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浪漫关系的早期阶段，更有可能发生欺骗，因为此时双方缺乏强烈的责任感，而自我展现和塑造积极印象却是极为重要的（Tice等，1995）。在有关因特网的责任感和虚伪表征的实证性研究中，康韦尔和隆格伦（Lundgren）（2001）对80个聊天室的用户进行了调查，有一半用户是“现实空间”的关系，一半用户是“网络空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与网络关系的参加者相比，“现实空间”关系的参加者被认为更加认真、有更强的责任感。然而这两个群组的参加者都报告了相似水平的满意感和“情感发展”的潜力。康韦尔和隆格伦进一步询问参加者是否已经在其兴趣（如业余爱好和音乐品味）、年龄、背景和相貌方面向他们的同伴说了谎，并在“任何其他方面虚伪地表征自己”。参加者对每一个问题作是否回答，他们的分数被汇总为一个虚伪表征值。虚伪表征问题的结果如表3.4所示。


表3.4　网络空间和真实空间关系里的虚伪表征


[image: ]


来源：康韦尔和隆格伦（2001）。

 

由此可见，虚伪表征水平在网络空间关系和现实空间关系中都是非常低的。虚伪表征中唯一的显著性差异体现在年龄和身体特征两个方面，这些或许和其他事情（你很难把相貌误传给坐在对面的某个人）一样代表自由的程度。虚伪表征的总体水平在网络空间关系和“现实空间”关系之间没有差异。

那么，似乎在发展浪漫关系的过程中因特网上的欺骗相对较少，而且当欺骗发生时，它往往是关于年龄或身体相貌方面的（这或许是人们最初使用因特网建立关系的一个原因）。而且在这些情况下，或许虚伪表征充其量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自我展现而不是公然的欺骗。

例如，假想你的在线情人想要一张照片，而公然的欺骗就是送一张别人的照片给他（她），你也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来考虑送什么样的照片。如果你从多年前的照片中选择一张，或许是选择一张让你看起来特别英俊或漂亮的照片，这算得上是欺骗吗？或许这更类似于初次约会时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套装。麦肯纳等人（2002）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那些能在线上最好地表现“真实”自我的人建立了网络浪漫关系，这项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麦肯纳等人（研究1）调查了20个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发帖人的社会焦虑水平和孤独水平，以及是否感到在网络空间里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能够展示他们的“真实”自我。结果发现，与面对面相比，在现实生活中表达真实自我时有潜在问题的那些人（例如，由于社会焦虑）更可能在网络空间中表达真实的自我。而且，人们越是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现实生活中通常被抑制的“真我”，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对网络空间中遇到的人形成强烈的依恋，进而发展到打电话和见面。在第二项研究中，麦肯纳等人两年后再次联系第一个研究里的样本，结果发现两年前报告的浪漫关系仍有71％在继续，这一比率与对“现实生活”中浪漫关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相当。

由此可见，亲密关系中的欺骗并不是全或无的。因特网（和其他的求爱媒介）不仅为欺骗和创造性的自我展现提供空间，而且也为表达更真切、更真实的自我提供了空间，这种真实的自我在面对面交流中通常是被抑制的。

网络关系中的理想化

网络空间上交流过程也可能导致对情侣的理想化。例如，斯塔福德和雷斯克（Reske）（1990）研究了71对大学生情侣，其中34对在地理位置上是接近的，37对是远距离的关系。远距离的情侣平均相距422英里。他们发现与地理位置上接近的那些情侣相比，远距离的情侣在对关系满意感的程度、交流的质量、浪漫的爱情和他们情侣的理想化方面的评分较高。尽管情侣间面对面交流所占的百分数和这些测量（除了爱情）是负相关的关系，但是信件占的百分数和所有的测量（包括对情侣罗曼蒂克的爱情）是正相关的关系。研究结束后，对这些情侣分别进行6个月和1年的追踪研究。6个月后，34对地理上接近的情侣中有24对仍然在一起，然而所有25对可接触的远距离情侣仍然在约会。1年后，16对地理上接近且可接触的情侣中有12对仍然在一起，相比之下，25对远距离的情侣中有23对保持联系。那么，似乎远距离的情侣对他们的关系感到更快乐、投入更多的爱，并且对关系的前景感到更乐观。虽然“仍然在一起的情侣”比“不在一起的情侣”在他们早期的交流中更多是通过电话和书信进行的，而面对面的交流较少，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增强因特网上人们之间紧密感的第二个过程是自我表露。它是用来发展从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的关系，关系的发展依赖于彼此的信任、共享亲密的细节和了解彼此的弱点（Archer, 1980; Laurenceau等，1998）。如果因特网鼓励自我表露（见Joinson, 2001a，本书第五章），那么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或许比真心承诺的要高。


案例研究：在线欺骗



1998年6月——我真希望能在9个月前就访问你的网站！我开始在喜爱的音乐群组的聊天室里聊天。我成了一个“常客”，后来在那儿碰到了一个男子。我不是在寻求浪漫关系，但是我们的确合得来。长话短说，最后，我花了一笔巨款飞到澳大利亚去见他（我生活在美国东部）。

因为他说太穷买不起东西，所以我送给他几包物品。结果这个男子曾经让我相信的每一件事情全都是谎言。他至少比他照片看起来大10岁，身体非常肥胖，人格与他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完全相反。他粗鲁、自私、不体贴人，还有打鼾的习惯。我知道他之前有两次在线罗曼史，但当时我并未听信我的直觉。我那时非常喜欢这个男子，而且现在仍然对这件事情感到很伤心。在我到达澳大利亚以后，我发现他一直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有私情！我开始发现风流韵事或在线的浪漫关系是他能够拥有的唯一一类关系。他太自私了，以至于不愿意对“真实”的感情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开始或终止浪漫关系而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最近，我得知他又把另一个受害者逼至绝路。

（出自www.saferdating/lies.htm。）



关键的问题是因特网上的理想化和浪漫依恋亲密感的增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虽然斯塔福德和雷斯克（1990）的研究表明有局限性的交流会使情侣双方对浪漫关系更为满意，但是并不清楚，当情侣双方在地理上更接近能够待在一起时这种情况会有何种转变。在斯塔福德和雷斯克的研究中，许多地理上接近的情侣的恋爱失败是因为情侣双方并不合适。因此，恋爱关系是一个选择长期伴侣的过程，而且婚前情侣约会的时间越长，婚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Lewis和Spanier, 1979），这大概是因为选择过程更严格了。如果网络空间的浪漫关系确实包含对伴侣的理想化，那么有可能当一方错误地保持着对另一方的理想化观念，可是一旦失去这种理想化（通过有限的交流渠道），双方的关系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上面的故事体现了因特网上理想化的潜在影响，情侣们一旦见面，又会突然发现现实情况与理想化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在上述案例中，既有在线互动（大概是理想化）增强浪漫关系的证据，又有创造性自我展现的证据，以及与这两方面相联系的问题。虽然许多网络罗曼史有着愉快的结局，但是网络空间中创造性的自我展现和理想化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恋爱关系从在线到离线的转变将是不成功的。巴格等人（2002，研究3）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程序对学生聊伴在40分钟的交谈过程中形成的理想化进行了研究。聊天开始前，参加者完成了一些设计好的题目，这些题目用以评价他们所欣赏的理想朋友和理想恋爱伴侣的品质。接着他们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或使用因特网聊天系统进行聊天，然后评价他们对交流同伴的喜好程度并写出适合描述他们的10项品质。巴格等人发现，首先，在因特网上交谈的那些人比面对面交谈的那些人更喜欢他们（她们）的聊伴。其次，在因特网而不是面对面的条件下，如果参加者喜欢他们交流的聊伴，那么他们往往把一个理想的亲密朋友的品质投射到这个聊伴的身上。巴格等人得出结论：因特网上同伴的理想化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对于目前不找朋友或浪漫伴侣的人们来说，因特网交流的这些特征都可能是诱人的。在意识到它之前，个体会发现自己处于以前并没有试图寻求的友谊或亲密关系之中，而且这种关系实际上会在已建立的社交圈和家庭生活中引发复杂的问题与困难（Bargh等，2002，第18—19页）。

网络上的背叛

安全约会（Saferdating）网站（http://www.saferdating.com）上登载了大量有关丈夫或妻子在网恋后抛弃他们现有伴侣的令人痛心的故事。下面是一个是有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研究：在线欺骗



1999年11月，我注意到了丈夫的一个变化，他对我态度很差且总与我吵架。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头，于是便问他是否有了别的女人，他说没有。我告诉他有些事情不对劲。有一天我看到他从邮局里出来，正打开一封邮件，我们的邮件往往是邮递到家的。几天后我为他有个邮局邮箱而开始跟他对质。他否认过几次直到我告诉他我在车里看到他从邮局出来并打开一封邮件。他说他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告诉他这是结婚23年后的一个突然的变化。他把我惹火了。我问他过去两个月的电话账单在哪里，他说我从未看过电话账单，为什么现在要看？我让电话公司寄给我一份电话账单的副本，结果发现他一直在往新西兰打电话。电话账单上的高额话费真是令人气愤！他说他打电话是错误的并向我道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了。错！这甚至使我更加愤怒。他告诉我与他聊天的是个已婚女人，一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只是朋友。朋友不会有高额的电话账单，也不用偷偷地使用邮局的邮箱。这让事情变得更糟，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要他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可是他什么也不肯说。如果我做了一些我确实知道对错的事情，我就不会让近24年的婚姻毁于一旦。我从他的电脑里拆下硬盘驱动器并装到我的电脑里。

哦！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在告诉那个女人他有多么爱她，而且她也在向他表达深深的爱意。她用电子邮件给他发送性方面的幻想。任何人都知道这不是她想象的，而是她从一本书里或因特网上复制下来的。他们还一直彼此寄送礼物。我发现她打过我家的电话，他为她的电话账单支付了一些钱。我一直是他们讨论的主题。在他上班时我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我所做的和所发现的一切，他回到家后告诉我，我无权拆卸他的硬盘驱动器，我告诉他，他没有权利在伤害我的同时还装作若无其事。我感到心烦意乱极度伤心，我真想拿一把枪把自己的脑袋打爆。我知道我想做的恰恰是停止伤心。他也告诉我，她是他聊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他简直是在火上浇油，他说他们只是朋友。天哪，事情恰恰会因此变得更坏。我告诉他的朋友，我的＃＠＄％。他说他喜欢和她聊天。他爱我而且他不会离开我。我要他在我面前和她聊，并且告诉她说不爱她。他说他不愿意这么做，没有人能试图让他做任何事情。可我要他这么做了。这使我更伤心，我不再信任他。我能做什么呢？我非常伤心，我现在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为什么他不能够理解他所做的？这并没有结束，我没有再对他说任何别的事情，我只是让他知道这一切都很正常。

（源自http://www.saferdating.com/adultery.htm）



美国婚姻法律师研究院院长认为，在线的通奸行为已经导致了离婚案例数目的增加，扬等人（1999）说道：

很难想象……一位从来没有拿起电话拨打900号码的妻子竟然参与色情聊天或与她在线上碰到的男子进行电话性爱。同样很难理解三四个月的网络恋情能够断送15、20甚至25年的稳定婚姻。然而目前这些典型的网络婚外情正困扰着许多夫妇。

扬等人应用了ACE（匿名性、便捷性和逃避性）模型来解释因特网上的通奸行为（见本章开头的网络成瘾部分）。他们也提出，下面的一些情况可能是网络通奸的征兆，包括：


	睡眠模式的变化　例如，晚上使用聊天室很晚。

	不希望他人知道自己上网的隐私　例如，对使用因特网的秘密或隐私越来越关注。

	撒谎的证据　例如，隐藏电话或信用卡的账单。

	个性的变化　例如，变得冷酷和孤僻。

	失去性兴趣　例如，在网上或许可以通过相互手淫得到性满足，伴侣可能因此对做爱的兴趣降低。

	减少对夫妻感情的投入　例如，因特网上的通奸者可能不愿和现实中的伴侣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与互联网便于进行网络恋情的相对匿名性、安全性和便捷性以及能够将自己虚伪地表现为单身相一致，在线通奸也许会受到前面述及的创造性的自我展现和理想化的影响。这种互动的模式或许也能够很好地进入因特网上的自我实现周期（Walther, 1996）。我们往往倾向于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因此随着互动的进展，理想化可能会诱发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对于在线通奸者而言，这代表一种强有力的组合，或许会导致以前幸福婚姻的破裂。


第四章

抑郁、欺骗和色情：网络生活的阴暗面

虽然因特网最初被构想为连接计算机的网络，但是早期的用户很快就开发出电子邮件并使用它来构建虚拟社区。

斯通（Stone, 1991）认为，尽管虚拟社区是“毋庸置疑的社交空间，在这里人们仍然可以面对面地交流，但是‘见面’和‘面对面’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早些时候研究者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与此相关的模式尽管看起来非常像人际互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不够人性化（Beniger, 1987）。虚假社区的本质就是缺乏真诚或真实（Jones, 1995）。那么或许莱因戈尔德提出下述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电信文化能形成某种超越斯科特·佩克（Scott Peck）称作“虚假的社区”的地方吗？在“虚假的社区”里，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个人承诺，而个人承诺又是形成真正社区的基础……人们对社区的需求将成为下一种技术商品吗？（Rheingold, 1993，第60—61页）

正如海索恩韦特等人（1998）所指出的，虚拟社区的存在通常并不为那些体验过它的人们所怀疑。琼斯（Jones, 1995）报道传统上已经把社区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作为团结机构的社区

	作为主要互动的社区

	作为机构上不同群组的社区



琼斯指出虽然虚拟社区或许最好被看作机构上不同的群组，但是它们似乎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种。有人认为虚拟社区的最大特征是有共同兴趣的群组，尽管这种观点（如Licklider和Taylor, 1968）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交谈主题的范围有限，基于共同兴趣的群组通常被看作是相对“不稳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线社区或许是“名副其实”的，但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社区或网络的相对不稳固的形式。

有关虚拟社区确切性质的争论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在线社区的成员能否和现实生活社区的成员一样，提供相同的支持或帮助。的确一些研究甚至表明，因特网使用引起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隔离的代价是可以量化的。


 因特网使用与心理健康

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罗伯特·克劳特和萨拉·基斯勒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展了名为家庭网络项目的研究（Kraut等，1998）。在该研究项目中，使用因特网连接了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匹兹堡市（Pittsburgh）的93个家庭共256人的计算机（随后回收的样本是73个家庭共169人）。他们追踪了这些人两年多来的因特网使用情况及其心理健康状况。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更多的因特网使用与社会参与的降低有关，这种降低的幅度虽小但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与孤独感的增加有关……因特网的更频繁使用也与抑郁水平的提高有关。”

这一发现不仅引发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头版的新闻标题是“网络空间里发现的悲伤孤独的世界”；Harmon, 1998］，而且也引发了许多专门从事因特网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对该发现的审查与批评。因特网本来是主要用于社会目标的一种媒介，而它似乎正在使人们去社会化，这显得有点矛盾。一种可能性是因特网是另一种倾向于将闲暇时间“私有化”的技术（就像看电视或读书之类的其他基本的个人娱乐活动一样），因此人们没有时间参与社交活动。然而克劳特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因特网的主要用途是社交性的”（1998）。

克劳特和他的同事还指出，一般来说人们在因特网上建立的往往是弱联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建立的则往往是强联系（strong ties）。强联系以“频繁的接触、深厚的情感和彼此的承诺为特点……一般来说这种联系可以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好的社会和心理影响”（Kraut等，1998）；相反，网络上的弱联系则以“浅显的和容易解除的联系、偶然的接触和狭隘的兴趣中心为特点”。因此，虽然在他们的样本中因特网的主要用途是人际交流，但是维系人们交流的纽带是弱的，由此可见，因特网也就不能提供与强联系纽带相同的心理支持。正如家庭网络项目的研究者指出，他们的样本中很少有人在网上结交新朋友（尽管在这方面他们好像只在某种意义上计算了面对面相见的人数）。他们还认为，由于在线的朋友在物理空间上并不接近，所以他们不能够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他们也可能不理解交谈的“背景”，这“使讨论更难进行”。他们继续开展来自样本的两个案例研究，研究表明因特网的使用并不适合更微妙或情感性的主题，在这些情景中参加者会转向使用电话。在第一个案例研究中，一名参加者注意到，尽管她非常喜欢用电子邮件与在大学读书的女儿联系，但是当女儿想家或抑郁，需要她的支持的时候，她往往会打电话给女儿。在第二个案例研究中，牧师用因特网来交流布道思想，却使用电话来获取有关他的合同谈判的建议。

对因特网悖论的批判

然而，情况并不是如此清晰。首先克劳特等人用相关关系去推论因果关系已经引起了争论（Shapiro, 1999）。恰恰合理的是感到抑郁的人们会求助于因特网，而不是使用因特网导致了抑郁。例如，孤独的人往往比不孤独的人花更长的时间来看电视（Canary和Spitzberg, 1993），尽管很难分清究竟是孤独使得人们看更长时间的电视，还是看更长时间的电视使人们变得孤独。因为在家庭网络项目研究中没有控制条件，所以不能断定因特网使用频率的增加是原因还是结果（Shapiro, 1999）。

第二个问题是家庭网络项目涉及了有孩子要升入大学的家庭。如果您的孩子去读大学，那么可以预见他们在家庭中进行的社会接触就会减少（毕竟他们已经离开），同时家庭成员可能更多地通过电子邮件来保持联系。

在他们的样本选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相似的问题：父母参与了地方学校的管理。处于连续体（在这个例子中是社区参与）两端的人们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少他们的参与时间（一个称为统计回归的方法学现象），因此不管家庭网络项目的参加者是否有计算机，可以预期他们将减少参与。再就是由于没有控制条件，因此不可能做出确切的判断（Shapiro, 1999）。

里尔丹（1999）认为，克劳特等人使用的指标并没有真正地测量抑郁。克劳特等人使用“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CES-D）的简化版来测量抑郁。里尔丹认为，该量表对低分数的解释确实是有问题的。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上的项目是按四点量表来评分的，0分意味着未出现症状。在家庭网络样本使用因特网之前，通过该量表得出的平均分数是0.73，使用之后是0.62（因此对于总的样本而言，使用因特网后抑郁水平下降了）。里尔丹指出，因此参与该项目的样本几乎没有显示出抑郁的迹象，从而对新闻标题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里尔丹要说的第二点是将因特网使用和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分数联系起来的效应大小是低的，而且对于某些分析采用的显著性水平是p
 ＜0.07，而不是通常采用的p
 ＜0.05。里尔丹引用了科恩（Cohen, 1977）提出的经验法则并指出，大的效应大小处于0.50的范围，中等的处于0.30的范围，小的处于0.10的范围。她还注意到将因特网使用的小时数和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分数联系起来的效应大小为0.15和0.19，它们被看作是低的效应大小。她认为不应该使用这种低的效应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瓦斯特伦德等人（2001）调查了329名大学生的因特网使用和心理健康状况（采用乐观倾向、人格、孤独感、日常争斗和抑郁水平作为指标）。他们发现心理健康的状况和因特网使用（网络冲浪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数目）之间没有相关关系。然而在他们的样本中，年轻人往往会更多地使用因特网，也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心理痛苦。然而因特网的使用和心理痛苦并不相关。瓦斯特伦德等人认为，在家庭网络项目的研究中年龄或许是一个混淆变量。

穆迪（2001）认为应该将孤独分为情感性孤独和社会性孤独。情感性孤独起因于亲密关系的缺乏，而社会性孤独起因于被边缘化，没有归属的感觉。穆迪假设因特网用户的情感性孤独水平或许会提高，但是由于他们在网络社区里花费了时间，因此很少会体验到社会性孤独。他抽取了166名大学生并考察了他们的因特网使用、社会性孤独与情感性孤独。他发现因特网活动的频率与社会性孤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因特网活动的频率与情感性孤独之间没有相关。然而参加者在网络空间中朋友圈的大小与情感性孤独有显著的正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朋友圈的大小与情感性孤独呈负相关。因此根据穆迪的研究结果，因特网使用似乎会降低社会性孤独感，但是会增强情感性孤独感。当然穆迪和瓦斯特伦德等人的研究都是“只有一次”的相关研究，还不能做出因果的推断。

卡特林·麦肯纳和约翰·巴格（2000）对家庭网络研究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们首先指出新技术往往和恐怖故事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一部电影叫《电视谋杀》（Murder by Television
 ）。他们也注意到卡内基·梅隆的早期研究（Rimm, 1995）宣称因特网“充斥着色情”，这一论断是以虚假的前提为基础并很快遭到怀疑，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对这些错误结果的新闻报道所引起的后果［如注定失败的《美国计算机规范法案》（Computer Decency Act
 ）］。

麦肯纳和巴格指出，因为“对于整组的参加者而言，使用因特网两年后报告的平均抑郁水平低于使用因特网之前的（2000）”，所以，对结果（由于因特网的使用引起的抑郁分数的变化小于1％）有效性的任何批评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也注意到，尽管克劳特等人（1998）指出参加者在当地社交圈的缩小（从24到23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从25人增加到了32人。因此，总的来看因特网的使用似乎与朋友和熟人数量的增加有关。一个小变化（从24人到23人）是否与统计上的显著一样有意义也是值得考虑的。

对因特网悖论的支持

基斯勒和克劳特（1999）接受了里尔丹对他们报道的效应大小的批评，但回应道：“我们结果的重要性不在于效应的大小（承认它们是小的），而在于它们的方向，数以千万计的人体验到的即使是小的负向的变化也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

基斯勒和克劳特注意到，虽然统计回归或许能够解释组内整体的变化，但它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使用因特网较多的一些人才能够体验到高度的心理痛苦，据此也回应了夏皮罗的批评。他们还注意到尽管夏皮罗提出的因果链（孤独感的增高会导致更频繁的因特网使用）是合理的，但并不被他们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支持。他们发现研究初期所测量的孤独感并不能预测测量后的一两个月或者整个研究期间的因特网使用情况。

克劳特等人（1998）重复了前人的实验并做了某种修改，他们报告的因特网悖论效应也获得了一些有限的支持。例如，拉罗斯等人（2001）对因特网使用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表述以包括用户经验和自我效能。拉罗斯等人提出，假设因特网的新手用户经历了许多能够引起应激或者抑郁的问题（如计算机崩溃）。根据自我效能取向，抑郁是由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那些不可控制的应激源所引发的（Bandura, 1977）。

因特网对抑郁的影响或许是以用户的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拉罗斯等人对171名大学生的因特网使用、因特网的自我效能（例如，使用因特网搜集数据，我感到很有信心）和抑郁（使用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水平进行了调查。他们使用路径分析技术，发现因特网使用与抑郁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他们确实发现了因特网使用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一个正向联系，而自我效能与因特网应激呈负相关，因特网应激与用户报告的日常争斗相关，用户的日常争斗最终与抑郁相关。第二条路径将因特网使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和社会支持联系起来，进而将因特网使用与日常争斗和抑郁的减少联系起来。他们得出结论：尽管是因特网上应激性的互动和面临这些应激时低水平的因特网自我效能，而不是因特网的使用导致了抑郁，但是使用因特网寻求支持可以缓解抑郁以及对日常争斗的体验。

斯坦福社会学定量研究所

家庭网络研究的重要发现得到了来自斯坦福社会学定量研究所（Nie和Erbring, 2000）进行的因特网使用研究的有限支持。在这个研究里尼和厄尔布林对具有网络电视访问权限的2689个家庭共4113人进行了调查。与家庭网络研究小组的工作一致，斯坦福社会学定量研究所发现电子邮件是最常见的因特网使用形式。特别有趣的是发现了因特网使用与社交活动的减少是相联系的，对于每周上网多于5小时的用户而言，8％的人报告很少参加社交活动，13％的人报告很少有时间与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26％的人报告很少与朋友和家人通电话。甚至对于每周上网少于1小时的用户而言，仍有9％的人报告很少与家人和朋友通电话，这种趋势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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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因特网使用与社会隔离


来源：尼和厄尔布林（2000）。

斯坦福社会学定量研究所的研究也表明，因特网使用好像不利于传统形式的大众媒介。因特网使用量的增加与看电视及读报时间的减少相关（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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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因特网使用与传统媒介


来源：尼和厄尔布林（2000）。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斯坦福社会学定量研究所的研究结果难以解释。首先，并不清楚社交活动或传统媒介的使用减少了多少，用户只是被问及使用因特网后，每种活动是减少了、增加了还是保持不变。按照使用因特网的小时数划分样本的方法会使任何效应看上去比实际的更大。例如，每周使用因特网多于5小时的人数仅占样本的35.2％，因此，从总体来看，只有8.6％的人报告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6％的人报告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因此，从1690个参加者回答的结果来看，仅有145人报告由于使用因特网而减少了社会互动，相比之下有101人报告有更多的社会互动。因此，尽管最初的数字看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实际上仅代表了样本的一小部分，总的来看，报告社会交往减少的人数与报告社会交往增加的人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例如目前并不清楚与家人和朋友通电话是否已经被发送电子邮件所取代，或者是由于家庭的电话线用于连接访问因特网所致。来自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在下面讨论）的数据表明电子邮件或许被用于和远方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最后，该报告的数据是基于参加者的社交活动和使用大众媒体情况的自我报告，除非该报告与特定的时间框架联系起来（例如，你昨天和谁交谈了？），否则它是不可靠的。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

皮尤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也就因特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皮尤网络项目（www.pewinternet.org）每天通过电话调查因特网用户，这样它们就能问及用户“昨天”所参与的活动。皮尤项目的研究结果（如Howard等，2001）表明，因特网的使用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社会交往。霍华德等人报告说从他们对6413名因特网用户有关因特网使用的调查来看，使用电子邮件与亲戚联系的用户中有59％的用户认为，电子邮件已经增加了他们与主要亲属联系的次数。同样使用电子邮件与朋友联系的用户中有60％的用户认为，电子邮件增加了他们与“主要”朋友的交流。近1/3（31％）的电子邮件用户报告，他们已经开始与他们以前没有联系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了。

霍华德等人对皮尤网络的数据集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因特网影响社交活动和社会支持的惊人的统计结果。他们发现在控制所有其他变量（如受教育水平等）的条件下，与以前从未使用过因特网的用户相比，曾经使用过因特网的用户中有24％的用户更可能向多人寻求支持。在电话使用上的差别更为明显：使用因特网的人向亲戚或朋友打电话聊前一天情况的可能性比不使用因特网的人高出46％。

反思家庭网络项目的参加者样本

克劳特等人（2002）进行了两个追踪研究，似乎也对原来家庭网络研究的最初结果表示怀疑。在研究一中，克劳特等人（2002）追踪了原来家庭网络项目参加者中的208人。与最初的研究结果不同，因特网使用与孤独、抑郁或社交活动的任何变化之间并没有联系。不同时间框架下的分析发现因特网使用在时间周期的早期存在着负面影响（当时他们正在研究新用户），但这一影响在后期的使用中却恰恰相反，即一旦用户变得更有经验（或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和扩大），因特网使用频率的增加和抑郁水平的降低是相联系的，而对孤独感没有影响。

在第二个研究中，克劳特等人将计算机的购买者（研究者为半数购买者提供了访问因特网的权限）与最近购买新电视的人相比较。因为在控制条件下许多计算机购买者可以独立地访问因特网（85％），所以计算机条件可以合并为一类。正如最初的家庭网络研究一样，克劳特等人（2002）要求参加者完成一套人格与心理健康量表，并对他们的社区参与、对他人的信任和待在本地的意图进行了测量。因特网使用是自我报告的，虽然自我报告与提供的用户访问因特网的日志记录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克劳特等人（2002）研究的结果与原来家庭网络研究的结果（Kraut等，1998）截然相反。特别是参加者频繁地使用因特网与以下6个方面是相联系的：


	他们本地社交圈的扩大（p
 ＜0.01）

	他们远方社交圈的扩大（p
 ＜0.01）

	与家庭和朋友面对面交流的增加（p
 ＜0.05）

	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p
 ＜0.01）

	对他人更大程度的信任（p
 ＜0.05）

	自我报告的计算机技能的增加（p
 ＜0.001）



克劳特等人（2002）提出了一个“富者更富”的假设，即因特网对社交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体现在扩大人们业已存在的差异（他们也提出“社会补偿”假设，即那些处境最差的人将从因特网使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发现了对“富者更富”假设的中等程度的支持。例如，对于外向的人来说，因特网使用频率的增加和孤独水平及负性情感的降低相联系，同时与自尊水平和社区参与程度的提高相联系。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因特网使用的增加和孤独感的增强以及社区参与水平的降低相联系。

因此，克劳特等人（2002）的追踪研究似乎推翻了最初因特网的矛盾结果，但同时也是对最初结果的改良。因特网使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的普遍论点被反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相反的发现才是事实。然而对某些人而言，使用因特网的确会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对内向的人来说，因特网使用似乎会增强社会隔离感或孤独感。然而对于外向的人来说，因特网使用则会放大他们的社交参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由于内向者和外向者使用因特网的方式存在差异。克劳特等人（2002）发现，用户外向性测量的高分数与以社交为目的（例如，同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的因特网使用频率的增加联系在一起（r
 ＝0.10，p
 ＜0.05），也与在线同他人相识和使用聊天室联系在一起（r
 ＝0.11，p
 ＜0.05）。但是正如克劳特等人所指出的，这些联系是弱的，它们似乎并不能预测因特网的总体使用情况。然而因特网使用可能与预先存在的心理状态发生交互作用，这的确值得进一步关注。

克劳特等人（2002）提出，最初因特网研究的矛盾结果与他们随后的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有许多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特网用户变得越来越有经验，这意味着一些“不能带来满足感的”因特网活动的新奇性已经逐渐消失，他们可以自由地专注于能给予他们满足感的活动。尽管这或许可以解释研究一中发现的变化，但是在第二个研究里大多数参加者是因特网的新用户，这意味着上述解释或许是不完整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自从原来因特网的矛盾结果发表以来，因特网的性质或许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用户访问量的增加，使用因特网与朋友和家人保持社会关系的潜在可能性增加了。同时更多的工具（如即时通讯、数码相机、超文本标记语言编辑器）被开发出来可以供用户使用，这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交流和共享新闻与照片等。

结论性的思考

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呢？首先，我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读《纽约时报》的封面时会发出如下的感叹：“网络空间是个充满快乐的友好世界。”其次，这些研究结果也展现了对因特网的社会和心理影响进行研究时存在的诸多障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早期的技术和各种乌托邦的结果以及反面乌托邦的结果相联系，但是它们真正的影响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充分而正确的理解。那些从事心理学和因特网研究的学术工作者很容易忘记他们仍在与一个发展中的新技术打交道。第三，目前存在一种假设，即在线形成或保持的关系不及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形成的关系（如Putnam, 2000）更令人满意、满足或更富有意义，这个假设还需要仔细地考察。有研究考察了计算机中介交流在教育中的应用（Tolmie和Boyle, 2000），得出的结论对上述假设提出了质疑，因为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网络教学更为关注教学的效率。尽管在网络教学中，参加者的比例或许是低的，但很少有人把网络教学中的参加者比例和传统课堂教学（采用教程或讲座的）中的参加者比例进行比较。毫无疑问，对于和数百名同学一起坐在演讲厅里的某个学生，或在嘈杂的夜总会里体验过拙劣的演讲质量的个体而言，面对面互动在本质上比虚拟的互动更加令人满意的说法听起来无疑是很空洞的。

家庭网络研究项目也说明对因特网上“强”联系的本质进行概念化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如果在因特网上发展浪漫关系，那么强联系很可能会导致现实中的会面。例如，美国在线估计有1万起婚姻是通过在线约会服务实现的。一旦某种关系导致了婚姻或同居，那么除了利用因特网回顾过去的时光之外，双方很可能会停止因特网上的联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因特网所起的作用是使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完全替代其他技术。

因为因特网上的大多数群组是以共同的兴趣为基础的，任何人际间交流的关注点很可能被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弱联系”的部分定义）内，所以在非浪漫关系的情景下“弱”联系是广泛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早期所看到的，具有共同兴趣的群组成员身份和视觉匿名性的结合能够引起具有高度社会性动机的行为（Spears和Lea, 1992）。或许在传统意义上社会网络的联系是弱的，但是在共享社会身份这个意义上群组成员之间的联系则是牢固的。


 网络社会支持中的阴暗面：不利建议、欺骗和去边缘化偏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因特网上适时寻求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然而，在这些列表上得到的“支持”和建议并不总是积极的。例如，沃罗塔内克（2000）对两个儿童保育的电子邮件列表进行了4年的研究。她报告说，在伴随更多积极互动的同时，也有许多情感发泄的场面，此时小孩被称为“小鬼”，而且邮件主题把小孩称作是“恶魔的产物”、“尖叫的人”、“野蛮的东西”和“讨厌的孩子”。许多日常保育员成为被照看孩子的严厉父母。在一封电子邮件的交流（“恶魔的产物”）中，一位儿童保育员询问在3天前刚加入了她的保育范围的7个月大的孩子为何经常哭闹。沃罗塔内克注意到，没有一个回复集中于用“恶魔的产物”一词来表示7个月的婴儿，也没有回复集中于既定情景下他（她）的行为的合理性。所有的帖子都给予保育员无条件的支持，有一个帖子甚至认为父母可能在吸毒。这个列表上常见的一致意见是将孩子锁到另一个房间里。沃罗塔内克认为，当小孩被母亲移交给不同日托的时候，原作者提供了一些自我反思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很快就遭到其他群组成员的迅速拒绝。沃罗塔内克得出结论，日托保育员并没有进行自我反思而是无休止地发泄，“这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最终将导致更差的儿童保育质量”。电子邮件列表的性质（例如，感情的发泄、父母和儿童的辱骂、对其他照看者无条件的支持）也可能导致对一些消极行为的接受，这些消极行为至少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即没有把儿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消极行为甚至会对儿童造成潜在的伤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线发展的社区使消极态度和取向（或许使它们变得更为极端，或者至少在社会现实中更有基础）合理化，而且也可能会使这些消极行为持续进行。

行为的合理化在概念上与在线身份的去边缘化是相似的（McKenna和Bargh, 1998）。麦肯纳和巴格发现，参与在线社区可以让用户较少地感到被社会所疏远。如果社会身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如厌食者、有自杀倾向者和恋童癖），那么在线支持或许会导致消极有害行为的去边缘化和合理化。

芬恩和巴纳赫（2000）进一步认为，当寻求在线的“人性化服务”的时候，妇女会遭到欺骗。他们给出了一个提供“咨询”服务的例子，这种服务可以为“种族主义者、男性至上主义者和痛恨同性恋者”提供建议。芬恩和巴纳赫认为，尽管像这样的一些网站在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因特网的“非抑制”效应，社会支持站点可能以亵渎、个人攻击或诱惑的形式让用户去滥用。然而这些问题并不限于在线咨询，大概任何在网上寻求专业帮助的人对提供专业帮助者资质的要求和现实生活中对他们资质的要求应该是一致的。此外要发现在线社会支持中网络论战的事例是相当困难的。


 在线社区中的欺骗和性别伪装

因特网互动中的欺骗问题并不限于浪漫关系。的确，似乎大多数在线欺骗不是发生在一对一的关系里，而是发生在以多用户网络游戏和电子公告牌为形式的在线社区里（Donath, 1999）。有时这种欺骗会得到辩解，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匿名地寻求社会支持）会得到鼓励。在这些情况下，在寻求支持的过程中因特网仅仅为“我的朋友遇到了问题”这样旧水准的欺骗提供了一个高技术的版本。在多用户网络游戏中，另一种具有争议性的、可接受的欺骗是性别伪装，也就是男性将自己伪装成女性，或者女性将自己伪装成男性。

例如，布鲁克曼（1993）评论道，“不必化妆，也不必穿特别的服饰或冒社会耻辱的风险，性别在多用户网络游戏里具有可塑性”。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在线身份操纵的流行程度或影响。许多“基于一定经验的推测”认为大多数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的用户名是中性的，这为性别伪装创造了条件（Danet, 1998）。同样也有人估计男性的性别伪装多于女性。斯通（1993）报告在一个日本网站上的男性和女性比率是4:1，但是在真实的网站上，男性表现者和女性表现者的数目之比是3:1。

性别与交际风格

根据斯坦奇（1999）所说，大多数电报报务员曾宣称通过报务员们莫尔斯式的编码风格不仅能够识别某个特定的报务员，而且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出某个女性报务员。斯坦奇引用了1891年《西部电工》里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道，通常报务员能根据发电报时按键的力度来识别女性报务员，因为女报务员按发报机键盘往往不如男发报员坚定有力。如果有可能通过莫尔斯式代码的击键风格识别出发报者的性别，那么就有理由假设有经验的因特网用户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出在线者的性别。赫林的工作（如Herring, 1993）表明男女之间面对面交流的许多差异迁移到了计算机中介交流上。赫林（1993）报告说男性往往比女性使用更多的自我宣扬、讽刺、侮辱和强烈的断言，并且发表与主题或信息相关的消息。同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逃避正面回答、更可能采用间接地暗示、表达怀疑以及发表与个人相关的主题和问题。

萨维凯等人（1996）对发表在27个讨论群组中的2692条消息进行了分析，以考察消息的语言内容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男性所占比例较高的群组往往更多地使用以事实为导向的语言，而女性所占比例较高的群组往往表现出更多的自我封闭，并试图防止和减少紧张。汤姆森和穆拉沃（2001，研究1）要求35名（19名女性和16名男性）参加者向同性别的网络伙伴发送至少6条消息。然后根据语言的风格和内容对这些消息进行编码。结果表明女性往往张贴更多的情感参照、更多的关于她们自己的个人消息、更多的语态或模棱两可的回答（例如，我差不多同意你）以及更多加强语气的副词（例如，这个游戏非常好）。在一个追踪研究中，汤姆森和穆拉沃（2001，研究2）给78名参加者呈现了从研究1里选择的消息，并要求他们使用六点量表（1＝确定是一名女性写的，6＝确定是一名男性写的）评价作者的性别。在所呈现的16条消息里，有14条消息的作者性别被大多数参加者正确地识别出来（正确回答的百分数范围是62％—95％）。那么似乎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确可以通过男性和女性所使用的语言风格的差异来识别性别。汤姆森和穆拉沃（2001，研究3）基于研究1中确定的标准生成他们自己的消息。他们发现，正如所预期的，对性别的预期是由使用的语言推测出来的。“女性化的”消息（包括道歉、加强语气的副词和情绪）更可能被判断为是由女性撰写的，而“男性化的”消息（包括侮辱和较长的句子）更可能被判断为是由男性撰写的。

因特网上一个常见的基于经验的假设是：过度使用表现性特征语言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更可能是男性。柯蒂斯（1997）评论道，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假定任何试图表明自己为女性的调情玩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男性。这种假设似乎支持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关于性别差异的证据，因为很少有证据表明根据使用更多的性攻击语言这一点可以识别出在线的女性。这也让人注意到因特网上性别伪装的一种可能动机：渴望得到关注。

性别伪装或取中性名字的动机对于女性来说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德尔（Deuel, 1996）认为，“一位希望逃避狂热求爱者的女性将表现为一位相对普通的（即缺乏明显区分特征的）的男性”。同时对于男性来说，性别伪装的动机好像更复杂。在获得的几份自我报告中（见下面无影无踪妈妈研究的实例），其中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为因特网上“现实生活”（RL）中的女性树立楷模。另一种选择是在多数环境中（聊天、多用户网络游戏和公告牌），女性往往会受到许多注意（Curtis, 1997）。因此，任何伪装为女性的男性无疑比自然地表现为男性能吸引更多的关注。结果许多表现为女性的因特网用户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性别状况。

在线社区里的欺骗

在网络社区里，性别欺骗问题是与信任和信任违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大多数网络社区里，成员之间好像具有较高水平的信任和真诚（Rheingold, 1993）。许多广为人知的案例与周围的虚假宣传表明网络社区里存在着欺骗和严重的背信弃义。

例如，一个最早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网络社区里两个受欢迎的残疾人“琼（Joan）”和“亚历克斯（Alex）”（Van Gelder, 1991）。琼因为身体残疾而不愿与人面对面接触，但她确实在社区内结交了许多女性朋友，并且成了几位女性的知己，这几位女性与亚历克斯在现实中有私情。而事情的真相是：琼是亚历克斯扮演的一个角色，她引起了社区内的震惊、恼怒及背叛（O'Brien, 1999）。

费尔德曼（Feldman, 2000）报道了因特网虚夸的4个案例。因特网上在线支持群组里的人们宣称他们得了病，而实际上并没有得病。在一个案例中，一位名叫芭芭拉（Barbara）的女子到一个胆囊纤维化的支持群组里发帖。芭芭拉声称她一直在家里等待死亡并且正被姐姐艾米（Amy）照顾。这个群组成员给芭芭拉发送了许多支持性的消息，而且当从艾米处得知她在稍后的几天去世了的时候他们感到悲伤。直到群组成员注意到艾米和芭芭拉有共同的拼写错误时，他们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怀疑。艾米承认自己说了谎，但她取笑群组成员过于轻信。费尔德曼告诫说，对这类事件的一般反应是在线群组成员分为对某种主张的信奉者和怀疑者，或者参加者们很反感地退出该群组。

2001年间凯西的案例是第一个大型的骗局，轰动了网络博客的社区。写作网络博客就是在网站上发帖，每天这些网站与其他网站上有趣的文章和事件都有链接。它也是在线写日记者的术语，在线写日记者经常使用相同的软件去张贴他们每天的日记。像许多类似的故事一样，当一组校园女孩虚构了一位朋友（凯西），并在1997年或1998年前后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恶作剧网页，此时欺骗好像完全无罪地开始了。然而，好像是当其中一位女孩的母亲黛比（Debbie）发现了这一情况，她把这个虚构的少年说成是一位白血病患者，而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凯西加入了一个名叫大学俱乐部的网络社区。当网络博客的作者建议凯西和她的母亲在他的站点上开通一个网络博客的时候，凯西与癌症作斗争并很快康复的故事在网络博客社区里广受欢迎，有许多成员送给凯西卡片和礼物。几年之后当凯西似乎应该完全康复了的时候，黛比在2001年初发帖说她死于动脉瘤。根据凯西的常见问题解答（http://rootnode.org/article.php?sid=26）所述，“社区对凯西提供了大量的支持，那些了解凯西的人感到阵阵悲痛”。然而当黛比没有提供葬礼的任何细节、哀悼卡片的地址时，有人开始怀疑了。对因特网用户进行的调查并没有显示凯西在任何高中或医院待过，也没有关于讣告的线索。这一证据和其他证据让黛比坦白交代，她声称根据她个人了解的3个癌症患者塑造了凯西，凯西的照片实际上是3个癌症患者中某一位的照片（结果这也不是真的）。按照凯西的常见问题解答，黛比感到她并没有做任何错事。

在线惩罚

已经有诸多研究考察了对虚拟环境中不良行为的惩罚。例如，里德（1998）概述了在一个为受虐妇女开设的虚拟社区里，对一名虚拟冒犯者给予的惩罚。有一次，当社区的管理员们离线的时候，一位用户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了“父亲”并且开始辱骂其他成员。当“网络奇才（Wizards）”登录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社区成员聚集在一个“房间”里，网络奇才讨厌称为“父亲”的成员，有效地取消了他在社区内发表言论的权限，而社区里的其他成员开始对之前辱骂他们的“父亲”进行讽刺性的攻击。里德指出这一处理方式与中世纪的公正概念具有相似性，并给出结论性的评述，在信任被破坏之后，这个社区实际上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良好状态。

在一个类似的案例里，迪布尔（1993）详细叙述了在lambda MOO里的“虚拟强奸”事件。一位名叫邦格尔（Bungle）先生的用户制造了一种“伏都教的玩偶”（允许他们控制其他用户的特征），并强迫他们对他、他们自己或彼此之间进行性强暴。社区成员讨论之后（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在私下里将邦格尔先生“处死”了。

麦金农（1995）认为，从在线社区里强迫性地开除一个角色是在现实生活中处决某人的虚拟版本。因为没有可见的存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书写的文字），所以就没有虚拟的自我，存在的去除与处决是等效的。麦金农（1997）还评论道，在邦格尔先生的案例中，被惩罚的是一个角色而不是具体的人。然而麦金农说道：“我意识到邦格尔先生罪行的严重性，但是虚拟的死刑是网络社会中的终极处罚或最严重的处罚。不把邦格尔先生所犯罪行定为最严重的犯罪如谋杀罪，将会扰乱社会优先权。”（MacKinnon, 1997）

在线欺骗和惩罚的案例研究：无影无踪妈妈的死亡

乔伊森和迪茨·尤勒（2002）报道了Anand工学院论坛上一个有趣的关于在线欺骗的案例研究。Anand工学院论坛是一个匿名的电子公告牌，主要为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所使用。共有12个主论坛，包括诸如硬件、中央处理器和存储器等主题。在这个案例中，有趣的论坛是“其他主题”公告牌。在其他主题公告牌里，论坛的成员可以讨论主论坛不包括的主题。当人们加入Anand工学院论坛时，他们可以选择一个用户名和代表他们自己的视觉图标。他们也可以使用符号或轮廓图来表示，例如说他们的设备（计算机的规格）。根据活动、资历及社区“执行者”的某种评论，Anand工学院论坛在晋升为顶级水平的“精英成员”方面也有一个成员等级。成员资格从初级成员到钻石成员和白金成员再到精英成员。

1999年10月间，一位用户名为“无影无踪妈妈”的新成员开始在其他主题论坛上发帖子。她的帖子具有严重的拼写错误，而社区成员反而觉得这些错误很可爱。在1999年期间，无影无踪妈妈吸引了网上许多男性成员的注意，并且和一个名为DF的成员开始调情。社区里的许多其他成员好像被这一发展中的关系所吸引，甚至有人把它描述为“肥皂剧”。

然而，在2000年1月5日，DF在“无影无踪妈妈死了……”的主题下发布了如下的消息：


就在8月份！我正巧从安德森（Anderson）先生（她父亲）那里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整个下午都在竭力找我。我一直在大学里，15分钟前回来的。他说莉莉·马琳（Lili Marlene）和阿涅莎（Agnetha）死了……她们恰好是在纽芬兰时间（Newfie time）的午后遇难的。他说当时刮着大风，沿海岸下着冻雨，她们正从阿涅莎的学校回来，走在路旁山脚下一个转弯处，一辆疾驰的小汽车在转弯处撞倒了她们。他说阿涅莎当即就死了，但莉莉·马琳奄奄一息，死于去往医院的路上。她内伤严重，体内有淤血。有人打电话让他去辨认尸体。撞死她们的那个家伙就与她们仅有两家之隔，而且已经快他妈的八十岁了。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开车，路上他究竟在做什么？讨厌的老东西，我恨不得两手掐死他！

我他妈的非常伤心……我该做什么呢？她是我生活的明灯……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可爱，那么充满活力与希望。现在她已经离我而去了，我们怎么还能生活在一起……她曾像灯塔一样放射光芒，现在留给我的只有黑暗。我们仅有9天待在一起……我想要一辈子和她在一起，而不仅仅是他妈的9天。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阿涅莎了。我非常沮丧……我不能哭，因为我知道我一哭就会号啕大哭，那样我的眼睛疼得厉害。我禁不住地流泪，泪水顺着下巴向下流。我如此愤怒，恨不得杀一百万人，但即使那样她也不能活过来了。生活为什么会如此痛苦？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曾经非常快乐并大声欢呼过，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是如此相似。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知道很多同样的事情，为同一件事情而发笑，我们的想法也很相似，能在电话里接彼此的话茬。我们昨天晚上还在谈话，我却没有机会说再见。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生活如此不公平？？？



社区的许多成员表达了震惊和悲痛之情，这一反应持续了数月。无影无踪妈妈使用的用户名和图标被社区的版主停掉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社区成员在讨论中经常谈及无影无踪妈妈死亡的事情，在她的记忆中DF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社区里的一些成员也为无影无踪妈妈创建了一个纪念性的网页（真名是莉莉·马琳，马耳他人）。

然而社区里的一小部分成员开始进一步调查无影无踪妈妈的死因。他们没有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现有关她死亡的任何记录，于是开始怀疑她真正的身份。

2001年5月16日，DF发布了他对其他主题论坛的坦言，如下：


我，DF，今天来到这里，是要披露我已经欺骗了这个社区，也欺骗了我自己，使我误以为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现在我正在披露这件事，是因为一些人开始为我辩护而不知道他们正在为一个谎言而辩护。

现在我正在披露这件事，是因为发现真相的人们将不会让事情平息，这就迫使人们分成两个阵营，力图揭开我们社区的深层结构。

现在我正在披露这件事，是因为我从未想到要伤害任何人或以我的名义伤害任何人。1999年10月，部分地源于我遇到的一些真人的特征、部分地源于我的想象，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角色——无影无踪妈妈。我当时只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一个女性在这个论坛上发帖将会怎样。那时候在这个论坛上真的很少有女性出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欺骗自己设想一个坚强女人的形象将会帮助那些想在论坛上出现的女性减少对男性主宰的论坛的恐惧，而且我感受到在这个版面上有强烈的厌女倾向。一些男性发帖者在邮件里很快地与无影无踪妈妈搭讪，因此我决定让她和我调情，让我们成为公开的情侣而避免他们和无影无踪妈妈沟通。这些男性发帖者不必害怕，他们最初联系时是不明真相的，我将不会报复他们。他们的身份是隐秘的而且将保持隐秘。

经过1999年的11月和12月，我开始善意地与这个角色开玩笑。那些我主要想给论坛带来一些幽默和乐趣。在那两个月里人们确实很愉快，有人称它为肥皂剧。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对我来说，无影无踪妈妈开始有了一种现实的气息。再次强调一下，我从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图，只是我没意识到那么人甚至我自己会对她产生依恋。

2000年1月的早些时候，在厄纳（Ornery）提及“婚姻”一词后，有一天，我完全恐慌了，并且那是我的心理开始阴暗起来，我并没有简单地披露那个骗局，而是杀了她。

我未料想到悲痛会蔓延整个小区。我也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为她整整哭了三天，似乎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在我追求Wombat Woman之前，我甚至为无影无踪妈妈哀悼了六个月。在4月29日那天，于科（Yucky）发布了一个帖子，题目为“大家还对‘dennilfloss’的离世感到悲痛吗？”根据回帖人的反应，我相信他们很多人不想提及她的离世。我将那个帖子放入收藏列表中。在接下的几个月里我读过它许多遍。我得出结论：要披露骗局会伤害许多无辜的人们，我希望整个事情将慢慢地平息下去，但事与愿违。

2000年7月，一个名为Vapor的成员发现了欺骗的证据，并把它披露给一些人。虽然我没有全盘招供，但仍然相信披露事情真相会对我们社区造成太大伤害，我否认了整个事情。Vapor为此受到了辱骂和排斥。对此我只能给予我最真诚的道歉，我为他在这件事上受到的处理方式而感到非常抱歉。我向最亲近且最亲密的人撒了谎，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在保护他们避免在我的掩饰下成为帮凶。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我表示了热情的支持，他们实际上是在不知情地为一个谎言辩护。我认为我能够独自承担这一罪行和指责，但是因为我的错误判断，这些朋友最终并不知情地承担了某些罪行和指责。对于那些代我承担的人，请因我对你的欺骗而接受我真诚的道歉。我没有任何恶意，我的确认为不让你知道实情是为了保护你。我，也仅仅是我个人应该被谴责。

这件事仍未平息，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最终分成了两派。一些对我有其他怨言的人并没有让这件事平息。因此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想看到Anand工学院社区的成员分成两派，其中一派代表我为谎言辩解。特别是我知道一些社区外的人士会自得其乐，不厌其烦地坐看本社区因此事而分道扬镳。这个社区的稳定在我的书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确实把它作为我的网上家园。

所有和我关系密切、保护我的人：请相信，当我说想要以某种方式避免让你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在内心深处宽恕我。

Anand工学院的所有成员们：请相信，当我说从未想伤害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很抱歉，我希望你能在内心深处宽恕我。

过去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恶作剧，没有害处，当我在16个月前感到恐慌时，对这个恶作剧失去了控制。

我真诚地向每一位受到牵连并受到伤害的人道歉。

我，也只有我才是该受责备的，我，也只有我必须背负这一羞耻。



在版主锁定此贴之前，自（5月17日上午6:29的）第一帖截止到（5月18日上午2:03的）最后一帖，对上面的坦言已有458封回帖。

在对坦言反应进行讨论的早期，许多回帖主要是支持DF的，并沿着“在因特网上你能期望什么？”或“那是勇敢的坦言”的思路表达了同情之心。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反应变得越来越消极——部分因为DF欺骗的证据被引入讨论，部分因为老成员们张贴他们的反应（大约在无影无踪“死亡”的时候，许多新成员还不是论坛的成员）。对惩罚的程度进行了讨论，从建议取消DF的资格，到应该让他“滚蛋”。讨论以版主发帖说DF已经被论坛禁止而告结束。

从讨论中产生的许多其它有趣的主题，完全不同于谴责和对惩罚的讨论。一个是社区（成员）对因特网性质的争论。当某些（新手）成员广发支持性消息的时候，写道：“毕竟，这只是因特网”，争论就开始了。成员们依据他们建立的社区性质来张贴了他们自己的反应：

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的话，那么因特网论坛就什么也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不能被容忍并不是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而是因为他破坏了因特网社区本来的规矩。在网上我们不能到处去说“Anand工学院是一个最好的网络社区——我们有50000多名成员，但是其中一些成员是假的……”

我对这些论坛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不欺骗别人也不期望被别人欺骗。我不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人，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除非我有理由不这么做。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因特网，但它是一个真实人的社区。

与此相联系，社区成员也讨论了许多阴谋理论，包括审问其他成员的“真实”身份，以及DF可能是版主（以及早些时候从社区中驱除那些怀疑无影无踪妈妈“死亡”的成员）。一些社区成员决定一起退出该论坛，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一旦这个帖子被锁定，对无影无踪妈妈事件的进一步讨论就不允许张贴在该论坛上了，再后来就从公众视野中删除了该帖。乔伊森和迪茨·尤勒（2002）认为欺骗被披露后社区的反应可能体现了在线环境中的“黑绵羊效应”，即对自己群组里行为不轨成员的惩罚要比对外群组里行为不轨成员的惩罚更严厉。乔伊森和迪茨·尤勒认为，这一案例中DF的不轨行为、随后所受的惩罚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表明该群组在试图重申其（积极的）社会身份。

解除束缚与万维网

整个讨论的焦点是交流问题。然而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尽管万维网上的行为并不必然是“偏离常规的”，但可以被看作（至少有时）是缺乏约束的。万维网的心理学研究往往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使用万维网进行心理学研究（如Birnbaum, 2000; Buchanan和Smith, 1999）；与万维网界面的交互及可用性；万维网行为中包含的心理过程。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在万维网上开展实验的“最优化方法”，包括样本的性质、反应率、中途退出的人、诱因、万维网测验与纸笔测验间的等效性以及在线实验（见Birnbaum, 2000; 或Reips和Bosnjak, 2001）。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万维网和纸质测验被相同的心理过程所驱动。例如，人格测验的因素分析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种媒介具有研究的等效性（Buchanan, 2001）。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参加者在万维网上的实验中的反应比纸笔测验中的反应更为真实（Joinson, 1999），而且反应更具有可变性，因为万维网测验比纸笔测验有更大的测量标准差。然而，这第二个发现或许是因为因特网上选取的样本不如典型的纸笔测验的心理学专业大学生样本更为同质。尽管讨论使用因特网搜集心理学数据的篇幅有限［Birnbaum（2000）的书与Reips与Bosnjak（2001）对此提供了很好的介绍］，但是网络心理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深远影响：将因特网作为心理学实验室；研究网络测验和纸笔测验之间的等效性；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设计实验使参加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暴露自我（Joinson, 2001b）。

然而，尽管在学术圈和军事圈以外，与万维网上的信息搜寻（或浏览）相关的心理过程对于普及因特网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很少受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已经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并没有专门叙述因特网作为研究工具的用途，大多数研究论文涉及对万维网站点的评价，很少有研究从人—计算机交互的角度论述搜索引擎和／或导航策略的使用。医学研究中也存在上述情况，大多数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网站的内容上，而不是获取信息过程中的用户行为。

就用法、应用和创新而言，由于万维网推动了因特网的发展，因此针对因特网上的社会行为而构建的知识体系中没有包含万维网，这是有问题的。尽管万维网上几乎无限制的大量可利用的知识经常被吹捧为访问因特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对信息搜索所涉及的基本心理过程却知之甚少。

研究网络行为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之所以忽略万维网上的行为，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家庭中使用因特网主要是为了社交性的互动而不是网上冲浪。其次，对网络行为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有限的，通常需要研究者访问网络服务器去生成有意义的数据。因为站点上发生的许多最有趣的网络行为并不适合出现在校园网的主机上，所以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最后，研究者倾向于把万维网看做一种出版工具（如主页），这会转移那些信息寻求者的注意。

理解万维网行为的一个明显起始点是保存在网络服务器上的日志文件。所有的网络服务器都保留了发送给用户的文件（超文本标记语言和图像文件）、连同用户的域或因特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 IP）地址、时间和日期的记录。也可能去追踪指定的站点（用户最后访问的站点），他们的浏览器以及使用的操作系统。访问网络站点或特定页面的数量被称为“点击量”。因此，如果10个不同的用户在某一天访问了一个特定的网页，那么日志文件将记录10个“点击量”。然而对点击量的总体测量有一个不当之处——特别受欢迎的站点处在局部缓存（在用户的驱动器上）和网络缓存的位置上（Goldberg, 1995）。这一技术旨在通过储存受欢迎网页的副本来防止过度占用带宽，从而加速对因特网的访问。如果他们最后访问的页面已经发生改变，那么用户只能从网络服务器上获得服务。然而任何页面上的动态内容（甚至是一个计数器）可能搅乱缓存，因此与表面上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通过运用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来理解用户的行为是第二种方法。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是由网络服务器保存在用户自己硬盘上的文件。下次某人访问这个网站时，服务器可以读取（或改变）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因此，一个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能够记录某人访问一个网站的频繁程度，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访问站点时的路线。尽管日志文件对于研究更多人群中的行为模式是最合适的，但是类似于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技术对于研究个人对网站的使用是理想的。

尽管也存在其他研究方法，但它们很少被使用。本研究者（Joinson和Banyard, 1998）所使用的一个实验方法是使用脚本和按钮／选择去测量信息搜寻。在一个研究中，用户通过点击内容描述旁边的单旋钮选择阅读的网页。当他们完成选择后要点击“确定”。这将把对他们选择的记录发送到服务器上的一个文件里，而且用他们选择的文章为其提供服务。虽然这种测量网上信息搜索的方法有点烦琐，但是这种技术允许和纸笔测验所得结果进行比较，而且也允许产生数据以比较两个基本“类似”的方式。

其他的选择包括记录实验室里网络用户的屏幕活动，当参加者浏览网页时，追踪他们的眼睛并记录声音。这些方法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与特定网页进行交互以及他们如何决定点击下一个链接。

网络色情

扬等人（1999）指出色情资料在因特网上比在印刷品上更易于获取。可访问性的提高不仅避开了任一地区执行的反淫秽法（因为那是网站服务器设置的地点，所以对最低的常见标准而言，能有效地减少可以接受的内容），而且也消除了比如在当地商店里购买淫秽书籍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人们普遍断言色情资料已经处于万维网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的确，色情资料制作者已经迅速采用了新的技术——继拍摄技术、电话、电影和毫米胶片以及家用录像系统的发明之后，每一项新技术都已经被用于色情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上。而且由于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因此色情资料的消费越来越变成了一件私密的事情。在录像技术之前，制作和发行电影的成本意味着大多数色情资料是一群人一起观看的。西洋景（个人在一个小的隔间里相对匿名地观看色情资料）的出现使得个人能够隐秘地观看色情资料（1970年代中晚期，在录像出现和广泛应用之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的确，回顾1980年代，人们同样认为色情和恐怖电影是录像中的“招人喜爱的应用程序”，“淫秽”视频的负面社会影响与今天因特网的情况是相同的。

然而，因特网上色情资料的内容和数量并未得到网络心理学家的研究，其部分原因源于里姆1995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和随后对该结果的宣传所引起的争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里姆对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上露骨的性图片和付费观看的订阅服务进行了调查。《时代杂志》节选了该报告，并附有“网络色情”的封面故事。《时代杂志》故事部分地基于里姆的研究，声称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上有83.5％的图片具有色情性质，而且关于色情资料的交易即便不是因特网上最受欢迎的活动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里姆收集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在所收集的90万份露骨的色情资料中，有不到1％的资料来自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其他的来自订阅服务器（一般需要信用卡的详细内容）。里姆所做的论断引起了因特网用户的极大不满和抗议，随后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乔治敦大学（最初在它们的法学评论中发表了这一研究）开展了独立的研究。《时代杂志》部分地收回了之前的封面故事。但是因特网上充斥色情的观点仍然继续。

色情内容的来源及流行程度

网络色情对主流色情公司的财政贡献相对较小。据估计在美国每年从合法的CD-ROMs、DVD和因特网站点中获得的综合收入达15亿美元左右（Morais, 1999）。与此相比，从录像中获得的收入为200亿美元，从陪同服务中获得的收入为115亿美元，从杂志中获得的收入为75亿美元，从性俱乐部中获得的收入为50亿美元，从色情电话中获得的收入为45亿美元。软核色情（softcore pornography）提供商花花公子每年从它的各种服务中获利超过3亿美元，仅有一小部分收入（700万美元）来自因特网服务（La Fanco, 1999）。尽管访问色情网站的流量很大（在某些网站上每月可达3000万的惊人点击率），但包含色情资料的页面数估计约占整个网络的1.5％（Lawrence和Giles, 1999）。在少数有关因特网色情产业的一项学术研究中，克罗宁和达文波特（Cronin和Davenport, 2001）指出这一产业显露出主流电子商务中出现的一些迹象。例如，他们也注意到，电子色情正试图通过寻求股市飙升和配对情侣变得合法化，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在线色情消费者（青年男性）。

因特网上色情的形式

里姆（1995）在研究中试图通过自动收集对色情图片的描述来分析它们的内容。因为对图片的描述更可能与广告有关而不是与实际内容相联系，所以这种方法很可能会夸大淫秽程度。

为了避免对淫秽程度的虚夸，梅达和普拉扎（1997）分析了1994年的一天从17个新闻组获得150张露骨的色情图片。大多数图片（65％）是被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中匿名的非商业性的用户所张贴的。从分析中获得的主要主题有对人外阴部（43％）、勃起的阴茎（35％）、恋物情结（33％）和手淫（21％）的特写镜头。在大多数国家里被认为是非法材料的数量可能也很大：15％的图片包括儿童、成人以及用图片或文本标示的青少年。其他的性变态行为也被提及，包括施虐和受虐（10％）、插入外物（17％）、人兽性交（10％）、乱伦（1％）和排尿（3％）。梅达和普拉扎注意到图片类型的分布与里姆在电子公告牌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果相似。

梅达和普拉扎也注意到网络色情的内容好像不同于杂志和视频的内容。例如，因特网上的口交（女性对男性）、同性恋和群交行为（分别为15％、18％和11％），与对传统媒介的同等研究（分别为8.1％、2％—4％和1％—3％: Garcia和Milano, 1990）所得结果相比，更为常见。商业用户（有效地张贴广告的人）比匿名的、非商业的用户更可能张贴露骨的色情图片（外物的使用、口交和儿童／成人）。

梅达和普拉扎得出结论：商业用户张贴的露骨／非法材料的数量反映了未受调控的、竞争激烈的色情市场——付费观看的电子公告牌和网络站点需要提供不同的内容（如增加露骨的或不寻常的图片）。他们也指出许多儿童或青少年的图片给人以清纯的假象，但这些图片更可能是年龄超过18岁的模特。涉及儿童或青少年的图片在性方面并不是露骨的——“描述儿童和青少年的少量图片中的绝大部分或许来源于裸体主义者的杂志……我们从来没有遇到展现成人与儿童／青少年或儿童之间性行为的图片”（Mehta和Plaza, 1997）。他们还注意到用户上传的大多数色情图片好像是直接从杂志上扫描的。

网络色情消费的心理层面

曼宁等人（1997）给出了从家庭网络研究中获得的一些早期的证据，家庭网络的研究表明，尽管许多因特网用户或许曾经在因特网上看过一次露骨的性材料，但是很少有人会再重新观看。那么好像是好奇心而不是其他因素驱使着许多人对因特网上色情网站的初始访问。最近关于支持厌食症网站（Moore, 2001）的工作已经表明活动的增加与负面的新闻报道相联系，这意味着可能是“异常”网站所激发的好奇心强度导致了相当可观的网站访问量。

然而，与离线访问色情图片相比，对网站浏览匿名的知觉可以使访问者在社会上和心理上感到在线访问色情图片会更加安全。当然至少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在线访问除了具有非常便捷这一优势外，还提供了消费的私密性（大多数情况下私密性是色情发布者所谋求的目标）。

对万维网上放纵行为和异常行为的解释

匿名性或者至少对匿名的知觉是网络上放纵行为的常见解释（如Joinson, 1998）。然而要全面理解匿名性对网络行为的影响，我们就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匿名及其对行为的不同影响。因此，拥有匿名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账户或直接拨号进入公告牌的家庭用户在寻求在线色情时或许感觉是匿名的。但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匿名性也是与他们对在线私密的错误认识相联系的。对于一个愿意键入他们信用卡的详细信息去访问订购服务网站的用户来说，当我们谈论匿名性的时候，需要考虑用户对谁来说是匿名的。可以确信网站不仅拥有他或她的信用卡的细节内容，而且也拥有他们的因特网协议地址或至少是他们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或许可以避开朋友的注视、避开家庭或当地社区来寻求色情信息或图片，并自愿接受（或忽略）其他秘密的问题。匿名的知觉是需要被置入系统的东西，而不是因特网提供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设计明显缺乏匿名性（如必需的注册程序）的网站可以有效地与用户协商，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匿名性对因特网的潜在优势。当我们考虑匿名性和网络行为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用户搜索的实际信息内容以及用户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暂时放弃对个人隐私的关注。对于浏览健康信息网站的用户而言，或许相对的匿名性（如相当于在当地医疗中心捡起传单）和对个人隐私的关注这两个方面能够达到平衡。对于寻求可能是非法的或易被人指责的信息的用户而言，在束缚解除效应出现之前，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设计或协议来解决涉及匿名性和私密性的问题。


第五章　因特网上积极的个人行为及人际行为

1998年底，我出席了一个医学会议，此次会议关注的是一个称作“医学信息学”（包括因特网和医学）的新兴领域。许多论文涉及了医学网站的质量评估以及医生们为了对网站信息提供某种形式的质量保证（也可能是控制）所做出的尝试。然而，在所有避免外行人获得错误信息的确实有价值的努力中，只有一段评论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一位演讲者讲述病人通常是如何到达他的诊疗室并从他们的口袋中抽出一张小纸条。这张纸条包含了他们自己基于所能得到的任何（通常）非正式的信息网络所做出的诊断。这位医生称之为“小论文后遗症（paperitis）”（响起笑声）。然后，这位医生用严肃的语调继续讲述着，在他诊疗期间，当病人携带着从因特网站上打印的大量文档到他的诊疗室时，这种“疾病”是如何发展到了“巨大的打印文档后遗症（printoutitis）”的（响起更多的笑声）。上述故事除了暗示将病人的增强自我水平的尝试（尽管是打趣的）贴上相同的疾病标签，也说明了即使是在因特网发展的早期，病人是如何积极地利用因特网。

这个医生—病人互动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信息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正确性。专家胜过外行人是由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掌握了我们想要的或需要的资源。如果一位专家确定了一项行动方案，如一种治疗模式，那么病人就不可能完全意识到那种选择、可能的其他选择以及禁忌征象（contraindications）所暗含的意思。在这一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更详细地论述有效运用因特网去寻求健康信息和社会支持。


 乌托邦思想和新技术

随着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有关该技术各种积极影响的预言。通过“全球社区”的建立，电报预示了战争的结束（Standage, 1999），而电话既预示了商业利益（Fischer, 1992），也预示了农村家庭不再隔离。同时，因特网已被预言将作为一股伟大的民主化力量，把世界带入全球社区的怀抱中。依照这些预言，本章和下一章将着眼于因特网的积极用途。


 重温网络成瘾

除非我们问及许多相关的问题，否则似乎很难发现网络成瘾或者真正过度使用因特网的好处。例如，特定类型的人们是受引诱而过度地使用因特网吗？他们正在用因特网做什么？因特网的使用正在取代什么样的活动？

因此，如果有证据说生性害羞的人们正在过度使用因特网，用它进行社交互动，并且对因特网的使用已经取代了看电视，那么也许我们就应该被因特网的过度使用所鼓舞，而不是感到气馁。

谁在过度使用因特网？目的是什么？

在因特网用户的各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有一些证据表明，那些被“诊断”为网络成瘾或过度使用的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么是生性害羞、具有社交焦虑，要么是在某些方面受阻而无法进行满意的面对面交流（Griffiths, 2000a; Sheperd和Edelman, 2001）。对于其他人来说，因特网体验可能是一种替代性的治疗，也可能是一段自我发现的历程（Biggs, 2000）。

所有关于病态的和日常的因特网使用的研究实际上都证实：到目前为止，社交互动是因特网最普遍的用途（如Kraut等，1998; Morahan-Martin和Schumacher, 2000）。因此，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因特网上的社交互动是否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互动。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是有证据倾向于说明，至少对于有经验的用户来说，因特网的使用是与社交参与水平的提高相关联的（Howard等，2001），而且在因特网用户中，较高的使用水平与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呈正相关（Kraut等，2002）。

尽管可以认为有社交焦虑或身体残疾的人使用因特网进行社交互动是在以某种方式“逃避问题”，但这却为他们（如口吃者）描绘了一幅比通常情况下更加乐观地被社会接纳的画面。正如我们通过这章将要看到的，完全有理由相信从爱好者群组到网络性爱，在线社交互动与面对面的交流一样，在情绪上是有益且“积极的”。例如，格罗霍尔（1999）认为：

研究者们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也许那些花大量时间上网的人们只是单纯地参与同他人正常、健康地交往……事实上，由于在线社会互动特有的心理成分，在线友谊和关系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具有更高的质量和价值。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社交互动对人们健康的重要性。对由于残疾或生性具有社交焦虑而拒绝高质量社交互动的人来说，把他们寻求联系的行为称作成瘾似乎是无礼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赞同并鼓励他们寻求社会接触，而不应该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病态的，这是可论证的。对某些人来说，在因特网上的互动也许是他们生活中唯一可以控制或真正逃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非议或歧视的方面。

因此，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没有充分使用因特网的人们。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无法使用电话，更不用说使用因特网的人来说，问题或许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访问因特网，而不是用什么方法来限制因特网的使用。

作为不依赖自我报告法而对因特网的使用进行实际测量的少数研究之一，家庭网络的研究（Kraut等，1998）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家庭中用户平均每周使用因特网3个小时。这个平均数低于美国家庭每天花在观看电视节目上的时间。尽管本书并不考虑对花在看电视上的和花在使用因特网上的空闲时间的相对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但是这的确提醒我们，在考虑因特网对日常生活的恶劣影响或因特网的不良使用方式时，我们应该保持适当的质疑。

对那些在家里使用因特网主要是进行社交互动而不是赌博或网络性爱的典型用户来说，成瘾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完全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与“高质量”的面对面交流相比，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交流是低劣的（或者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种机能障碍）。当然这是没有道理——的正如电话并没有破坏礼貌交谈的艺术一样，因特网也将不会把我们变成孤独、害羞的民族。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Putnam, 2000），该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这或许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晚婚、州际干线或高速公路，当然还有汽车），但绝不会是因为因特网。然而因特网也许是一种适合与家人和朋友维持远距离联系的理想技术。在这章的后面部分，我将讨论因特网的一个好处：让人们产生归属感。我认为因特网最好的和最普遍的用途之一就是让人们产生归属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位因特网的“成瘾者”或许能从所谓的“成瘾”中获得在社交上和心理上的益处。


 因特网和身份的积极面

现实生活只是又一个窗口，而且对我而言它通常不是最好的那个窗口（道格（Doug），在特克勒的《屏幕上的生活》（Life on the Screen
 ）中讨论多用户网络游戏，1995）。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在因特网上构建新的多重身份是比较常见的事。当构建一个在线角色违反了特定环境（如多用户网络游戏和MOOs）期望的规范时，通常只会导致消极的反应，但是，在像Anand技术论坛那样的地方（无影无踪妈妈“活着”和“死去”的地方），它却违反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即每一个在线的角色都对应于现实生活中一个单一的具体的人。

然而，即使当一个内隐的或外显的规则反对多重角色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线身份除了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外，其他什么都不代表。在线身份是通过文本来建立的，即你选择什么来说明和揭示你自己以及你如何表达，这从根本上给了人们塑造身份的机会，而这个身份不会承受现实生活身份和印象管理中常见的压力。特克勒（1995）认为因特网（而且特别是多用户网络游戏）使得多重、不完整身份的后现代主义条件具体化了。在特克勒引用的许多例子中，多用户网络游戏的参加者看到了他们在线角色和现实身份之间非常真实的联系。例如，在谈论多用户网络游戏狂热者“戈登（Gordon）”的时候，特克勒指出：

在多用户网络游戏中，戈登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每一个角色都具有一些品质，这些品质是戈登自己正在竭力培养的（1995）。

在角色塑造中，自我发展似乎是贯穿许多人多用户网络游戏经历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现实生活中，斯图尔特（Stewart）因为他的健康问题、害羞和社会隔离感以及有限的经济来源而感到压抑。在怪兽（Gargoyle）多用户网络游戏中，他至少能暂时避免这些麻烦。面对“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的观点，斯图尔特唯一的希望就是它是真实的，因为他正在扮演他理想中的自我（Turkle, 1995）。

因此，对一些因特网用户来说，在线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从面对面互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自然真实地表现自我。当和一位多用户网络游戏的同伴讨论一个有关在线关系的问题时，一位多用户网络游戏的女性玩家很好地总结了这次的争论：

我绝没有在任何细节上对他撒谎，但是在线的感觉非常不同，我显得更外向、更放松。可以说我感到更像真实的自我了。（引自Turkle，1995）

因而，也许在线角色的使用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表达和理解“核心”自我，而不受害羞、社交焦虑和身体状态的束缚。巴格等人（2002）认为因特网也许能让人们自由地表达卡尔·罗杰斯所说的“真实自我”。罗杰斯（1995）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去发现来访者的“真实自我”，让它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全面地表达出来。相比之下，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表达的是“现实自我”，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许不是真实的我们，但却被用来保护自我免受攻击。

巴格等人（2002）发现，因特网看起来似乎和“火车上的陌生人”现象是同属一类的，在这里人们似乎更愿意向陌生人透露有关他们生活的细节。这种事情的发生既是由于匿名也是由于透露细节的潜在代价降低了，因为陌生人并不是他亲密社交圈的一份子（所以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影响）。巴格等人假设，由于匿名性的存在以及透露的社交代价的降低，因特网使人们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真实”自我。巴格等人在两个实验里对此进行了直接的检验：


	实验1　在这个研究中，测量了参加者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或面对面互动后对“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反应。参加者在完成对他们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的测量后，接着通过面对面或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进行互动，然后对一系列的特征作“是”或“否”的回答，并记录他们的反应。结果表明伴随着面对面互动，“现实”自我更容易通达，而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之后，“真实”自我更容易通达。

	实验2　为了反驳实验1中发现的效应可能是由于对互动的预期，而不是现实互动，实验2重复了实验1，但是取消了现实互动（而保留对互动的预期）。结果表明，期望面对面互动的人和期望使用因特网互动的人之间没有差异。因此，重要的似乎是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对互动的预期。



巴格等人（2002）得出结论：因特网互动相对的匿名性使人们能够表达真实自我。对于匿名性，巴格等人把由于缺乏身份可识别性而导致的责任性降低以及视觉匿名都包含在内，尽管他们并不倾向于在其实验中区分二者。对自我意识和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社会身份的研究（如Joinson，2001a；Matheson和Zanna，1988；Spears和Lea，1994）表明，在缺乏身份可识别性的情况下，隔离和视觉匿名有一个明显的分离效应。视觉匿名和隔离提高了自我意识，这也许能很好地解释在巴格等人（实验1）中“真实”自我可通达性的增强。同时，在身份可识别性缺乏或责任感降低的情况下，个体表达“真实”自我的能力得以增强，不再畏惧因表达“真实”自我所引起的后果。乔伊森（2001a）发现正是视觉匿名和责任感降低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自我表露的增加（而且还可能会激活真实自我）。这一结果说明因特网也许能很好地促进真实自我的表达，但这只限于某些情况。


 在线身份和现实生活

如果我们把在线身份看作是一种可用于发展我们自己期望的个性或表达真实自我的工具，那么显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现实生活而言，在线身份意味着什么？尽管特克勒提供的案例研究说明在线身份既能带来治疗的效果也能产生反作用，但是关于理想自我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献却认为通过期望的身份起作用或许是有利的。

因特网活动和被边缘化的身份

许多评论员都在讨论这样一个观点，即因特网特别是角色扮演游戏或许能为人们提供构建适当身份的“工场”（Bruckman，1993），来用于完成“身份工程（identity projects）”。例如，麦肯纳和巴格（1998）研究了那些被边缘化且身份并不明显的人们（相对于惹人注意的身份，如口吃或超重）对新闻组的参与程度。他们预测，参与（而不是观望）新闻组将提高被边缘化的身份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并由此提高自我接受水平、降低社会疏远感和隔离感（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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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身份去边缘化的过程模型


源自：麦肯纳和巴格（1998）。

在他们的第一个研究（McKenna和Bargh，1998，研究1）中，麦肯纳和巴格发现，与主流的边缘化可见组的成员相比，专门使用那些可隐藏边缘化身份的新闻组的用户表现出了对新闻组更高的热情（通过更多的张贴和回复）。他们将这个结果解释为可隐藏—边缘化身份组（在他们的研究中，同性恋、吸毒和施虐／受虐）对他们的成员来说更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极少有机会将身份“去边缘化”。

在另一个追踪研究中，麦肯纳和巴格（1998，研究2）向alt. homosexual, alt. sex. bondage以及alt. sex. spanking的成员发放了一份问卷。问卷要求回答了一系列问题，用于评定一个人参与新闻组的程度、新闻组对他们认同的重要性、他们自我接受的程度以及他们的社会隔离感（如上图5.1中给出的重要因素）。第二个研究的结果表明，作为一位发帖者（相对于潜水者），参与新闻组的程度与新闻组对个人身份重要性的增加相联系。而且新闻组对个人身份的重要性是与自我接受的增加、与家庭和朋友的交往以及跟社会疏远感的减少相联系的（见图5.1）。尽管这些影响是以身份重要性的改变为媒介的，但是参与新闻组的程度却有着直接的影响。参与程度的提高与社会隔离感的降低是相联系的。在研究3中，麦肯纳和巴格向边缘化意识形态身份的人（光头仔和白人势力）发放了同样的问卷。他们发现提高参与程度的同一模式会导致更高的身份重要性，并由此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自我接受和“露面”，以及社会疏远感的降低（但是与社会隔离感没有直接的联系）。

麦肯纳和巴格得出结论：尽管虚拟组似乎和现实生活组以同样的模式运作，但是因特网的好处在于可通过匿名来鼓励参与。他们还指出，在他们的回答者中，因特网活动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正式社交的人所占的比例（研究2中有37％，研究3中有63％）说明对于这些参加者而言，虚拟世界是很真实的。

艾科恩（2001）叙述了一所美国大学的男女同性恋学生利用因特网发起抗议，要求关闭某计算机会议的网关，因为据称该网站包含同性恋恐惧症的帖子。艾科恩认为，为支持学生而建立的虚拟环境不仅为他们表达观点提供了渠道，而且也为他们表达抗议提供了支持，这与同样的学生对“现实生活”问题（如在课程中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问题的教学）的沉默形成了直接的对比。因此，因特网不仅为身份的去边缘化提供了一个环境，而且也为某些群组（即使群组属于大学的同一个系）表达抗议和组织抗议活动提供了支持。而且，正像艾科恩在案例里所描述的，没有理由怀疑因特网上的抗议和运动不如写信或签请愿书有效。的确，波兹米斯和布伦斯汀（Brunsting）（2002）对荷兰环保运动参加者的研究表明，以因特网为媒介的集体抗议行动被看作是等同于激进主义分子和非激进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更加传统的抗议方式。

可能自我和网络身份

可能自我的概念（Markus和Nurius，1986）有助于理解因特网在自我发展中的潜在作用。可能自我是人们思考他们的潜力和未来的方式（Markus和Nurius，1986）。可能自我是我们希望成为的、能够成为的和害怕成为的自我。这些将来的自我概念构成了个体自我概念的核心部分。

可能自我是更高水平动机的有效的个体化表征，例如，对依恋的需求可能会被解释为一个处于婚姻或长期关系中的自我。但是当社会环境改变时，可能自我也特别容易受到影响。马尔库斯和纽瑞尔斯认为，“作为潜在的、可能的自我的表征，可能自我［他们］将对那些传递新的或不一致的关于自我信息的情境特别敏感”（1986）。

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各种可能自我而言，只有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只是在部分时间里。环境中的暗示（如照镜子）也许会激活一个可能自我（例如，当超重时会为可能自我担心）。对因特网上的某些人来说，也许积极的经历（例如，被一个虚拟社区接纳或在线交友）将会激活一个期待的可能自我（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善于交际的人）。这种可能自我不仅为个人的现实生活经历提供背景（例如，现在我也许害羞，但将来会善于社交），而且也促使将在线经历迁移到对离线事件的解释中。因此，如果希望得到可能自我的人们在网上得到了某种认可，这很有可能会激励他们在现实中努力实现可能自我。

欺骗和可能自我

柯蒂斯（1997）指出，在多用户网络游戏中大量的个人描述是“神秘但明显强大有力的”人物，这意味着虚拟世界中角色的发展足以成为实现愿望的一次演习。但是至少对某些用户而言，因特网还支持他们详细地描述和实践他们期待的可能自我，甚至是表达一个通常被压抑的“真实”自我（McKenna等，2002）。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因特网也许能激励人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所改变——如果一个人能在线扮演（并且被感知为）某种类型的角色，那么这足以激励他在现实中去塑造一个相似的角色（McKenna和Bargh，1998）。


 媒介选择、印象管理和元知觉

到目前为止，在有关身份的讨论中，我们假定对身份的追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活动。然而，如果我们也将因特网用户视为一种特殊媒介的策略性的选择者，那么因特网以及任何的媒介交流都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其能够管理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虽然像因特网之类的所谓精简性媒体（lean media）限制了交流的某种模式，但它们也为创建新的身份和管理我们留给他人的印象提供了特有的机会。

帕特里克·奥沙利文（2000）提出了一个印象管理模型，概述了社会关系中交流选择的功能性和战略性作用。与第二章中讨论的理性行为者取向相似，奥沙利文要探讨的不是技术对用户的影响是什么，而是人们正在用技术做什么以及这么做的原因。他认为人们愿意做的一件事是管理他们的自我展现（Schlenker，1980），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欺骗，因为大多数自我展现是以让人们看到“真实的”自我为目标的，但它确实暗示了我们在如何进行自我展现方面具有某种选择性。同样地，选择和使用一种媒介进行交流依赖于交流事件目标的设定、交流事件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结果的评价。当谈及策略选择时，交流者需要考虑两件重要的事情：有关媒介的象征意义或规范（例如，感谢信应该是手写的）和信息的内容。

这种基于自我展现的媒介交流的策略性取向认为，人们可以选择通过述说、信件或电子邮件进行交流，因为它有许多的好处。例如，写信或发送电子邮件既允许人们控制交流时机、交流的持续时间以及交流的内容，也许还能避免在努力表达情绪时出现结舌的可能性。奥沙利文（2000）还发现有证据表明，如果人们的自我展现受到了威胁，那么他们将更喜欢通过媒介表达自我。

因特网上的印象形成

尽管因特网交流似乎并不会立即促进印象的形成，但即使是在互动开始之前，其他用户仍然可以获得形成早期最初印象的线索。电子邮件的地址通常会传递关于个人的国籍、可能的职业或雇主，甚至姓名。尤其，如果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像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或自由服务公司（Freeserve），被看作迎合了“网络新手”（新用户）的需要，那么一个私人用户对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选择也可被用来形成印象。汉考克和顿汉（Dunham）（2001）考察了通过计算机中介交流和面对面交流产生第一印象的广度与强度。他们发现，与面对面的参加者相比，在较短的互动之后，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参加者对互动伙伴产生较少广泛的和综合的印象。但是，与面对面的条件相比，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条件下的参加者会对他们的讨论伙伴产生更加极端的评价，这意味着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条件下所产生的有限印象比通过面对面形成的较全面的印象更为深刻。他们得出结论，尽管通常用于印象形成的许多特征（例如，假设某人长时间发笑或者盯着地板）缺失了，但是辅助语言的使用、描述的方法和交流的风格都为印象形成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研究表明计算机中介交流与增强的归属感（如Walther，1996）和交流伙伴的理想化（McKenna等，2002）有关，这与在线形成的印象往往是更深刻的相一致。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那么我们期望用户会谨慎地选择昵称并小心保护它，进而在因特网上使他人形成对自己的印象。

贝沙尔·以色列（Bechar-Israeli，1998）认为因特网用户（在此情况下为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采用的昵称很关键，它会影响用户如何被知觉。最常见的“昵称”类型是与自我相关的（如害羞的家伙、性感佳人：35％），接着是那些与各种动植物（如郁金香、老虎：10％）、技术（如奔腾处理器、aixy：9％）有关的，有关语言／类型学（language/typology）的剧本（如BeaMeUp：8％）以及那些为他们的身份或身份缺失提供参考的昵称（如我、未知的：6％）。贝沙尔·以色列认为，昵称在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中起到了特定的作用——它们使人们进入到身份扮演中，同时由于人们往往长期地使用相同的昵称，所以它们还提供了连续性。


 人际互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社会互动中选择媒介（包括因特网）可以使人们能够基于自我展现的目标进行策略性的选择。然而，这并不是说媒介对人际间的互动有独立的影响。

媒介交流的益处

使用因特网进行交流给用户带来了许多好处，最明显的好处是许多其他的交流技术形式所共有的：例如，可以跨越时间和／或距离进行交流。媒介交流还可以使用户有足够时间撰写信息和作出回复，从而优化自我展现并降低实时印象管理中的认知负荷。

如我们所见，由于诸多交流媒介的存在，人们可以对媒介交流技术作出策略性的选择。例如，将互动从电子邮件转向电话，不仅改变了交流通道的“丰富性”，也传递了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因为声音的交流通常被认为比基于文本的交流更加“个性化”。因此当互动从一种媒介形式转向另一种媒介形式时，所产生的具体效果取决于用户所采用的策略性目标，也取决于所采用的媒介技术的象征意义和特定的示能性。那么，从策略性角度来看，因特网和它丰富的交流形式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扩充。

然而，尽管在线互动的策略性取向为人们选择获取最大利益的媒介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但是来自实验室研究的重要证据却说明，媒介交流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交流行为。

媒介交流的早期研究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即媒介交流中视觉线索的缺失会降低交流者的社会交往。因此，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早期研究所作出的一个预测是：计算机中介交流将趋向于“以任务为导向”，因为计算机中介交流很适合传达简单的信息，而不适合传达社会—情绪信息。例如，希尔茨和图罗夫（1978）报告说计算机中介交流条件下只有14％的交流内容是社会—情绪的，而相比之下，在面对面条件下有33％的交流内容是社会—情绪的。赖斯和洛夫（1987）研究了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2347个句子：其中28％是积极的社会—情绪信息，4％是消极的社会—情绪信息，还有71％是以任务导向的信息。所以，在早期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理论家看来，假设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本质是“去社会化”的，那么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交流内容具有较高的社会—情绪水平就是一个矛盾。

超个人互动和社会信息加工

沃尔瑟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讨论过）试图整合以任务导向的研究结果和现有的在线社会信息交流。尽管有一些证据支持计算机中介交流阻碍社会—情绪信息传递这一观点，但有人对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模型仍然固守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失败”阵营里。沃尔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机中介交流也许能在“社会性”上与面对面交流相匹敌。例如，沃尔瑟（1995）进行了一项研究，在此项研究里，他基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预期，面对面组的社会行为将会比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更多，但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这种差异会降低。沃尔瑟让编码者评价每个进行面对面交流或计算机中介交流的人，接着编码者用一个“关系交流”问卷（一种组织他们对讨论的社会性的总体印象的方法）对整个讨论进行评价。计算机中介交流组和面对面组在三种不同的时段里讨论三个独立的问题，因此可以在时间上对社会性交流进行比较。在整个时段里，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任务导向性评价显著少于面对面组，而对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社会导向性评价显著多于面对面组。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成员只是刚刚相识的，但他们和类似的面对面条件组相比，通常具有更多的社会性。

因特网上过度的社会行为

如上所述，沃尔瑟（1995）发现计算机中介交流组被一致地评价为比面对面组更有感情。的确，有很多浪漫关系的例子发生在因特网上的不同领域，包括聊天群组（Reid，1991）、新闻群组（Parks和Floyd，1996）、基于文本的多用户虚拟现实系统（如多用户网络游戏和MOOs：Utz，2000）和在线社区（Rheingold，1993）。在一些关系中情侣双方是很严肃认真的，最终同居或结婚了（Parks和Floyd，1996）。海伦（Helen）和皮特里（1999）报告说，甚至情书也在线复兴了，例如：“知道你就在那里，记起与你在一起时的狂喜，为我最黑暗的生命时光带来了光明”（男性作者撰写的，发送给了女性）。

根据早期的理论家所言，交流媒介应该是阻碍社会互动的，事实上电子邮件（Petrie，1999）和家用电脑（Kraut等，1998）的主要用途就是社会互动。绝大多数的逸事证据和实验证据已经表明人们使用计算机来构建社会关系。一个更加相关的问题是：计算机中介交流是否（或在什么背景下）是高度社会性的，而计算机中介交流是高度社会性的这一观点如何能与先前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是以任务为导向的结论相协调？

为了考察第一点，沃尔瑟在1995年得出的关于视觉匿名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组比面对面组更具有社会导向性的结果已被多次重复。例如，奇尔科特和德万（Chilcoat和De Wine，1985）发现相互不能见面的参加者对彼此态度的相似性以及社交和身体的魅力评价更高（也可参见Walther等，1999）。

沃尔瑟（1994）认为，对这一结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被追踪研究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组预测到了将来的互动，所以相对于那些不期望将来再次相遇的一次性组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交流。当群组成员不期待再次相遇时，他们的社会交流水平会比期待在将来相遇时要低（Walther，1994），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早期使用“一次完成”实验组的研究往往发现低水平的社会交流。此外，在大多数早期研究中参加者的交流存在时间限制，由于社会—情绪交流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所占比例的减少，因此他们没有时间用于交流社会信息（Walther等，1994）。

因此，根据沃尔瑟的解释，对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组的成员来说，要表现出高水平的联系，他们需要预期将来的互动（如果他们从一开始看起来就是社会导向性的），或在一段时间后相遇（如果他们起初是任务导向性的）。沃尔瑟将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看似鼓励非个人互动的（如时间限制和不期望将来互动），另一种是鼓励人际互动的（如无时间限制和期望将来互动）。事实上，沃尔瑟认为：“在许多案例中，计算机中介交流已经超越了相应的面对面互动中的情感和情绪水平。”（Walther，1996）他把这种现象称作“超个人交流”，更确切地说，这种交流的社会性“比我们在面对面互动中经常体验到的社会性更加令人满意”。

沃尔瑟（1996）认为超个人互动是由四个要素产生的。第一，因为许多在线交流者属于同一个社会性范畴，所以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和交流伙伴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往往喜欢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相似的人，在线交流的人们也倾向于喜欢他们的交流伙伴。

第二，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信息发送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优化自我展现，即和面对面交流相比他们能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展现自我，因为他们不用担心他们的非言语行为。沃尔瑟引用习语“身体是对心灵的束缚”来说明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人们不必用有限的心理资源去关注视觉线索和外表，因此可以把更多的心理资源用来构建信息，从而把更积极的自我形象传递给信息接收者。沃尔瑟还认为，不必关注外表也许会促使信息发送者更加关注其内在的自我。这意味着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上发送的信息将有更多内容涉及个人感受和想法，发送者可能会更多地触及他们的自我理想（self-ideals）（此外，这也会有助于他们展现自己）。

超个人交流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形式。沃尔瑟认为异步的计算机中介交流（如电子邮件）更可能导致超个人的互动，因为：（1）交流者可以抽出特定的时间专门用于计算机中介交流，而不会受其他事情的干扰；（2）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编辑信息；（3）他们可以整合社会导向性的信息和任务导向性的信息；（4）他们不必耗尽认知资源立即作出答复，所以能把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给信息本身。

沃尔瑟指出，最后一个因素是反馈回路，它使这些影响通过社会互动得以扩大。与自我实现预言和行为证实的结果一致，随着互动的进行，当交流者设法巩固他们最初给别人的印象并转而对他们的伙伴传达的积极印象做出反应的时候，交流者被夸大的积极印象将被放大（Walther，1996）。

沃尔瑟关于超个人交流的理论依赖于视觉匿名和异步交流。事实上，沃尔瑟（1999a）让人们警惕将摄影机和个人电脑相连接的趋势，他认为视觉线索有损于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印象。例如，沃尔瑟等人（1999）报道，如果长期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群组成员看过他们同组成员的静态照片，则同组成员的吸引力和受喜欢的程度会下降。在超个人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可能包含了自我表露，即向他人透露自己隐私的倾向。

自我表露与计算机中介交流

大量迅速累积的实验证据和逸事证据表明，计算机中介交流和一般基于因特网的行为都具有高度自我表露的特征。莱因戈尔德（1993）声称，正是因为网络空间的局限性，新的有意义的关系才能在其中得以形成。他进一步指出，“与缺乏屏幕和假名作为中介的（真实的）空间相比，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使人们能够更大程度地表露他们隐私的空间。”同样地，华莱士（1999）认为“人们倾向于向计算机表露更多自己的情况……似乎是因特网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者考察了许多不同的计算机使用背景下的自我表露。例如，在医学精神病治疗的访谈过程中和访谈前，与面对面的会诊相比，病人向计算机做出更多坦诚的表露（Ferriter，1993；Greist等，1973）。鲁宾逊和韦斯特（West）报告说，一家性传播疾病诊所的病人对计算机比对医生承认有更多的性伴侣、更多先前就诊的次数以及更多的症状（Robinson和West，1992）。

对非医学因特网行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帕克斯和弗洛伊德（Floyd）（1996）对因特网用户形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也要求参加者报告在因特网关系中他们自我表露的程度（例如，“我通常确切地告诉这个人我的感觉如何”以及“我从不会告诉这个人任何关于我个人的和隐私的事情”）。他们发现用户报告的在因特网关系中的自我表露程度显著高于他们报告的在现实生活关系中自我表露的程度。麦肯纳等人（2002）和巴格等人（2002）发现的证据表明，人们更可能在因特网上表达他们的“真实”自我，其中包括表露那些通常无法被社会接受的有关自我的信息。在类似的关于“因特网上的社交”的研究中，麦肯纳和巴格（1998）认为参与在线新闻组有助于人们“表露有关自我中长期隐藏的部分”。

万维网上的自我表露也许同样普遍。例如，罗森（1999）分析了因特网用户在一个叫做“环球网小说基地”的资料库上发布的133个故事。总体来看，有81个故事包含了某些个人的信息。罗森推断说：“用户们似乎非常乐于在这个公共论坛上暴露有关他们个人的——甚至是十分隐私的生活细节。”最后，与纸笔调查相比，电子调查的回答较少有社会赞许性，并且暴露了更多有关自我的信息（Joinson，1999；Kiesler和Sproull，1986；Weisband和Kiesler，1996）。在对计算机形式的自我表露的元分析中，韦斯班德和基斯勒发现当收集敏感信息时，计算机的使用对自我表露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乔伊森（2001a）报告的一系列研究中，自我表露水平的测量是利用了面对面讨论和同步计算机中介交流讨论的转录抄本的内容分析来进行的（研究1），而且在计算机中介交流过程中有视觉匿名和视频链接两种条件（研究2）。和预期的结果一致，当参加者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进行讨论时，自我表露程度显著地高于面对面讨论时的程度。

在第二个研究中，当参加者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进行讨论时，增加视频链接使得自我表露的水平与面对面情况下相当，而在比较条件（没有视频链接）下，则导致明显更高水平的自我表露。

这两个研究都以实验证明了，视觉上匿名的计算机中介交流往往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自我表露。这些研究结果也表明，通过因特网互动［例如，通过使用视频链接或可识别的线索（Joinson，2001a，研究3）］能有效地实现高水平的自我表露。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即当参加者不期望相见时，超个人的互动能在短期、同步的讨论中发生，这也使人对沃尔瑟超个人模型中各种过程的解释力提出了质疑，或者至少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模型来解释那些不符合沃尔瑟模型的超个人互动。

在电子商务中，当然还需要对因特网鼓励消费者表露的可能性（为了销售的目的）以及表露、信任与品牌忠诚之间可能的联系做进一步的研究。一个一致的结果似乎是，系统的设计与它所提供的背景和线索，可能会对消费者表露自己信息的自愿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例如，穆恩（2002）认为，人们把计算机视为社会中介，并将相同的社会互动规则应用到人—机交互中。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穆恩通过独立计算机系统收集数据来验证自我表露的互惠原则。她发现当计算机从本质上表露关于它自己的信息时（例如，“有时计算机被那些不懂操作的人使用，最终导致死机。是哪些东西使你狂怒？”），参加者则会做出一致的回应，进而导致更广泛和更深刻的表露。乔伊森（2001b）在一个预备性研究中考察了上述效应是否存在于因特网调查中。他将参加者分配到实验者暴露或非暴露的条件下。在实验者暴露的条件下，引导参加者登录到一个有关实验者信息的网页上；而在非暴露的条件下，直到实验程序结束，参加者才获得关于实验者的信息。所有参加者都使用自由文本回答6道个人问题。在自我表露的广度（词的总数）和深度（弱点的自我表露）两个维度上对参加者的回答进行分析。尽管在预备性的研究中，相互自我表露对自我表露的深度没有影响，但对自我表露的广度却有影响，即与那些直接回答问题的参加者相比，在实验者自我表露后回答问题的参加者有更多的自我表露。

奥里维罗和兰特（Lunt）（2001）研究了向商业组织表露自我信息的自愿程度，并操纵了如下几个变量：商业组织的可信任度，是否对自我表露提供报酬，以及问题的干涉程度。她发现在回答干涉程度较高的问题时，商业组织的可信任度与参加者表露的自愿程度相关，但是对数据挖掘或隐私的关注淡化了商业组织的可信任度的影响。

布坎南等人（2001）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因特网在自我表露上的“去抑制效应”有助于研究者收集敏感话题的数据（如这个案例中的毒品使用问题），但是人们对个人隐私还是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因特网似乎一方面促进自我表露，同时又增强了人们对隐私的关注，这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但这些效应毫无疑问依赖于背景，而且是由设计所造成的。这意味着因特网不会对自我表露程度或对责任／隐私的关注造成普遍影响。实际上因特网上的自我表露可以通过调整下列因素而得到提高（和改善）：互动的本质、接受者、互动过程和机制以及责任线索的设计（或责任线索的减少）。尽管因特网的“自然状态”也许能通过降低责任关注和增加对隐私的自我意识，从而促进自我表露，但这些效应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自我表露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在心理研究的数据收集中所起的作用，还因为它与浪漫关系中的信任和亲密感的发展密切相关（Archer，1980；Derlega等，1993）。


 因特网上的浪漫关系

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更具体地说是计算机中介交流，不但具有传递社会信息和关系信息的能力，而且实际上还促进了这些信息的传递。此外，技术的示能性和用户自我展现方案的结合可能会导致“超个人”的互动，并增加自我表露程度。

显然，这些观念既对因特网上浪漫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也对预测网络浪漫关系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启示。

使用因特网形成并发展浪漫关系

使用因特网形成和发展浪漫关系存在多种形式。

因特网支持的关系类型

1．求爱者　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在因特网上偶然或有意地相遇，并通过下面的方式发展关系：网上聊天、发电子邮件、打电话，最终面对面交流（在一部分案例中）。关系的发展过程可能是一个连续体：从公共空间转移到私人空间（如从聊天场所到电子邮件），再经由电话联系，最后以面对面的会面而结束（Parks和Floyd，1996）。

2．维持者　对于许多远距离的关系而言，因特网为维持那些始于面对面情景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媒介。在这些情况下，使用因特网的目的就是维持一个现有的而不是从因特网的使用中发展起来的关系，这可能也包括了面对面的会面、写信和打电话。那些住在附近甚至已经同居但仍在工作日使用因特网（主要是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交谈的情侣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3．网络调情者　网络调情者尽管也在因特网上发展关系，但从来（至少是开始）不打算与他们在线遇到的人们在现实中见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许会喜欢一个现有的伙伴，并把因特网作为一个逃避或发泄的方式，或者在线互动后他们可能会意外地发展关系。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互动也许就很难谈得上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因为其主要目的是进行网络性爱。

 

因特网上发展起来的浪漫关系的数量是难以估计的。来自多用户网络游戏和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的参加者们提供了某些证据。帕克斯和弗洛伊德（1996）发现，他们的样本中有超过60％的人报告说使用因特网建立关系。在一项对103位多用户网络游戏玩家的研究中，乌茨（2000）发现有73.6％的人报告说与同组的多用户网络游戏玩家建立联系，其中有24.5％的人报告说和同组的一位玩家建立了浪漫关系，有76.7％的人报告说有一段在线友谊发展为离线友谊的经历。尽管麦肯纳等人（2002）并没有直接测量在线关系的普遍程度，但他却报告说，在他们568位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的参加者中，有63％的人在网上初次相遇后彼此打过电话，有56％的人交换过照片，有54％的人写过信，还有54％的人在现实中见过面（平均8次）。美国在线估计有1万起姻缘源自对该网站上的个人广告的回应。但是目前并不清楚有多少的求爱过程是通过使用因特网进行的，又有多少是通过其他的媒介或见面进行的。

因特网与在线吸引

无论何时何地发展一段浪漫关系，我们都有理由猜测，彼此的身体吸引是人们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人们走向长期的关系，身体吸引力变得不那么重要（Buss，1988），但是在起初决定两人是否会走到一起时，它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在以视觉为主导的西方世界里，那种认为你可以被素未谋面的甚至只是见过一张照片的人所吸引的想法受到如此的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与此同时，熟悉的谚语告诉我们，你“不能以貌取人”，而且“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1988）鉴别出了10种被异性判断为具有吸引力的男女行为。虽然身体吸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数品质（幽默感、同情心、有礼貌、乐于助人和尽力花时间在一起）很容易通过文本来传递。

在因特网上之所以会比较容易产生吸引，还存在其他的社会—心理原因：


	相似性　彼此相似的人们倾向于建立关系，而且建立的关系往往能维持较长的时间。因为许多在因特网上相遇的空间是基于共同的兴趣构建的，所以相遇的用户可能具有相似的兴趣。即使他们不都喜欢盆景，但因特网用户本身就是一个共有的身份。此外，共有的社会身份往往会增强群组内成员对彼此的好感。

	自我展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使人们策略性地展现自我，将自我的优点最大化，将自我的弱点最小化（Walther，1996）。随着关系的发展，人们将具有更强的动机去准确地展现自我（Swann，1983）。如果人们在线上更可能展现出他们的“真实”自我（McKenna等，2002），这将使关系得以顺利发展。

	自我表露和互惠　在关系发展期间，自我表露对于建立信任和推进关系来说是很重要的（Derlega等，1993；Laurenceau等，1998）。如果使用因特网确实增加了自我表露程度（见前面章节），那么在线关系可能比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发展得更快（McKenna等，2002）。在线自我表露程度的增加也许会导致一个互惠的表露循环，进而增强亲密感和信任感。

	理想化　在线交谈中人们倾向于将对方理想化，这将增强彼此的好感（McKenna等，2002）。很少有证据表明将对方理想化会降低关系的稳定性（McKenna等，2002，研究2）。



使用因特网发展关系

因特网关系的发展往往遵循一个相似的模式，即从最初在公共空间相遇，接着到私人领域（如电子邮件或AOL通信软件），再到电话，最后到面对面的会面（Parks和Floyd，1996）。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关系发展都遵循上面的顺序，而且在每个阶段都会放弃发展许多关系。这种通过媒介进行的活动也许是和信任感、合法性以及责任心的建立相联系的，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不同媒介传递的象征意义。

贝克（2000）概述了两个在线关系的案例研究。其中一个以结婚而告终，另一个则失败了。但其关系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情侣A


布莱克（Blake）和尼娃（Neva）都被派驻到美国工作。他们在线上的一个论坛里相遇了，接着他们彼此发送电子邮件，然后到打电话并交换照片，到最后见面。一旦他们开始通过电话交流，他们的交谈就变得越来越亲密。他们在一个旅馆里约会，并在见面的几个小时里就发生了性关系。然而，在宾馆的会面却是他们最后的会面——尽管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两人最终却分手了。

 


情侣B


马克（Mark）对克莱尔（Claire）的简介很感兴趣，于是便给她发了电子邮件，这样他们便相识了。开始交流时，他们各自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通常用电子邮件联系（至少是每天一次），接着用短信联系。不久之后克莱尔去了马克的家，但他们的爱情依然是柏拉图式的。当她回到美国后，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亲密了，他们交流彼此的性幻想，进行电话性爱和网络性爱。第一次见面后过了几个月，他们再次相见了，这次相见“巩固了他们的关系”（Baker，2000）。与马克第三次见面后，克莱尔就尝试性地搬到了英国。现在马克和克莱尔已经结婚了。

 

贝克（2000）对这两对情侣之间的异同点进行了论述。她指出，尽管这两对情侣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以前结过婚的或是现在已婚的，都受过良好的教育，40多岁且两地相隔），但是两对情侣的关系发展模式却是截然不同的。她认为，或许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在线关系的成败。第一是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相对重要的身体吸引。情侣A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观点（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保守主义），而情侣B似乎共有一个价值观体系（他们在电子邮件中讨论过的一些观点）。贝克（2000）认为：“在关系发展的早期深入地分享彼此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以及对发现的冲突加以解决，也许能消除以后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

贝克认为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责任心、风险和经济实力。尽管两对情侣都不能负担起经常见面所需要的旅费，但克莱尔在她离婚之后有了较大的自由。布莱克在求爱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尽管他尽力去找工作，但却没能在尼娃的附近找到。

从聊天到两情相悦：心理学和网络性爱

德林（2000）认为，网络性爱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互动，其中的参加者具有性爱的动机，即他们在寻求性唤醒和性满足”。尽管这一术语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因特网行为，如访问色情网站，但是基于人际互动的定义更适合用来将它与基于人—机交互的“单人性爱”相区分。随着网络性爱关系的发展，参加者需要与对方协商并调整他们的行为。德林（2000）认为存在三种主要的网络性爱形式：

 

1．基于虚拟现实的网络性爱　一种在三维虚拟现实中的性接触，这将要求当前在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一件肥大的连体服和一个数字化头盔）。尽管这有可能，但距离商业性的应用还很远。一种替代的形式就是“远程性爱”，通过另一位参加者遥控性玩具来实现。

2．基于视频的网络性爱　一种在因特网视频会议上使用网络摄像机，有时也用文本或者声音进行的性接触。参加者通常会在摄像机镜头前脱去衣服，露出他们的身体，有时会手淫。

3．基于文本的网络性爱　一种以实时（“聊天”）信息的迅速交流为基础的性接触。德林区分了两种主要基于文本的网络性爱：键盘性爱（TinySex）和激情聊天（HotChat）

键盘性爱是指在多用户网络游戏中的网络性爱。多用户网络游戏不仅支持动作和口头言语，也支持小道具以及对人和具体位置的描述。例如，以下是德林（2000，第865—867页）给出的在Lambda MOO中刚开始键盘性爱接触的例子：

 

以“淫秽访客”的身份登录

［＠进入女士放荡屋］

女士放荡屋：你最先注意到的是房间里的一些监禁器具和从天花板上悬下的镣铐。你嗅到了不久前在这里发生的性行为柔和的香味。事实上，你几乎能听到欢快的尖叫声在墙壁间回荡。你注意到了一张四帐杆的卧床，上面铺着丝质的被褥。在南面的墙上，一条标语写着：男士禁入！！！输入“帮助这里”以获得这个房间的特写和命令。西边的出口通向色情小憩，西北边的出口通向性爱房间。

福斯蒂娜（Faustine），成熟且嬉皮的女孩在这里。

淫秽访客到来

成熟女孩说：“嗨，淫秽访客！”

［噢，你好］

你说：“噢，你好”

成熟女孩对你微笑

［：对成熟女孩微笑］

淫秽访客对成熟女孩微笑

［看着成熟女孩］

成熟女孩

大约五英尺半的高度，一头秋叶一样颜色的披肩直发。她穿着一件黑灰色样式的裙子，和一件显得过于宽松的经常滑下一边肩膀的黑色毛线衫。她赤着脚，而且你发现在她的左脚踝有一个凯尔特人图案的文身。在她的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

［对成熟女孩说：嗨，很好看的文身:-)］

嬉皮女孩热情地拥抱福斯蒂娜并且提供给她一个链接（joint）。

你说，“成熟女孩：嗨，很好看的文身:-)”

成熟女孩咧嘴一笑，优雅地伸长她的左腿并且踢在你的屁股上。

［笑］

你前俯大笑

嬉皮女孩吃吃地笑

［：脱去她蓝色的外套和鞋子］

淫秽访客脱去她蓝色的外套和鞋子

［：坐在床上］

你掀开床上的丝质被子，滑进被子下面，感到布料爱抚着你的肌肤。

成熟女孩随你上了床。

 

激情聊天是在聊天环境里的网络性爱。与多用户网络游戏不同，聊天环境很少为网络性爱提供配件（如小道具），而且人们只有通过他们的“昵称”相互认识（尽管一些服务站点像雅虎允许使用者访问他人的简介）。同样，聊天中的网络性爱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共有的幻想（我们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或者基于现实的遭遇（我已经把我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和你聊天我是如此的性兴奋）。因此，德林指出，“总之无论如何，在聊天中的虚拟自我展现比在黏土灌浆中更为现实”。例如，摘自德林的（第866—867页），虚拟与现实的交叠。

 

乌尔里克（Ulrike）把灯关了

朱利安（Julien）脱下他的T恤

朱利安：那很好

朱利安：（吻）

乌尔里克：吃吃地笑

乌尔里克：搂抱着你温暖的身体

朱利安：偎依着你并爱抚着你的乳房

乌尔里克问她自己，她应该做什么

乌尔里克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做，并且就让她自己被爱抚

朱利安：非常的轻柔，只用他的指尖

乌尔里克感到她的乳头变得坚挺

乌尔里克轻轻地捏着朱利安的大腿

朱利安吻着你的乳房并且用他的嘴爱抚着你的乳头

乌尔里克的心跳加快

朱利安：……一只手正爱抚着你的阴部

乌尔里克：它已经很湿了

朱利安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只用一只手打字

乌尔里克：我不介意

乌尔里克：（只要你需要，我就同意）

朱利安躺在你的身旁

朱利安：把你的腿放在他的髋部以上

乌尔里克把她的大腿放在了他的髋部以上

朱利安把一只手往下移

 

在前一章中曾讨论过，以这种沉溺和欺骗的方式进行网络虚拟性爱也许是不利的。然而，女权主义研究者对网络性爱却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网络性爱把妇女从父权制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性表达（或缺乏）规范中解放出来（Doring, 2000; Levine, 1998）。例如，已经证明网络性爱对妇女意味着更多的性（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受到压抑的）、更好的性（因为网络性爱不再以将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爱目的）以及不一样的性（可以没有害羞和内疚地自由地尝试）。


 对在线关系的“预测”

在对一个正进行的研究计划的分析中，德里斯（2001）报告，在她的样本中有1/20的网络浪漫关系是以同居或结婚告终的。麦肯纳等人（2002）报告了在因特网关系中有与现实生活关系中相似的稳定性水平。因特网互动也许既能增强初次见面时彼此的好感，还能使这种好感持续下去。例如，迪茨·尤勒和毕晓普·克拉克（Bishop-Clark, 2001）测试了在计算机会议之后面对面讨论的质量。他们发现与那些只是见面的参加者相比，那些先在线讨论一篇目标文章然后相互见面的参加者觉得面对面的讨论更令人愉快。所以，也许事先在因特网上相遇能提高随后面对面交流的质量。

使用因特网增进现有的关系

在线背叛

有人认为背叛通常只对欺骗者而非被欺骗者有益。与角色扮演有助于现实生活身份的观点相一致，有证据表明，有些人也许可以通过网络性爱来改善他们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关系。马休（2001）从1997年开始通过自助杂志网站进行调查（selfhelpmagazine.com）收集有关因特网背叛的数据。截止到2001年11月已经有2838个回复。在这些回复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1370人）说，网络恋情总是会对传统关系产生威胁。当问及网络恋情是否能“促进个人的主要关系”时，有50％的人（1434人）回答“能”或者“有时能”，而较少人（占35.5％，1010人）回答“不能”。最后一个问题为是否赞同“网络恋情”，大多数人（占61.3％）作出肯定回答。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网络性爱（与网络关系不同）并不意味着情感的投入。性妒忌的研究表明，至少对于女性来说，伴侣的情感投入比背叛本身更令人难以接受（对男性来说，模式正好相反）。然而，对于男性来说，网络性爱的虚拟本质消除了性嫉妒的在进化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基因也许不会被遗传。

其次，对许多情侣来说，由于存在着默认的社会规范和控制，以及可能面临的尴尬，性幻想和性需求的表达（与满足）在现实中往往是受到压抑的。网络性爱潜在的自由化和授予权利的本质很可能会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卧室里，正如在网络空间里表露自己和在现实生活中表露自己是相联系的（McKenna和Bargh, 1998）。同样地，在网络性爱中，口头表达需求、欲望和幻想的需要也许会使你在现实生活中更乐意去做同样的事情。

真实性／书面交流

如果网络性爱有可能增进关系，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因特网交流本身同样能够促进和发展一个现存的关系。例如，有证据表明相距很远的情侣并没有感到孤单难过，因为他们能经常通过信函、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媒介保持交流。事实上通过媒介交流，他们可以把想法和感受自由地写下来，不会受到面对面交流中的各种限制，这可能会增强他们之间彼此的感情。

史蒂文斯（Stevens, 1996）从人本主义的立场主张：

对于一段关系，它的主体间要相处得好，良好的交流
 是必不可少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这意味着伴侣们需要对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想法。（最初的重点）

正如本书其他地方所论证的，因特网上的互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媒介交流）正好促进了史蒂文斯所说的“良好的交流”。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看，交流的真实性有一部分是基于参加者反思的本性。此外，如果计算机中介交流能增强自我关注，那么这就很可能会提升交流的真实性。最后，主体间的看法需要情侣双方建立共同的观念，即建立共同的规范（Doring, 2000）并进行良好的协商（Postmes等，2000），这是在线互动所必需的。


第六章

共享与网上冲浪：在线社区和网站浏览的有利之处


 虚拟社区：在线归属感的益处

网络空间里形成的社区是否“真实”或有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值得用一本书而不是只用一章中节选的段落来探讨。“虚拟社区”的观念已经被多方批评为是一种幻想，是只提供社区印象而非真实情况的虚假社区。然而对其成员而言，虚拟社区却十分真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作为社会网络，社区甚至幻想的“真实性”是无关紧要的。例如，莱因戈尔德（2000）认为：“当你在葬礼中站到一个人的朋友和家人面前时，你很难认同这种指责，即所有在线关系都是不真实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虚拟社区都能产生莱因戈尔德所描述的发生在全球电子讨论链（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社区上的这种亲密关系。但是，对于许多因特网用户而言，虚拟社区的普遍存在意味着虚拟社区的确起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或心理作用。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Horrigan等，2001）通过电话调查的方式得到的数据表明，有84％的用户使用因特网进行联系或从一个在线群组上获取信息。许多这样的联系看起来似乎会加强地方联系，而非减弱它们：有26％的用户使用因特网与当地群组取得联系，并且那些报告说使用因特网加入群组的用户中有40％的人通过它“更好地融入他们所属的群组”（Horrigan等，2001）。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社会参与水平降低的这种趋势（Putnam, 2000），该调查结果认为，因特网也许恰好能扭转这种趋势。霍里甘等人指出：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调查结果表明，时下美国的因特网和社区生活存在着积极成分。人们使用因特网加入组织并不一定表明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的复兴，但它无疑已经激发了新的交往活动。（2001）

克劳特等人（2002）的家庭网络追踪研究表明，因特网的使用增加了社区成员人数，加强了他们与当地社区的联系，这一点已在第四章中讨论过了。在他们的第二个研究中，克劳特等人发现因特网的使用与更高程度的社区参与以及参加者的当地社交圈的扩大存在相关。不过他们还警告说，尽管社会网络中的弱联系也许对于因特网用户有实质性的好处，但这些关系也许是“不堪一击的”。


 弱联系和虚拟社区的益处

1998年我当时正在设计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当参加者进行电子化交流时，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实验性地操纵。虽然我有合理的方法去增强人们的个体性自我意识（通常使用一面镜子来实现），但我却不知道如何降低个体性自我意识。最后，我把问题张贴到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成员的邮件列表上。24小时后，我收到了一系列不同的答案，其中有一个对于我的实验而言简直就是完美的。

上述的SPSP邮件列表的使用过程是无数人上网询问问题的典型经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邮件列表，其内容往往会很商业化，我怀疑多数成员会将其定义为社区。但作为一个宽松的社会网络，它的作用被证明是不可估量的。在我写作期间（2001年10月），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其网络服务提供商在英国开展了一场广告活动。在广告中，人们站在一个巨型体育馆的中央进行提问（用来代表因特网）。当然，他们立刻得到了所要的答案。

格兰诺维特（1982）提出了“弱联系的强度”理论。根据他的观点，我们所拥有的强联系通常是和相似的人建立的，因此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可能是相似的。然而弱联系却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让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往往不同于我们，他们还可能获取不同的（可能更好的）资源。

康斯坦特等人（1997）考察了一个大型组织（天腾电脑公司）中弱联系的作用。在6个星期里，82名雇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题，并承诺将答案公布。康斯坦特等人报告说，大约一半的问题得到了回复，回复的平均价值是11.3美元，而提问者甚至不知道信息提供者是谁：其中有81％的人完全不知道，10％的人“几乎不熟悉”。

与“弱联系特征”的某些预测相一致，信息提供者可能比信息寻求者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例如，有31％信息提供者驻在总部，相比之下，信息寻求者中只有14％，而且相对于提供者中有12％的管理员，在信息寻求者中仅有2％。此外，“提问者能否得到需要的答案取决于提供者的信息资源以及联系的多样性”（Constant等，1997）。

康斯坦特等人得出结论，弱联系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为更多的人提供获得信息的途径，而是通过它们可以实现跨越时间、地点、组织中的等级和子单位整合来传递信息。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将答案公布可以增强信息提供者的亲社会行为。


 在线情感支持

一旦我们开始从技术性建议转移到情感支持，因特网上形成的弱联系或强联系的本质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在前面谈及的英国电信集团公司制作的同一个广告中，一位妇女带着小孩站在体育馆中央，问全场观众中是否有刚成为妈妈的妇女像她一样曾经感到过“压力太大”？她看到体育馆很多妇女都一起站立起来。

在线情感支持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已建立的在线社区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例如，莱因戈尔德（1993，2000）讨论了许多全球电子讨论链成员在得知威胁生命的疾病的诊断后，寻求并接受情感支持的场面。在一些案例中，在线支持也会引发现实生活中来自社会及其他方面的支持。然而虚拟社区中最被期待的结果之一可能还是，在必要时利用在线形成的联系获得情感和社会支持。而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在线社会支持会衍生出专属它自己的社区和环境，其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同情、建议和帮助，这些人除了有获得帮助的共同需要或提供帮助的意愿外，其余的方面可能完全不同。

在线社会支持：内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可以为寻求技术性问题答案的人们提供非常宝贵的“信息桥梁”。同样，致力于解决特定问题的在线群组或（其他）群组或许能为人们提供相似的资源。例如，莱因戈尔德介绍了全球电子讨论链上的一个养育论坛，家长们在其中交流有关其子女的故事和建议。在一项有关在线支持群组和当面支持群组的研究中，戴维森等人（2000）举了一个在线提供信息的例子：

他们说你母亲为类型II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小时是212且第二个小时为183。用餐两小时后是血糖含量最高的时候。她的水平在用餐两个小时后高于120，所以她有可能是类型II。又由于其血糖水平在3个小时之后降到了11，这可能意味着你的母亲和我一样存在偷懒的器官。

然而，在线社会支持能很好地提供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提供移情（Preece, 1999）。詹妮·普里斯指出：

在医疗支持群组里潜水几个月后，我明显发现相同的问题被不同的人问了一遍又一遍。有时问题的表达略有不同，或包括了额外的信息，但有时它们几乎是相同的。通常这些问题由群组中的新成员提出，答案则来自社区的老成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社区（成员）的宽容。有时有人会要求提问者参考上一次的交流内容，但没有任何答复包含尖酸的、伤害性的话语，甚至找不到让人感到受挫的答复。

普里斯指出，她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为何没有针对常见问题的解答，但是随后她认识到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人们并不只是寻求真实的信息，而是认为自己正在遭受某一问题困扰，并且正与相同遭遇者进行交流。普里斯认为，移情（Empathy）这种支持他人的能力，是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为了考察在线支持群组中移情的作用，普里斯对一个为遭受前十字韧带损伤（ACL）的运动员设立的社区进行了研究。她发现有44.8％的帖子是移情的，而17.4％的帖子是问题和解答。另有32％只是个人的叙述，而没有非移情或非同情性的帖子。她指出，移情对理解在线支持的作用很重要（在线社会支持的心理过程将在这章中的后面部分讨论）。

安德鲁·温泽尔伯格开展了有关在线社会支持的早期研究（Andrew Winzelberg, 1997）。温泽尔伯格分析了在3个多月内发布到因特网上饮食紊乱支持群组里的306条信息。他指出，大多数信息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外发布的，意味着当人们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获取帮助时，对它的利用会有所增加。

温泽尔伯格还用6种主要的范畴对信息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最常见的信息类型是个体表露（31％），其次是提供信息（23％）、提供情感帮助（16％）、寻求信息、支持或表露（分别为7％、5％、4％）。这与普里斯的发现完全一致，即电子化的社会支持是移情与信息交流的结合体。温泽尔伯格还指出，尽管有12％的信息被认为是“不准确的且超出医学和心理护理标准的”，但是提供的大多数信息在医学上还是准确和适当的。

盖尔格等人（1998）对在电子支持群组内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由于电子支持群组所具有的媒介特征（如匿名性），因此它面临着许多措辞上的挑战和机遇。对寻求帮助和支持而言，一个挑战就是让别人相信自己寻求帮助和支持是合理的。盖尔格等人指出，在面对面交流的群组里，加入聚会并遵守群组规范通常足以使一个人成为该群组理应支持的合法成员。他们认为，只在电子支持群组中“露面”并不足以体现责任感或建立身份的合法性。同样，盖尔格等人认为，当一个成员从一名合法支持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名信息和支持的提供者时，他就会为自己的贡献建立权威性。为了考察一个电子支持群组中的成员是如何尽力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盖尔格等人比较了3周内搜集到的3个用户网络支持群组和3个娱乐群组的消息。

虽然这种支持群组和业余爱好群组拥有许多措辞方面的共同特征（例如，与读者相比，只有少数积极的发帖者会使用表情符号、缩略词以及引用），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支持群组里的平均消息长度比业余爱好群组里的要长，这意味着成员更负有责任感。他们还指出，回答许多问题的线索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并且包含简短的个人描述。

发帖人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合法性。他们张贴符合群组要求的消息，然后用活泼的标题以便使自己能够“被听到”。盖尔格等人（1998）指出，通常发帖人会提到自己是电子群组的成员，或者在提问／为别人解答之前他们潜水了很久。在提问的时候，即使是经常发帖的人在80％的时间里也会提到他们在群组中的成员身份。发帖人通常通过介绍他们的诊断、处方或症状方面的信息来告知他们是某一特定问题群组（如抑郁症）里的成员。确立合法性的愿望在新用户身上表现得最强烈。盖尔格等人给出了下面的例子。一位新用户试图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他声明是电子群组和问题群组（关节炎）或AS里的成员，并且在最后详细地叙述了药物治疗的信息：

大家好，我在此群组里潜水几个月了。我被诊断患上了关节炎，而且从5月份开始吃消炎药。我想知道的是，除了溃疡之外，在其他人身上是否还出现了其他副作用。我每天服用罗丁（Lodine）1200毫克。我还想知道我的眼皮浮肿是否与服用该药物有关。另外，还有其他常见的副作用吗？（1998）

在盖尔格等人研究的支持群组里，有80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缺乏上面所列举的试图建立合法性的信息，而且通常只是简单的信息需求而非复杂的数据库查询。在业余爱好群组中，寻求合法性的迹象没有这样明显。

对于那些发布信息的人来说，试图传达权威性，或者至少是限制任何潜在的争议范围，似乎比确立合法性更加重要。盖尔格等人发现，回答问题的人采用一系列的技巧来限制对争议性建议反驳的可能性或是用来确立权威性。许多发帖人在他们的回复中加入了警告（例如，这是鄙人的小小意见或你的情况可能不同）。当发帖人的解答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时，通常使用这些警告。如果想让解答具备科学性或真正的权威性的话，发帖人通常会采用引文（如研究或专业组织）的形式或提及自己的背景。如果回复缺乏这些权威性的标志，而且不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话，其权威性可能被随后的留言所质疑。

盖尔格等人（1998）认为，在电子社会支持群组里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过程增强了群组成员的社区和群组身份。他们进一步指出，电子支持群组成员身份在让成员认识到他们“不是独自一人”方面似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短语“我不是独自一人”的文字搜索发现，它被支持群组里39个不同的作者所使用，相比之下，业余爱好群组中仅有3条：“我很感激这个群组……它对我意义重大，不过我往往无法表达……当情况变糟，我就会登录而且明白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来自alt. support. depression: Galegher等，1998）。

谁在寻求在线支持？

哪种类型的人可能会选择将因特网作为支持的来源，而不是选择面对面的群组或家庭成员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经验性研究相对较少。戴维森等人（2000）比较了在线支持群组和现实生活支持群组的流行程度。在他们研究的城市里，为酒精中毒服务的支持群组最为流行（由于它们过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某些分析中被排除），其次是针对艾滋病、癌症（乳腺癌的支持群组最多，肺癌的最少）和厌食症的支持群组。但没有为高血压和偏头痛设立的支持群组。因特网上的支持群组大部分遵循相同的模式，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因特网上酒精中毒的支持群组相对较少，而在对建立支持群组的需求调查中，居前3位的是多发性硬化症、慢性疲劳综合症和乳癌。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戴维森等人（2000）对支持群组和羞耻进行了分析。通常的观点是，如果某种疾病会给人带来羞耻或尴尬，那么往往会减少人们向他人寻求帮助的行为。为了考察这一点，研究者要求一些医学专业人士对一些诊断结果的“社会负担”进行评估（从疾病破坏形象、令人尴尬、引人注意、损坏名誉的程度等几个方面）。他们发现，对于面对面支持群组和在线社会支持群组这两者而言，群组的数目与疾病所产生的社会负担都存在正相关，尤其是与特定诊断或治疗相联系的尴尬存在正相关。

克里斯汀·米克尔森（1997）研究了在线支持群组和面对面支持群组中有学习缺陷孩子的家长的动机与已有的支持网络。两个群组在包括人口统计学在内的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任何结论均需持保留态度，姑妄听之，不可尽信）。针对自己孩子的诊断结果，与“非电子”的家长相比，使用因特网的家长报告说有更强烈的羞耻感、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及更低的期望从父母和一般朋友那里获得支持，这种普遍的模式在随后4个月的跟踪调查中仍然清晰可见。米克尔森指出，很难解释社会支持感缺乏与因特网支持群组的参与程度之间的联系，家长可能因为缺少“现实”的社会支持而转于求助因特网，或者因特网会导致家长失去“现实生活”的支持来源。

看来重要的是人们得到了帮助，无论来自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生活。支持群组的许多（不是所有的）好处可以在网上实现，并且有些好处甚至在网上还得到了增强。

在线社会支持的心理过程和好处

许多人常常由于一些原因而无法获得传统的帮助来源。朋友和家庭可能在远方，或者不能获得专业性的帮助。即使有人确实可以从当地获得社会支持，但是由于不愿意麻烦别人，或相信只有相同遭遇的人才能理解自己，或觉得自己的问题令人羞耻或极为罕见，这些原因都可能阻止人们寻求所需要的支持。自助书籍的增加（美国每年出版此类书籍超过2000种）表明，受各种心理和身体问题困扰的人们渴望得到支持。有些迹象表明，自助书籍有利于缓解许多问题（Marrs, 1995）。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线社会支持具有同样的好处，但是我们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它应该是有用的。

共处困境的好处

在一项未发表的在线社会支持研究中，卡明斯等人（1998）发现，在一项对支持群组发帖者的调查中，有53％的人报告说参加群组的好处之一是“感觉我并不是孤独一人”。处于困境的人们也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处于困境中，这有诸多心理原因，主要原因是社会比较，也就是将自己和他人做比较。总体而言，我们会把自己与比我们做得好的人比较（向上的社会比较）或与比我们做得差的人比较（向下的社会比较）。在自助情况下，这两种形式的比较起到了两种独立的作用：通过向下的社会比较，个体看到有人比自己更差（Gibbons, 1986; Wills, 1987），这有助于改善情绪、增强自尊，而通过向上的比较，个体能找到行动的指南（Wills, 1992; Wood, 1989）。在线支持群组很多，这就使处于困境的人们更容易发现那些处于更糟境况的人。

社会支持和信息桥梁

正如弱联系对寻求技术性建议很有用一样，在线社会支持网络也同样为其他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专业知识提供“信息桥梁”。弱联系特别有助于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养育论坛上询问有关夜间失眠的问题，所得到的建议种类可能比“现实生活”支持网络提供的建议种类更加多样。

当然，在社会支持的背景下，旨在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信息也始终包含社会性的成分。

表露的身心益处

虽然因特网上的许多社会支持均以大量电子化集合的形式出现在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上，但是也有许多社会支持的实例出现在其他领域。例如，使用网络博客的人们和社区成员并不都以社会支持作为存在的理由。

例如，斯通和彭尼贝克（2002）考察了在黛安娜王妃死后紧接着在美国在线聊天室里的交谈情况。他们发现，在第一个星期内讨论黛安娜死亡这一话题的人很多（有时，占所有谈话主题的48.5％），但是一个星期后，该话题占所有话题的比重低于6％。4个星期后，几乎没有人讨论黛安娜了。斯通和彭尼贝克将这种模式解释为对集体处理模型从紧急阶段（所有人在不断地讨论）转移到抑制阶段（人们仍在思考该主题，但讨论受到抑制）的支持。

向外界表露情感和精神创伤对表露者的心理健康有明显的影响。彭尼贝克等人（1988）发现，与无精神创伤的群组相比，分配到精神创伤描述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要写下4天来有关创伤和令人苦恼的经历）的参加者，表现出免疫系统的改善。这种形式的表露还与医疗中心访客量的减少和情绪状态的改善相关（Smyth, 1998）。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自我表露中获得同样的好处，而且自我表露对某些创伤的改善作用比对其他的更好，但是总体的改善效果还是很好的（Pennebaker等，2001）。使用因特网谈论自己问题（或写网络日志）的人很可能会获得意外的、积极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益处。

匿名性

匿名戒酒（Alcoholics Anonymous, AA）协会之所以没有叫做具名戒酒（Alcoholics Identifiable, AI）协会，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匿名戒酒协会理所当然地假设，匿名参与有很多好处。在线支持群组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如戴维森等人（2000）发现的，寻求在线支持与诊断结果的社会负担有关。因此社会支持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的功能。

阿兹·巴拉克（2001）认为，在专业场合下，在线交流的匿名性和去抑制效应可被用来增进在线讨论。巴拉克制作了SAHAR，一个用于“网上支持和倾听”的希伯来语网站。SAHAR提供了各种支持环境，包括和“提供帮助者”一对一的交谈、电子公告栏以及电子邮件支持。他们还提供“营救”服务。巴拉克（2001）估计，在“营救”服务开展的第一年内，20多人在企图自杀后获得了救助。巴拉克进一步指出，SAHAR所采用的匿名方式被青少年、害羞和社会焦虑的人以及在公众中拥有高知名度的人广泛使用。

可及性

在线支持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全天24小时的有效性。例如，虽然SAHAR（Barak, 2001）每天仅提供几个小时的一对一的交谈环境，但还提供了实际上全天24小时都可以获得的紧急服务。温泽尔伯格（1997）指出，社会支持站点上的许多帖子张贴在上班时间之外（如深夜或凌晨），在这些时间段人们可能得不到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支持来源。


 因特网和生活质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对自己、对社会互动以及对那些得病寻求社会支持的人们都是有益的。这是否真正意味着因特网用户的总体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改善呢？生活质量很难量化，但是大概来说，它可以被视为个人从其社会环境中获得的好处。因特网的使用可以用多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来改进生活质量。例如，虽然在前一章中（Nie和Erbring, 2000）讨论过的斯坦福研究表明因特网的使用导致了社会联系的减少，但同时也表明因特网的使用减少了因上下班交通拥堵所耗费的时间。在每周上网超过5个小时的因特网用户中，有25％的人报告说花在到商店购物的时间更少了（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数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用户比非因特网用户更可能与家人和朋友保持社会联系（Howard等，2001）。霍华德等人还指出，与一般用户相比，每日上网或有经验的因特网用户更可能报告说因特网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主要表现在改进了他们了解业余爱好、学习新事物、个人理财、获得卫生保健知识和购物的方式。霍华德等人总结道：

许多美国人声称从因特网联系中获得了很多实质性的好处。1/2以上的用户认为因特网加强了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3/4的人认为因特网增强了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1/2的人认为因特网改进了他们追求业余爱好的方式；37％的人认为，因特网改进了他们的工作方式；35％的人认为因特网改进了他们获得卫生保健知识的途径；34％的人认为因特网提高了他们的购物能力；26％的人认为因特网改进了他们个人理财的方式。（2001）

在男性与女性对因特网使用的比较中，另一项皮尤网络报告（2000a）指出，2400万美国人利用因特网去查找他们已失去联系的朋友和亲人。1600万美国人认为，自从他们开始使用电子邮件之后，他们更加了解他们的家人，有5400万家庭使用因特网来研究家族史或家谱。对于网上的妇女来说尤其吸引她们的是使用电子邮件来增进社会联系：60％的女性用户认为，电子邮件改善了她们与家庭的关系（男性用户为51％）；71％认为电子邮件增进了她们与朋友的联系（男性用户为61％）。女性还更倾向于将因特网作为寻求支持的渠道；有50％的女性使用电子邮件向亲戚倾诉她们的伤心事或她们关注的事情，男性则为34％。半数以上（54％）的电子邮件用户有专门为家人和朋友设立的邮件清单。通过使用电子邮件，有51％的用户拉近了与朋友的距离，有40％的用户拉近了与其家人的距离。

雷尼和科胡特（2000）认为电子邮件是“隔离消除剂”。他们认为“电子邮件的使用似乎加深了社会联系”，而且越是有经验的用户，越有可能报告说电子邮件改进了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社会联系的增加似乎不会损害“现实生活”的联系。因特网用户（无论新手还是老手）比非因特网用户更有可能在前一天电话联系或拜访某人（见表6.1）。


表6.1　因特网用户和非因特网用户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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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2000年3月民意测验；雷尼和科胡特（2000）。

 

一项来自对因特网上美国青少年的皮尤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Lenhart等，2001）。伦哈特等人（2001）指出，几乎一半（48％）的青少年因特网用户报告说，因特网改善了他们与朋友的关系。这种情况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大约60％的熟练用户报告说因特网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他们的友谊。

因特网加强了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已有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联系，而且它并不会阻碍人们形成新的社会联系。伦哈特等人（2001）发现，37％的年纪较小的青少年声称因特网帮助他们结交新朋友（相比之下，有29％的年纪稍大的青少年这样认为）。

因特网与积极结果相联系这一结论得到了家庭网络追踪研究的支持（Kraut等，2002）。这方面的工作在第四章已有详细的讨论。在此简要重述一下，在对家庭网络最初参加者的追踪调查中（Kraut等，2002，研究1）及对新电脑和电视购买者（Kraut等，2002，研究2）的比较中发现，因特网使用的增加与积极的结果（如孤独感的降低）和更多的社会参与相联系。

夏洛特的因特网：一个女人的故事

因特网能提高生活质量并增进社会互动，这一点在对一个针对“夏洛特（Charlotte）”的用户的深度案例研究中得到了明显体现（Biggs, 2000）。夏洛特（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她的丈夫发现她一直与一个未婚男性交往，便把她赶出了家门。不久以后他们就离婚了。

夏洛特使用因特网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保持了在线活动的详细记录。比格斯使用网络寻呼机（ICQ）软件对夏洛特进行了两次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一次电子邮件采访。比格斯从他的采访中提炼出了两个关键的主题：她与自己的关系；她与他人的关系。

与自己的关系

比格斯认为，使用因特网使夏洛特更加善于思考，并使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和自主感。她说自己并没有虚伪地表现和“说服自己相信那是件好事”（例如，使她自己确信一切都是美好的），取而代之的是她开始变得更加坚毅和自信。她没有尝试不同的在线身份，而是“100％的做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她则不是这样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Biggs, 2000）：“它（因特网）是让我成为我自己的催化剂。我常认为它救了我的命。它确实将我从生活的虚幻中拯救出来，使我成为真实的自己。”

与他人的关系

夏洛特与他人的在线关系在她发展身份的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她意识到，在现实中她之所以缺乏与男性的联系，部分原因是来自她接受的教育和她的“胖女”身份。比格斯认为，当与其他人互动时，因特网为她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使她成为真正的自己。在线时她以不同视角看待自我的能力与她以新的方式接触一系列不同的人的机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有些人喜欢她的在线人格或是被她的在线人格吸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她获得的反馈积极地促进了身份的发展。

夏洛特与在线男性建立了许多浪漫关系，其中有些还发展到打电话和面对面约会。与她通过其他媒介约会的经历不同，她“从未感觉到任何当面见到的人在因特网上掩饰过他自己”（Biggs, 2000）。

比格斯认为，夏洛特描述的过程与在心理治疗中力求达到的目标有许多相似。她使用因特网向其他人，甚至是她之前并不熟识的人展示了她自己的各个方面。而且比格斯认为，通过文字表达她自己的任务也许能使她的理解和体验客观化，这与治疗师试图让其病人参与直接任务的方式相似。例如，有证据表明记日志会促进个人的成长体验（McLennan等，1998；Stone, 1998）。

夏洛特的因特网体验不仅可以作为自我理解的一项练习，帮她从一段痛苦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她将在线体验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使她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声音”（Biggs, 2000）。


 动机性因特网浏览的积极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线社会支持和亲密动情的交流能给个人带来很多益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在万维网上的信息搜索。虽然大多数与健康有关的万维网研究完全集中在所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上，但还是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用户的行为，包括他们搜索的健康信息的类型以及他们的动机。

福克斯和雷尼（2000）报告了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所作的进一步调查，该调查涉及因特网用户对网上健康—护理信息的体验。他们报告说，在所有的网站总部在美国的因特网用户中，55％的用户通过访问因特网来获得健康信息。与男性群组（46％的男性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相比，这种搜索健康信息的行为在女性群组（63％的女性通过访问因特网获得健康和医疗信息）中更为常见。该调查中的参加者在网上获得的信息似乎对他们也是很有用的：在所有那些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参加者中，有41％的人认为在线信息影响了他们随后的决定，例如，是否去看医生或采取何种治疗方法。有48％的人报告说在因特网上找到的健康信息（建议）让他们采取更好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健康。

福克斯和雷尼（2000）报告说，在线健康信息的吸引力主要在于方便、匿名以及可充足利用。就总体而言，有91％的“健康搜索者”在线寻找有关身体疾病的信息，26％的人找到了有关心理疾病的信息。总的来说，有16％的人报告说，他们在线“获得了有关敏感性话题的信息”。40岁以下人群中的报告率更高——有23％找到了敏感性的信息。对有些人而言，为他人搜索健康信息通常发生在此人看过医生之后（如诊断后）。然而，当一个人为自己搜索健康信息时，对因特网的访问大体可以平分为看医生前、看医生后，以及与看医生的行为无关三部分。

乔伊森和班亚德（2002）对一癌症网站的研究反映了这种健康信息的搜索模式。在该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对该癌症网站的访问率（“点击率”），同时将它们与癌症热线电话服务中主要咨询的问题以及在英国人口中疾病流行程度的统计学数据做了比较。我们发现与电话咨询率相比，网站上的点击量似乎更能反映人群中某种疾病的流行程度，除了一些潜在的令人尴尬或感到羞耻的癌症（睾丸癌和肺癌）外，与电话咨询量相比，它们在网上的点击率可以说达到了盛行的程度（见表6.2）。


表6.2　万维网和热线电话服务中不同癌症部位的“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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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乔伊森和班亚德（2002）。

 

乔伊森和班亚德得出结论，因特网上许多健康信息的搜索似乎都是在诊断之后进行的，尽管过多的睾丸癌信息搜索意味着，有的人可能对这类癌症很好奇或者对预防措施／自我检查很感兴趣。

因特网上的爱好者群组：“安全”环境的证据

万维网为搜寻具有潜在威胁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在线体育爱好者行为研究的一些实证性支持。如果一个人是某个运动队的爱好者，那么他（她）的自尊和乐观程度就会受到该运动队成败的影响（Hirt等，1992）。当运动队胜利时，爱好者们往往会显示他们对运动队的忠诚（称作“沉浸荣耀”），然而，当运动队失败了，他们则趋向于表现出疏远行为（称作“阻断失败”）。虽然这通常被作为印象管理的技巧，但是有些证据表明，在支持者的内心确实出现了沉浸荣耀和阻断失败。

因此，通过研究爱好者群组，可以考察因特网对自我提高信息的搜索（如某队赢了之后）和自我保护行为（某队输了之后）有何影响。在对因特网行为的一项早期研究中，我（Joinson，2000a）计算了1994—1995年赛季期间，赛前和赛后足球网站的点击率。可以预见，球队胜利后，万维网将为爱好者的沉浸荣耀提供机会，而由于万维网上相对的人际安全性，爱好者的阻断失败则会减少。结果如图6.1所示，比赛结果与上网时间（赛前和赛后）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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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足球迷和计算机中介的沉浸荣耀


来源：乔伊森（2000a）

恩德（2001）大体上重复验证了上述效应。恩德研究了体育爱好者的网页和他们张贴在公告栏上的帖子。他发现，虽然爱好者们似乎通过从自己的网页链接到胜利一方的网页来实现沉浸荣耀，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爱好者链接了失败的球队，表明了阻断失败并没有出现。公告栏上的帖子也有相似的情况：虽然总的来看，在公告栏上为胜利队发出的帖子数要多于为失败队发出的帖子数，但是发帖者更愿意声明自己是失败队而非胜利队的支持者。

总的来看，恩德（2001）和乔伊森（2000a）的研究表明，尽管万维网上的浏览行为一直由与自我相关的目标所驱使，但浏览行为也降低了失败后自我表达的需求。虽然疾病的社会心理含义显然与球迷搜索其球队相关信息有很大区别，但是对运动爱好者的研究确实表明，人们在因特网上搜索信息或愿意将他们自己与一些可能对自尊产生威胁的实体建立联系。虽然对这种效应有很多解释（如匿名、社会支持、发帖子以“炸掉”对手以及减少发帖者沉浸荣耀的机会），但它仍是一种奇特的效应，值得进一步探究。


 积极的因特网使用及其意义

纵观全章，对因特网积极作用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从因特网使用本身或通过参与社会互动／信息搜寻来获得的积极结果。然而，完全有理由相信日常的因特网使用的好处能够推广到更有组织性的干预中，例如，如心理治疗或组织内部有益的因特网使用。

尽管这些情况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但是在此有必要概述一些关键的问题。从临床治疗的角度看，因特网似乎为临床干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人们似乎更愿意在网上敞开心扉，而且使用因特网能增强个体性自我意识，这些都表明对任何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工作者而言，在线治疗将是已有治疗途径的有益补充。而且，在线咨询或治疗行为本身以及通过书写表达个人感受的需要，也许对于用户来说本身就具有治疗的效果（Pennebaker等，1988）。尽管目前缺乏对在线治疗效果的评估（虽然这种情形已经开始改变），但是一些早期的数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在线干预即使不能比面对面干预更有效，也可以和面对面的干预一样有效。而且，由于个体性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整有关，它也和更强的行为控制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有关。因此，如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潜在的不健康行为或有害行为，那么因特网干预或许比传统的干预途径更有效。

组织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模式。例如，团队会议或自由讨论往往会减少观点产生的数量（有时是质量）（Furnham，2000）。然而，在线会议减少了社会懈怠并可能会促进自由讨论，且同时减轻了对责任的关注（Furnham，2000），因此可能会促进自由讨论。关键问题仍然是，通过理解因特网行为的内驱过程和适当地设计工具与情境，就能激发积极的行为。同样，不良的设计可能会导致前几章中所讨论过的一些消极的后果。而且，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与因特网使用的消极后果相关的许多心理过程也是确保积极结果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因特网使用分为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是无意义的，尽管它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旨在减少因特网使用的“消极”面的许多措施也会对“积极”面造成损害。例如，对员工电脑使用监控软件必然会降低对色情材料的访问，但它同样也会增加员工对组织内所有因特网行为的责任和隐私的担忧。如果这种担忧阻碍了在线办公团队内部的社会信息的交流，那么团队将很可能无法获得在线办公所需的相关交流技能（Warkentin和Beranek，1999）。萨蒙（2000）认为在教育背景下，社会互动是学习—提高互动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消除了看似无用的社会互动，那么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使群组作业更加富有成效。


第七章

用于理解因特网行为的框架

像心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网络心理学在学术上吸纳了许多学科的观点。那些在广义上被称为“网络心理学”的著作吸收了包括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商业学和传媒／媒介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与概念。例如，最近编辑的两本有关心理学和因特网的书涵盖了来自许多大学院系作者的稿件，包括了社会学、传媒学、管理与政策、信息科学、教育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人机交互、临床和社会心理学、专业写作和卫生保健等方面。正是因为网络心理学这个新兴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它才成为一个如此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由于网络心理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所以要建立一个框架来整合网络心理学所依赖的各门学科就成了一项独特的挑战。首先，我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课题，以形成一个用于理解网络心理学的框架。


 用户方面

因特网的策略性使用

大多数有关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报告较少提及因特网的策略性使用。用户策略通常被应用于他们对媒介的选择，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想陷入长时间交谈的困境中，他可能选择使用电子邮件或短信。在2001年间，英国主要的移动电话供应商之一沃达丰制作了一系列的广告，高度赞扬短信在保持“简短而亲切”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性。从效力上来看，它们正吸引着策略型的用户。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因特网的策略性使用并不仅限于对媒介的选择。因特网用户还出于某种动机使用所选择的媒介。也就是说，除了媒介选择的策略性方面，用户的动机以及他们较稳定的特征（如个性和性别）在某种程度上既影响媒介选择又影响媒介的使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媒介的策略性使用，尤其是奥沙利文（2000）的著作。重述一下，奥沙利文认为人们自我展现和印象管理的需要影响着对媒介的选择，因此人们会采取具有策略性的行为，如用来降低可能发生的拒绝所带来的影响。奥沙利文要求参加者想象在什么样的人际情形下他们的自我形象会受到威胁（例如，承认一些“令你的同伴反感”的事情）或者得到提升（例如，展现一些“会美化同伴对你的看法”的事情），以及他们喜欢用什么样的传播媒介进行这种互动（电话、自动答录机、信件、电子邮件或面谈）。奥沙利文还对媒介是否涉及自己（如上）或其同伴进行了实验操纵。正如预期的一样，如果消息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而且互动涉及的是自己而非另一个人时，人们明显倾向于使用媒介交流。在“公开承认”的条件下，人们对媒介交流的偏爱程度显著高于所有其他条件。

奥沙利文的研究阐述了媒介策略性使用的一个方面，即当揭露自我的消极方面时，人们往往更喜欢采用媒介交流的方式。他认为媒介交流允许对自我展现进行更强的控制，因此在这些情形下颇受青睐。

第一章讨论了电话在美国的使用情况。费希尔（1992）报告有许多早期的电话用户回忆说，电话在求爱过程之外很少被使用。短信使用似乎具有相似的情况。卡尔温和福克纳（2001）报告了一份对565名学生使用短信情况的调查。他们发现，与那些更喜欢使用电话的人相比（有55.4％的女性、74％的男性；没有收集到喜欢面对面交流的数据），有相当比例的人（35.6％的女性，17.3％的男性）选择用短信与他人约会。这似乎表明，用户也许在策略性地选择媒介——在自我展现和可能的性别角色关注都极为重要的情况下，选择支持压缩带宽（以及线索，而且还能增加印象管理能力）的媒介。对电话使用的管理也同样反映了媒介使用的策略性。布朗和佩里（2000）首先注意到，大多数电话没有挂断的开关（虽然移动电话对此已有所改变）。他们进一步指出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规则，也就是说“如果电话响了，就要接听”。但是，我们常常并不想接听电话，所以有了其他适当的技术（如来电显示、语音信箱和自动答录机）使我们可以不用机械地接听电话。他们的观点很好，即认为电话的设计依据一条规则（“如果电话响了，就要接听”）来考虑行为，意味着其他的“异常”行为（“如果电话响了，就要屏蔽”）必须被阻止（尽管已经开发了其他技术来支持用户的这种选择）。同样随着用户的调整适应，电话会成为一种异步的装置（与各自的自动答录机说话）。布朗和佩里得出结论，通信技术的设计必须认识到这些暗含的规则，并能让用户自由地打破它们。铃声、无应答电话的例子也说明了，当维持媒介互动时，作为社会交际者们是如何采取策略性的行为的。来电屏蔽和语音信箱的兴起也表明，有时我们可能更喜欢异步的互动，而不是“更丰富的”实时通话。

在媒介的策略性选择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只是印象管理。一个人对媒介的选择并不只是传递一条消息，对媒介的选择本身也是消息的一部分（McLuhan，1964）。与媒介有关的象征性含义意味着用户完全能通过他们对媒介的选择来表明意图。所以，对因特网的策略性用户而言，如果想传递人际间的信任，他们可能会转而使用电话而不是坚持只用电子邮件交流。这与其说是因为媒介能传递信任，倒不如说是因为对媒介的选择传递的用户意图。

尽管奥沙利文有关媒介策略性使用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目标，但是对于全面理解因特网互动和行为来说，他的关注点似乎有些过于狭窄。我认为尽管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是许多互动中的关键性因素，但它仅是媒介策略性使用中的一个要素。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只是对内部观众（internal audience）进行表演，但这仍然有自我展现的必要。此外，策略意味着对互动结果的某种程度的期待。尽管我们选择一种媒介是因为我们期待来自互动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期待来自媒介使用的结果。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用户可以策略性地对媒介进行选择，或者确切地说，他们可以策略性选择特定的网站。因特网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目标驱使的，这就使重点从媒介的影响转向了用户。

用户特征和因特网使用

目前很少有实验研究考察用户的特征和因特网的使用，一个例外就是男性和女性对因特网使用差异的研究。例如，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2000a）报告说，女性对因特网的使用和男性有显著差别，尤其是对电子邮件的使用。例如，与男性（51％）相比，有更多的女性（61％）感到电子邮件有助于与家庭（60％）和朋友（71％）进行交流。女性显然比男性更期待收到电子邮件（女性78％，男性62％），而且与男性（43％）相比，有更多的女性（65％）使用电子邮件与远方的家人（53％）和朋友（73％）联系。

在因特网为基础的其他活动中，男性和女性也存在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线寻找有关健康或医学的信息（女性61％，男性47％），更可能寻找工作信息（女性47％，男性35％）、在线玩游戏（女性37％，男性32％）以及搜索有关宗教或教会的信息（女性23％，男性19％）。

另一方面，和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访问新闻网站（男性66％，女性53％），获取金融信息（男性52％，女性35％）和交易股票（男性16％，女性9％），查询产品信息（男性80％，女性67％），参与在线拍卖（男性19％，女性11％）以及寻求有关爱好或兴趣的信息（男性80％，女性71％）。

然而，在某些活动上，像发送即时信息、使用聊天室以及浏览娱乐性的网页，男性和女性不存在差别。

来自家庭网络项目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在因特网的使用上存在性别差异（Boneva等，2001）。博内瓦等人也发现女性将维持传统关系的责任感延伸到了电子邮件的使用上。女性每天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同家人和朋友交谈，同时使用电子邮件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男性（尽管这些数据是基于自我报告的）。在因特网的社会性使用方面，特别是能够“同家人及朋友保持联系”以及“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对象”的软件使用方面，女性在有用性和有趣性上的评价显著高于男性。

博内瓦等人（2001）总结说，在电子邮件使用上存在性别差异是由于女性和男性展现关系的方式不同。对于男性来说，许多关系是通过共同的活动来维持的（如参加体育活动），所以不适合用电子邮件来取代。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关系是通过个人的和情感的亲密度以及交流来维持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博内瓦等人发现电子邮件在与本地朋友进行交流的使用上没有差异：男性正在用它作为一种协调行动的方法（即用来安排见面）。正是使用电子邮件与远方朋友进行交谈导致了性别差异的出现：因为对于男性来说，一段有益的关系实在是无法跨越长距离的，所以电子邮件被认为是多余的。相反对于女性来说，距离对使用富有表现力的方法维持关系不会产生任何的障碍。博内瓦等人还指出，相对于男性偏爱以更从容的速度进行交流，女性往往更喜欢激烈交流的“冲刺”。他们假定，出于这个原因，女性也许比男性更容易被即时信息所吸引。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特网用户至少有一个特征，即性别（及其相关的角色），将会影响因特网使用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影响从使用中获得的满足感。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因特网的使用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强化。女性更多地报告说使用因特网处理人际关系，而且报告说她们从那些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性别还与因特网上的交流内容和交流风格有关（Herring，1993；Savicki等，1999）。此外用户的这种特征可能会反作用到他们的因特网体验中，并不断影响到他们使用因特网的动机和经历上。

尽管存在大量推测，但是用户的人格以及它对用户所选择参与的因特网活动类型的预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汉堡和本·阿茨（2000）根据人们在艾森克人格量表上的得分，对他们的因特网活动进行了分析。他们区分出了三种主要的因特网活动或服务类型：“社交”（如聊天、讨论组、人员及其地址的搜索）；“信息”（如与工作或研究相关的信息搜索）；以及“休闲”（如色情网站和自由网络冲浪）。在研究中，汉堡和本·阿茨让72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他们在每项因特网活动上的活动水平进行打分（使用十点制量表），并让他们完成艾森克人格量表。结果发现，在外向性
 上的得分与男性对休闲服务的使用成正相关，而与女性对社交服务的使用成负相关。神经质
 上的得分与女性对社交服务的使用成正相关，而与男性对信息服务的使用成负相关。

因此，外向的男性为了娱乐和性刺激，被网络冲浪所吸引（这重复了其他有关外倾性格和寻求性感觉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样，在群组中外向性格也和放纵交流相关（Smolensky等，1990）。同时，汉堡和本·阿茨（2000）的研究表明，内向的和高度神经质的女性被聊天工具、讨论组和寻人（people-seeking）的用途所吸引。汉堡和本·阿茨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自我意识比男性更强，这样一来女性更容易感应到心理压力的征兆。同样，她们更可能去寻求在线支持。可以肯定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去寻求支持，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男性对在线社会支持的使用和女性一样广泛（Mickelson，1997）。斯威克特等人（2002）发现在神经质和因特网使用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因为神经质的测量分数与“技术性”的因特网使用（包括聊天室、电子公告牌、网页设计和多用户网络环境）以及“信息交流”（电子邮件和网站使用）成负相关。

第二种与因特网使用的特定模式相关的个性特征是害羞和社会焦虑。由于害羞和社会焦虑源于人们对自我展现失败的预期，所以因特网似乎为社会焦虑的个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更加谨慎地控制他们的自我展现。还可预见的是，使用像电子邮件这样的异步媒介比使用像聊天或因特网在线聊天系统这样的同步媒介更容易对自我展现进行谨慎地控制。

有证据表明，相对于不害羞的人来说，害羞的人确实感到因特网特别有助于他们进行社会接触。例如，沙洛特和克赖斯特（1995）对使用一种称作“媒人”的早期电子约会系统的用户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使用这种系统的害羞和不害羞用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不害羞的用户而言，害羞的用户更可能说，他们使用这个系统旨在“探索他们性格中新的方面”以及“在一个匿名的安全的环境中探索新奇的事物”。沙洛特和克赖斯特还发现，对外貌的自我评价和通过“媒人”系统建立浪漫关系的可能性之间没有联系。相反，他们指出使用视频约会系统的用户将外貌作为选择可能伴侣的第一标准（Woll和Cozby，1987）。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像‘媒人’这样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能有效地帮助一些个体相遇并建立关系，特别是帮助那些由于性别角色、害羞或外貌欠佳而难以这么做的人”。

再有，用户特征似乎与因特网的使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克劳特等人（2002）发现，外向的人似乎能比内向的人从因特网的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一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假设）。谢泼德和埃德尔曼（2001）在他们对社交恐惧症和因特网使用的综合述评中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提出，社交恐惧症者可能会被因特网所吸引，因为它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安全、放松的环境，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可能过度使用因特网并与社会更加隔离，进而在现实的社交互动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

动机和因特网使用

有大量的动机被认为对行为起决定作用，而且数目还在增加。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对所有可能影响因特网用户行为的动机都进行讨论，在此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讨论。

自我提高、自我保护和自尊

自我提高是指人们渴望获得积极的自尊感，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展示和看待自己。例如，麦克杜格尔（1933）将这种自我尊重的需要称作“主要动机（master motive）”。奥尔波特（1937）认为自我提高是个体存在的中心目标。卡普兰（1975）认为自尊动机具有“普遍的且独具特色的”优势。有观点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自我保护和自我提高——来增强和维持自我价值感（Baumeister等，1989）。进行自我保护的人“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优点而是设法减少他们的弱点”（Schlenker等，1990）。同时，自我提高指的人“懂得将注意吸引到他们的技术和才能上的途径”（Wood等，1994）。大胆的、自我提高的个体所具有的这种观点与较高的自尊密切相关（Baumeister等，1989），而那些更谨慎的、自我保护的个体则与较低的自尊相关（Arkin，1981；Baumeister等，1989）。

积极关注自我的需求与许多社会知觉的偏见有关，同时也被认为是社会身份理论中理解群组行为的关键因素（Hogg和Abrams，1993）。

对于因特网用户而言，自我提高的动机显然与选择因特网服务和使用该服务的行为（例如，在具有社会性支持的电子公告栏中暗暗地进行向下的关系比较）有关。社交焦虑、害羞的人以及那些低自尊者对因特网的使用，是与他们的自我保护动机有联系的。乔伊森（2002）初步调查的数据支持了这种观点。当很可能得到负面反馈或必须暴露有关个人私生活隐私细节时，低自尊的因特网用户更可能选择使用电子邮件而不是见面。

自我评价和降低不确定性

特罗普（1979）认为，如果关于自我的信息具有诊断性，即在特定范围内降低了自我信息的不确定性或者增强了正确的自我评价，那么人们就会搜寻该信息。霍格和穆林（Mullin）（1999）将这种动机扩展到社会身份理论中，认为群组行为的一种强大动机就是减少关于自我信息的不确定性。

有时，自我评价的动机和自我提高的动机很可能正好处于对立的状态。例如，个体期望减少对自我的潜在威胁（如疾病）的不确定性，如果潜在威胁得到了证实，那么这也可能降低自尊。在某种程度上，因特网也许可以稍微缓解这种两难的局面，在许多情况下，它为人们寻求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信息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归属

人有寻求与他人结伴的内驱力——某种被称作归属需要的东西。归属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好处，其中包括，享受他人提供的精神鼓舞，获得他人赞扬带来的自尊感，拥有社会比较、了解自我，他人同情的资源（Hogg和Abrams，1993）。由此推测，寻求归属的亚动机也将决定因特网用户的行为——他们选择加入何种群组以及他们愿意对群组作出何种程度的承诺。

意义

对意义的探究以多种形式暗含在人类的动机中，包括了自我实现和存在焦虑。必然性和意义二者的丧失与后现代的环境有关（Gergen，1992）。实际上，鲍迈斯特（1991）认为对意义和价值的探究将我们引向了现代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状态。对自我理解的需求从没有如此普遍——不管它是以购买自助书籍还是以新时代崇拜关系的形式存在。虽然大众媒体详尽报道过因特网在各个宗教派别招募成员方面所起的作用（查看“天堂之门”网站的搜索），但人们利用因特网来寻求意义和自我理解这一现象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尽管有案例研究表明，人们寻求意义和自我理解可能是他们使用因特网的一个动机（如Biggs，2000；Turkle，1995）。

效能感

这里讨论的最后一个动机是控制感（或效能感；如Bandura，1977）。自我效能感往往能提高自尊（Gecas和Schwalbe，1983）。许多理论家认为参与多用户网络游戏可以给人们带来了独有的控制感（如Curtis，1997；Turkle，1995），这种控制感或许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尽管在线可获得的控制感在网络成瘾中有所体现，但它还是推动了正常的因特网使用，尤其是在通道的选择方面。

小结：用户的作用

因此，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用户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他们对媒介的选择、他们使用媒介的目的以及他们从媒介中获得的满足感。媒介使用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策略性：对自己外表缺乏自信的人由于认识到了他们自身的不足，可能会选择一种基于文本的约会服务或者聊天，而不是选择照片或视频服务。然而，策略性的使用远不止这些。通常，某人可能有和家人或朋友保持联系的动机，但却不想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她）可能会使用电子邮件而不是打电话。此外，正如奥沙利文所指出的，和与媒介相关的象征性含义一样，人们对互动和可能的反馈所抱的期望也影响着他们的媒介选择。

最后，个体与自我相关的动机将决定互动的形式和内容。正如不同的社会比较目标似乎被用来实现与自我相关的不同目标，所以有理由认为这些目标将迁移到网络空间。


 媒介效应

过去，心理学由于注重实验室研究往往忽视了人们所处的实际物理环境，而实验室在定义上是“非环境”的。布伦斯维克（1956）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他认为“从历史和系统的观点来看，心理学忘记了它是一门考察生物体—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并且已经变成了一门生物体科学”。然而，物理环境对行为的作用已经在环境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如Bell等，1996）。1943年，温思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一次国会发言中概括了环境心理学的重要前提假设，他认为“我们将高楼赋以形状，反过来，高楼也塑造着我们的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技术使用的增加越来越要求心理学认识到其在塑造和调节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基普尼斯（1997）提出了一个极端看法，他指出由于构建心理状态有难度，所以依赖于心理状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挑战和取代”。基普尼斯认为，技术勾画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新奇的选择和经历，尽管它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在其他领域中的选择。为了对技术进行研究，他将技术分为如下三类：


	手工技术　手工技术仍然需要人的技能和努力才能获得成果。例如，使用一台35毫米的照相机或者对原材料加以烹饪。技术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使用他们特有的技能。

	机械化技术　基普尼斯认为，在这种技术水平上技能被转移到了机器上而不是人身上。例如，“瞄准和点击”式的照相机与用微波炉做成的晚餐。终端用户不需要太多技能就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自动化技术　在这种技术水平上，机器（如机器人或电脑）实际上承担了行为的责任。基普尼斯认为电视和使用计算机软件包的计算统计学体现了这种技术水平（至少对于用户来说，编程过程仍然需要相当多的人类技能）。



基普尼斯认为，不同水平的技术使用影响着成功的结果是如何被归因于人或技术／工具（例如，你是自己亲自做饭还是只需要把食物放进微波炉中？），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从一个成功结果中获得的满足感的程度和类型。例如，某个人亲自烹饪出来的美食可能被归因于他（她）的厨艺，而他（她）可能对自己的厨艺感到非常满意。一顿微波炉美餐可能被归因于技术（如烹调这顿饭的微波炉的组织结构），而且任何的满足感都可能来自节省下来的时间，而不是一个人熟练地刺穿包装纸和使用微波炉的技能。

基普尼斯的观点表明了技术在决定心理结果方面的重要性。重新回到因特网的使用上，也许我们还可以认为，所选的工具对行为和用户存在许多不同的影响。一种分类方法就是将这些效应分为使用工具的特定效应以及工具和因特网本身普遍的／象征性的效应。进一步的分类是将这些效应分为用户预期和期望的效应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效应。

因特网使用的特定效应和普遍效应

根据因特网使用对用户的影响方式可将影响分成两类：一类是特定效应，另一类是普遍效应（即因特网使用本身的效应或基于文化的效应）。例如，一种工具的特性可能包括：


	它所提供的匿名的水平和类型。

	互动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互动是基于文本的、声音的还是视频的？

	软件是否提供自动引用和表情符号？



正如本书一直所主张的，所用工具的上述特性既对用户的心理状态（如自我意识或社会身份的突显性）产生影响，也对他们的行为（如他们所做的选择以及在某种程度他们表现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因特网的使用还会给用户带来更具有普遍性的影响。一种普遍影响可能是由于长期使用许多因特网的服务所造成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特网使用的体验或数量的增加与积极的（如与远方家人的交流）和消极的（如有损用户的心理健康）结果都有关。长期使用还导致了因特网服务的不同用途以及不同水平的语言适应（Hering，1999；Utz，2000）。

因特网的普遍效应也可以被看作是根植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不同的媒介传载着不同的象征性意义（Sitkin等，1992）。例如，某些媒介被看作更为亲切或讨人喜欢，并因此更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互动。因此，用明信片来通知葬礼被看作是不适宜的。然而，这些象征性意义当然也处于连续的变化和变迁中——当前手写信被当作很好的工具来传达努力和关心就是一个证明。尽管如此，但是在文字出现前的时代书信被认为远不如信使值得信赖。

因特网使用的预期效应和意外效应

第二种分类是，这些特定的和普遍的效应是用户所期望的（预测的）还是在用户和工具／他人的交互中意外出现的。

在许多情况下，因特网使用的结果很可能在用户的意料之中，而且因特网使用的结果确实已成为用户进行媒介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例如，有许多害羞或社交焦虑的人使用因特网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或避免他们在现实交往中的压抑感。同样，因为担心自己的外貌缺乏吸引力，或者想“认识一个人”而不受视觉第一印象的“妨碍”，人们策略性地利用了因特网恋爱的视觉匿名性。例如，贝克（2000）对在线建立关系的因特网用户进行研究，其中一位用户就提出，过早向对方索要照片被看作是非常浅薄的行为。其他许多有关人们因为期望或预期某些行为或心理结果而选择使用因特网的案例在文献中已有详细记载（如Turkle，1995）。当然，当此人是一个新用户时，并不会期待许多这样的结果——他们可能会以第二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开始他们的生活。

意外的结果就是那些没有被用户期待或预期的心理或行为的结果。重要的是，它们是用户与网站或他人的持续交互中出现或产生的。这些意外的结果恰恰是大多数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的焦点：例如，用户的自我意识或社会归属和身份、超人际交互以及增强的爱好等方面的变化。也许还有意识改变的意外结果（如对时间流逝的体验或时间流知觉的改变）以及累积性的意外结果（如身份、交流模式或心理健康状态的改变）。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随着用户获得更多的在线生活体验，这些意外的结果很可能成为被期待或预期的结果。还可预见的是，尽管可能会失去暴露／书信带来的一些好处，但由于网络空间变得更具沉浸感（如通过虚拟显示），所以意识改变的意外效应将会增加。

将预期效应和意外效应相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将使用因特网的效应分为意外效应和预期效应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些结果既是可预期的又是意外的。以某用户在电子公告栏上寻求社会支持为例。该用户出于对匿名的期望可能选择这种寻求支持的途径，然而，匿名性同样也能够带来大量无法预期的效应，包括更强的自我意识及由此导致的更高水平的自我表露，以及意识到与群组其他成员所共享的社会身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水平的意外效应，像心理健康的增加（例如，通过共享、同情、归属的过程来实现）以及一种基于目标群组成员资格的与社会身份有关的行为的增多。第三水平的意外效应体现在，人们利用这种经历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取支持或身份（McKenna和Bargh，1998）。表7.1列举了这些意外效应的三个水平。


表7.1　意外效应和技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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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效应可能在最初就能被预期（如某人感受到更多的“归属”），但是大体上意外效应是无法预期的。而且重要的是，意外效应正是通过互动过程才得以实现和表达。这个观点的固有意思是，交互的许多方面（如权力、规范）是通过互动过程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预先设定以供用户采用或供用户需要时使用的（Postmes等，2000）。

在许多情况下，用户能够预期他们所选的媒介工具的心理影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用户相对缺乏经验时，最终的效应很可能会令用户感到惊讶。随着因特网使用经验的积累，用户则更可能控制和预期最终的效应，并因此在一开始选择使用因特网时更富策略和动机。

上述针对动机性用户和技术的意外效应之间交互作用的基本方式可以解释许多因特网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许多用户会更愿意冷静地给他们尊敬或认为重要的人发一封电子邮件。这样做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用户可以有时间来编辑和检查他们的消息内容，这是通过电话不可能实现的。此外，因特网中仍然有某种非正式的／平等的规范，使得这样“冷静的”电子邮件更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如果相对于其他网络媒介，电子邮件能使用户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一个策略性和动机性的用户将选择使用电子邮件。

然而，让我们假定某个重要人物是以非常友好、优雅的方式进行回复。首先，用户可能会友善地做出回应（例如，从第一次使用对方的姓转为使用他的名）。其次，随着交流的进行，我们可能看到技术决定论观点所预期的结果（如自我表露以及彼此的好感增强）。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的策略性决定，后续过程将不会出现。当然，在实验室里，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人们采取特定的策略性的行为，尽管奥沙利文的研究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当预期被拒绝时），人们的确会策略性地选择媒介。

图7.1展示了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strategic and motivated user, expected and emergent effects, SMEE）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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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的框架


如图7.1所示，因特网使用的各种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可以被分为心理和行为两类。这一取向与其他的模型截然不同，其他模型往往将因特网的行为影响看做是以心理状态的改变为中介的（尽管模型允许这种交互形式）。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行为被认为受到媒介使用的直接影响，还被看作是通过媒介使用表现出来的交互。这个观点有一部分源自吉布森的思想，即通过环境的功能可供性可以直接进行认知（Gibson，1979）。当应用于因特网行为时，工具的设计，例如，它的示能性和可用性，在无须改变心理状态的情况下会对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过，这些行为上的改变会对用户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用户的心理状态又会进而影响随后的行为。

在许多情况下，媒介的特定因素既可能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以心理状态为中介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例如，纯文本的交流要求人们通过调整他们的语言（例如，通过使用副语言和表情符号）来传达人际态度，这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书写的行为也会对用户的心理状态产生诸多影响，包括自我关注的变化，甚至是通过相同的过程（如写日记）产生心理治疗作用。这些心理状态的改变可能会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同时又反作用于用户。


 媒介效应和用户间的交互作用

这个模型中的最后一个成分是预期效应和意外效应与用户之间的反馈回路。这个模型认为用户对媒介的选择、预期结果和互动过程几个方面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循环过程，包含了目标、策略和动机变化（以及目标、策略和动机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因此，用户和媒介通过互动的过程永远联系在一起。

反馈回路的观点在心理学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Carver和Scheier，1981）。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反馈回路的目的在于重建某种平衡（如在行为和理想标准之间），或对行为进行调节或控制。在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中反馈回路的目的是在用户和他们的在线行为之间提供一种明确的持续的联系，也就是说，因特网使用对用户的影响不仅仅被视为一次性的事件，而被视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用户的在线活动反作用于他们的在线和现实生活特征，这些特征又反作用于他们的网络行为。这种互动模式确立了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无论是通过角色的运用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如Turkle, 1995），都不能人为地将在线生活和现实生活加以分离。在线世界和现实世界将通过持续的交互过程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个命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因特网使用与用户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将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克劳特等人（2002）最初的研究成果支持了这个观点，即因特网使用对性格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样，对自我表露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益处的研究也已发现显著的个体差异（Pennebaker等，2001）。虽然我们假定因特网的使用会给人们造成普遍的影响（如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增长），但实验室研究发现不同的个体（如具有不同自我监控的个体）对自我意识的控制有不同的反应（Webb等，1989），这意味着即使是媒介使用（如聊天室的使用）的普遍影响也将不可避免地和个体差异存在交互作用。这并不是说应该限制对媒介效应本身进行研究，而是说认识到个体差异将会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策略性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的意义及应用

与其他模型的关系

上述的策略性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整合许多不同的网络心理学取向。首先是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使用（和选择）的策略观点之间的差别。许多针对媒介使用的策略取向的不足之一就是它们主要关注媒介选择。为了进一步弥补这一不足，奥沙利文（2000）提出的模型中包含了一个反馈系统用以检查互动是否达到了目标，但是该模型仍然是基于以互动为基础的单一目标。

然而，由于同样忽视了用户对媒介普遍效应的寻求，技术决定论的模型也应受到批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模型很少考虑与媒介有关的方面（如视觉匿名）。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整合了技术决定论（如视觉匿名性）和情景依赖效应（如群组突显性），因此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比技术决定论更为精细。然而，大多数检验计算机中介交流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研究关注的是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认知方面，而不是策略方面。根据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认知观点，在特定背景下，视觉匿名（而不是可识别性的缺乏）会增加社会身份突显性并因此提高对群组规范的遵从。同时，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观点认为，在强大的外群组中身份可识别性的作用及其伴随的对自我展现的关注，以及即使可能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共同出现的群组成员在本群组规范表达中可能发挥的支持性作用（Reicher和Levine，1994）。尽管斯皮尔斯等人（2001）认为随着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方面渗入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方面和认知方面也许能以动态的方式得到良好的整合，但是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却未能很好地构建策略方面和认知方面之间的关系（Spears, 1995）。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策略性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所提供的框架是对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拓展。在策略性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的框架中，用户的策略性（和目的性）方面并没有对媒介选择简单地施加一次性的影响，而是持续地影响着媒介对行为和心理状态的作用，这又反作用于用户并和用户发生交互作用。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以网站或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形式），这个过程才开始在媒介效应和用户之间循环。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策略性的、自我展现的维度和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的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被看作是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的框架中用户和媒介效应相互作用的反映。

沃尔瑟（1996）所提出的超个人模型也和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相一致，尽管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也有助于澄清超个人模型中看似矛盾的问题。总体而言，超个人交互也包含了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中的三个主要因素：用户策略性的或至少是积极的自我展现，媒介效应（如相似性）和交互过程产生的效应（如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确认）。然而，超个人交互也包含了一些貌似矛盾的因素，例如，自我意识和自我展现增强了，但却没有策略表明自我意识和自我展现是如何发生交互作用的。此外，它还极大地依赖于异步的计算机中介交流，异步的计算机中介交流可以让用户有足够的时间编辑能改善自我形象的信息。尽管如此，高水平的自我表露（Joinson, 2001a）和对交流伙伴的理想化（McKenna等，2002）已经在短期、同步的双边交流中得到了实验上的证实，这意味着沃尔瑟的模型中至少有部分因素（如认知负荷、异步讨论）可能无法获得实验室研究的支持。然而，超个人互动的一般理论，即媒介效应通过交互过程本身得到促进（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媒介效应依赖于交互过程本身），也在策略性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模型中被讨论。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模型将这种观点从一对一的互动延伸到了媒介交流行为本身。

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决定论（媒介效应）和策略性的媒介选择模型是如何被整合在一起的。通过对因特网使用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该框架表明，理解因特网的使用对心理状态和行为的影响需要依据三个关键的要素：用户、媒体和持续的交互。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各种技术决定论模型所提出的媒介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通过与媒介（和他人）互动的过程产生；（2）反作用于用户，进而导致自我定义、动机和策略的改变，最终导致后来在线行为和离线行为的改变。

因此，自我意识的控制对个体的影响依赖于个体人格的各个方面，如自我监控。可以假定，能增强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媒介对不同的个体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依此推测，具有不同自我监控水平的个体将具有不同的互动目标。

自尊的作用同样证明了持续反馈回路的重要性。对于低自尊或消极看待自我的人来说，增强自我意识具有消极影响，因为它会使自我的消极方面更为突显。不过，可以假设，上述消极影响部分取决于自我消极方面的本质和媒介使用。害羞可能引起低自尊，但是因特网的使用或许能为一个“不害羞”的可能自我提供帮助。只有对因特网使用采用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效应才能得以反映和识别。

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取向中提供的框架可被应用于前几章所列举的许多因特网现象。至少，该框架提出了针对这些领域的许多问题。

网络成瘾与策略性用户和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

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提出，因特网的使用必须被看作是对心理有益的和策略性的选择。在与技术决定论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许多的网络成瘾症模型提出了导致网络成瘾的媒介因素。例如，扬（1997）提出网络成瘾是由于因特网具有匿名、便利和逃避的特点。尽管因特网的这些方面确实吸引着许多用户，但是将后果（不管是成瘾还是孤独感的增加）归因于媒介的特征未免过于简单，是很难站住脚的。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框架暗示，有关网络成瘾症的任何思考都需要考虑用户、媒介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从因特网成瘾的各种案例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水平的因特网使用往往和各种事先存在的心理（如长期的社交焦虑、社会孤独感）和社会问题（如残疾、口吃、体重和婚姻）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的因特网使用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过度使用因特网看作是一种在个体面临社会无端歧视和冷漠的情形下所选择的符合逻辑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个体可以获得心理的和社会的满足。尽管因特网成瘾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了过度的因特网使用和个体事先经历的问题有关（如Davis，2001），但对个体和媒介使用（以及媒介使用所产生的效应）之间的交互作用却很少给予明确关注，通过这种交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回路，即基于这些效应（以及它们与用户特征的交互作用），因特网的使用反作用于用户并强化用户的某些行为。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中提出的框架有助于理解用户特征与他们的媒介选择之间是如何交互的，进而导致了过度的因特网使用。

放纵交流

根据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框架，因特网上的放纵交流并不是完全由于计算机中介交流对公众性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影响所造成的。实际上要分析放纵交流的原因，应首先考虑用户以及他们的特征、动机和策略。以自我表露为例，一个用户可能会选择使用因特网进行交流或在网站上发帖，因为他们正积极寻求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从人际交流的角度来看）环境里表露自我。他们选择在线表露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控制他们的自我展现，或者因为他们害怕得到消极的反馈（O'Sullivan, 2000）。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可能在线寻求依附或归属，社会支持或自我提高。无论是什么原因，要想彻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线时会更多地表露自己，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一开始就选择因特网可能是出于某种形式的动机，而该动机已使他们倾向于自我表露。

由于因特网存在匿名性，人们降低了对职责的关注，因此用户一旦在网上开始互动，就很可能发现在线表露会比面对面条件下来得更容易。因此，用户之所以愿意在线表露关于自我的信息是由于他们预测到这样做不会带来消极后果。然而，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也预期互动过程将产生意外效应。由于视觉匿名和身体隔离，用户可能会具有更高的个体性自我意识。写作行为以及关注自我情绪和情感的相关需要可能会增强这种影响。因而我们也许能在自我定义或理解水平上看到进一步的意外效应，在这个水平上，自我表露行为反作用于用户，导致他们对自我（以及自我的策略、动机等）看法的改变。因此，将现实中的用户和在线互动连接的循环就形成了。

因此，根据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框架，自我表露的增加不是因特网，或者计算机中介交流的一个普遍效应。实际上，自我表露的增加是用户、媒介和互动过程本身三者之间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进一步举例来说，在线心理实验经常被引用的一个好处是提高了自我表露并降低了社会愿望（Buchanan, 2001）。然而，正如我在一系列研究中所展示的，通过消除视觉匿名性或提供责任线索（Joinson，2001a，研究2和3），这种效应是有可能被设计出来的，自我表露也可以在网络调查中被“设计”出来（Joinson, 2001b）。因此，正如传统心理学研究尽量确保参加者在整个实验程序和材料的设计中是匿名的一样，在线心理学研究也需要相同的方法。类似地，在电子商务领域，人们对如何促进用户对网站进行自我表露（Moon, 2000）以及在信任和自我表露间建立联系（Olivero和Lunt，2001）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许多商业网站（如登记表、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和档案表）的责任线索的设计可能会减弱用户在线进行更多自我表露的倾向，尤其当用户变得更有经验时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如果用户访问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恰好是因为他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匿名性，那么不利于这种信念的设计将很可能导致顾客的流失。总之，因特网上增强的自我表露并不是所有在线服务与生俱来的产物，而是取决于网站的设计：良好的设计会增强自我表露，拙劣的设计则会抑制自我表露。

因特网使用和心理健康

根据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的框架，考察因特网使用对用户心理健康的影响需要考虑用户和潜在的媒介效应两个方面。这种观点与家庭网络项目（Kraut等，2002）的追踪研究一致，该追踪研究表明，使用因特网对性格外向者存在可量化的好处，而对性格内向者则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巴格等人将此描述为“人和因特网的交互作用”，即因特网的任何影响均依赖于用户的个人目标和他们的人格，还可能依赖于他们的社交水平。与人和因特网交互作用的取向相比，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提出，“人”被包含在媒介选择中，然后通过一系列不同水平和类型的媒介效应（及对行为的直接影响）反馈给用户。根据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与用户特征的交互作用，媒介的使用将导致诸如用户在自我意象、自我效能感、社会隔离感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发生大范围的、根本性的改变。


第八章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2001年底至2002年初），许多网站的计划随着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失败而破灭了（如http://www.boo.com/），而且所有的网站都在致力于谣传和预言下一个牺牲品（如http://www.fucked-company.com/）。近来的许多文章（例如，英国的报纸《卫报》）大力主张向“后现代”面对面交流的回归，而《星期天时代》（2001年3月4日）的一篇文章则报道说，一些公司正在采用每周五“邮件一律免费”的措施来“增强创造力”。在英国，上网人数出现了自开始统计以来的首次下跌，对各种各样网络大学项目的大胆尝试似乎也在激烈而愤怒的争论中结束了。


 网络崇尚交流过程而非交流内容

因特网真的是“信息高速公路”吗？目前无论是政府政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广告、还是用于描述网络行为的专门术语，都倾向于把因特网看成是在一个本质上被动获取信息的空间。举例来说，在英国大多数因特网服务供应商们（由英国电信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主导）的广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宣扬通过访问信息所能获得的好处。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甚至用一位由载满信息的网页组成的女性形象地表现因特网。在拓宽因特网访问途径的尝试中，我们看到电脑被安装在图书馆而不是社区中心，这充分地说明了有关因特网的一个基本假定，即它是一项信息技术，而不是社会技术。“网上冲浪”或者“网页浏览”这些术语表明了一种近乎电视频道冲浪的活动，两者有着相似的社会参与水平和被动性程度（Johnson, 1997）。约翰逊还指出，大部分万维网工具的技术发展集中在内容的提供和设计上（如框架、表格和动画），而不是在超文本链接上。实际上，超文本链接技术自最初版本的超文本标记语言诞生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斯普劳尔和法拉吉（Faraj）（1997）指出，我们用来描述因特网用户的隐喻，对于我们开发的工具（和制定的政策）类型有着广泛的含义。他们比较了将因特网用户视为信息加工者的普遍看法和用户实际上是社会人的证据。如果我们确定因特网用户是信息加工者，那么我们就把因特网使用的结果看作是个人的知识获得，这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因特网的资金来源于对其内容访问的收费。相反，如果我们把因特网用户看作是一个社会人，那么因特网使用的结果就是产生从属关系，资金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而与内容无关。莱因戈尔德（2000）在其对“社会网络”的争论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开发网络工具是为了建立社会联系，而不是信息的链接。

因特网作为社会技术的观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少有机构能通过对内容的收费而盈利。当电话机被视为一种信息传播的装置时，人们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抑制社会交流，并制造一些值得付费的“内容”和用途（Fischer, 1992）。在布达佩斯（Budapest），从1893年至1919年间，电话报纸《Telefon Hirmondo》每天都播送新闻。美国（新泽西州的电话先驱公司）也尝试开发电话报纸，但它在1911年推出后不久就关闭了（Briggs, 1977）。

社会／信息隐喻的财务问题

奥得尼兹科（2001）指出许多因特网行业的管理人员通常把因特网比作一种传输设备。而索尼公司的董事长大贺典雄（Norio Ohga）曾经说过“没有了内容，网络便一无是处”（Schllender, 2000）。一家音乐制作和发行公司的负责人布朗夫曼（Bronfman, 2000）则发表过“内容决定一切”的极端看法：

没有了“内容”的因特网将会是什么样？它将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带有灰色显示屏的无声机器的集成品。它将是海上荒岛的电子版——虽然有着宜人的自然环境和鲜艳的色彩，但却没有生命。它将一无是处（Bronfman, 2000）。

奥得尼兹科（2001）在比较内容供应商与网络供应商的收益时指出，虽然内容可能富有魅力，但却不是成功盈利的关键因素。例如，美国的电话产业（提供的是联机服务而不是内容服务）在1997年的收入高达2561亿美元，而相比之下，当年整个美国电影行业的收入仅为630亿美元。尽管奥得尼兹科不认为联机的收益在美国经济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但他确实指出，人们倾向于花更多的钱用于联机而不是获取内容。以布达佩斯的电话报纸为例，电话报纸每年的成本是18福林，而电话服务的成本是150福林，可是电话行业繁荣发展，而电话报纸却没有。尽管以因特网流量为形式的内容似乎是最重要的，但奥得尼兹科认为这是具有误导性的。的确，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带宽（大约是电子邮件所占字节的20倍），但它却不是最流行的或得到最普遍使用的服务（最为流行的是电子邮件）。新的技术和工具的开发［如无线应用协议（WAP）、第三代手机和网络电视］往往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内容促使人们访问或使用因特网。然而，事实上是点对点的交流，尤其是手机短信推动了手机使用量的增加。当人们对第三代手机（期望包含更多的内容）的热情逐渐消退时，把无线应用协议技术普遍看作是一项重大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开发了一种称作“多媒体信息系统（Multimedia Messaging System, MMS）”的宽带版短信系统。手机使用者可以通过多媒体信息系统向其他的多媒体信息系统用户发送图片（通过将数码相机链接到手机上）、声音，甚至视频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多媒体信息系统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用户更多地使用移动电话网络（从而能给网络供应商带来更多的收入）。诺基亚的一篇新闻稿（press release）提出，多媒体信息系统是移动电话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诺基亚的发展按照一系列的步骤进行：文本信息（只包含文本）、图片信息（文本和图像）、多媒体信息系统（起初仍然是图像、图形、声音或音频的片段和文本，后来还包含视频片段）。（Nokia.com，2001年11月15日）

因特网网络工具的设计专注于内容而不是联机，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宽带联机技术的开发上（如ADSL），宽带联机技术的特点是高带宽入户低带宽输出。

用于增强因特网社会性的工具的出现往往是出于用户的需求而不是有关因特网本质的商业决定。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备受鼓吹的“门户”电子商务模式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提供内容访问服务将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然而，这些门户站点的发展恰恰说明了提供联机服务的重要性：雅虎现在可向其用户提供电子邮件、聊天室、网络群组、即时信息和个人空间等服务，而网络通讯录和直接访问内容的功能似乎降到了一个更为次要的地位。另一种搜索引擎谷歌购买了世界新闻组网络系统的存档网络及发帖系统DejaNews，也表现出向联机服务转移。而且微软公司提供的网络在线服务为其用户提供了对hotmail电子邮件、MSN社区及聊天室的链接服务。毫无疑问，联机服务的价值将很快导致网站至少对部分服务实行收费。

因此，当网络公司似乎需要对用户的要求和需要做出回应以确保他们的金融生存时，也许就不值得为网络公司专注于内容和传播而不是交互感到悲哀了。但是，点对点软件（如Napster）以及可实现点对点共享的美国在线即时聊天软件的附加程序（Aimster）的使用经验表明，因特网行业仍然对用户的行为持有恐惧和谨慎的态度（Napster在被诉讼之后实际上就被迫停用了，而在我写作的同时，Aimster也正面临着来自美国在线的法律指控）。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一种支持用户在网站上交流及发表评论的软件，由于遭到一些大公司的抗议也被迫停用了。早期交互式电视的使用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交互性是发生在人与信息之间，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所以，在比赛中人们可以改变摄像机的角度或选择聚焦某些运动员，但却无法与一起观看的观众进行交流。

以前电话行业抑制人们使用电话进行社交联络，而后来又发现了它的社交性（Fischer, 1992），与此类似，万维网行业无疑最终将开发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工具，而不只是用于传播内容的工具。

带宽与因特网心理学

令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早先的《星舰迷航记》似乎描绘了未来最前沿的技术（运输、曲速推进等），可是当探索某个行星时，科克（Kirk）舰长却总是通过声音而不是可视电话进行交流。

在加德纳和肖特尔合写的有关交流技术的百科全书中，他们指出：

安装可视电话是可能的……认为可视电话将被广泛使用是值得怀疑的。很多人更乐意“被听见”而不是“被看见”，而且大多数人打电话的目的只是为了传递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视觉图像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考虑电话只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假设，那么加德纳和肖特尔对可视电话可能的普及程度的质疑是正确的。在互动过程中，传递线索数量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更有意义的或更成功的互动。乔伊森（2001a，研究2）曾比较了成对参加者使用聊天程序进行交流的情况，其中有一半的参加者通过网络摄像机进行交流，这种网络摄像机能提供互动同伴的实时视频图像。视频链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限制了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自我表露的程度，而且往往会缩短交谈的时间。在视频会议条件下，有一位参加者因为觉得“不舒服”而遮住了网络摄像机，这位参加者的数据全部被剔除，而剩余参加者的报告表明他们也存在许多相似的担忧（尽管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关闭摄像机）。

手机的信息服务明显向着完全视频信息的方向发展，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带宽与同步性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手机行业中的假设是：更宽的带宽（如多媒体信息系统）会提高交流的质量。例如，在一篇诺基亚新闻稿（2001年11月19日）中，援引了德国电信首席执行官罗恩·萨默（Rom Sommor）说过的一段话：

多媒体信息系统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我们的大部分顾客尤其是年轻的手机用户非常喜欢使用多媒体信息系统——它通常是他们偏爱的交流方式。由于多媒体信息系统是文本的自然扩展，所以现在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随着短信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向着移动多媒体方向发展的道路也将更平坦，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同样是在这篇新闻稿中，另一个有关多媒体信息系统发展的有力评论来自Orange（法国电信运营商）的副总裁格雷厄姆·豪（Graham Howe）：

你看人们是如何做到不再单一地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现在，我可以同时看到他人所看到的内容，明白他人所传达的意思。Orange的客户现在可以创建、共享和理解交流的内容，交流也因此变得完整了。

正如电话的发展一样，手机的许多发展目标似乎被锁定在寻求如何利用网络供应商们花费数十亿资金购买来的3G带宽。手机行业不曾预测用户发送文本信息，但发送文本信息这一用途使得手机销售在欧洲的很多市场上接近饱和。然而在总体上，相对廉价、低带宽的文本信息系统却没能在同一个网络中增加语音呼叫的数量。因此，鉴于过去人们对这种技术缺乏热情，那么开发这种技术含量“丰富”，产品价格更高，接近于可视电话的电子邮件通信系统似乎是明智的。然而，如果信息收发依然不同步，而且手机用户能控制互动、互动的通道和线索（以及他们留给别人的印象），那么总有一天手机用户将会普遍使用多媒体信息系统。

本书中所阐述的因特网对行为与心理过程的影响是基于目前最新的因特网趋势。然而，通信工具的变化（如突然大量地使用视频会议）很有可能导致因特网行为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带宽的增加，我们将有可能失去许多使因特网成为快乐空间的元素，这本身也表明带宽的增加不可能引起因特网交流性质的明显重大的改变。正如可视电话的失败一样，能提高用户自我意识的因特网工具，尽管消除了用户本已降低的责任感或共享的成员资格，但仍很可能会遭到用户拒绝。正如前面已经阐明的有关内容和联机的问题，用户将选择他们希望使用并会支付费用的服务和工具，而且是最符合他们心理需求的服务和工具。在一次有关网络成瘾的讨论中，莫拉汉·马丁（2001）指出，“对因特网的快速访问有望改变娱乐的传递方式，还有可能使用户不再采用基于文本的交流方式”。尽管高速访问可能会大大减少人们下载MP3的时间，但是从开发无线应用协议和3G手机（与手机短信相比）得出的教训以及用户对可视电话的冷淡表明下面的假设是错误的：基于文本的交流方式是低劣的，人们选择它只是因为更加“丰富”的交流方式尚未出现。莫拉汉·马丁还预测说，在基于文本的交流方式结束后，“随着声音和视觉线索的引入，社会临场感将增强，而匿名性将降低”（2001）。

莫拉汉·马丁（2001）曾设想将来会出现内容更加丰富的媒体，然而，前一章阐述的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模型的构架却作出了与之相反的预测。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模型指出，人们对媒介的选择，包括围绕着带宽的问题都是具有动机性和策略性的。因此，一个手机用户选择使用短信还是声音来交流，为研究媒介选择的策略性和动机性提供了理想的案例。有机会选择更宽的带宽交流（声音）并不会自动排除对其他低带宽交流（短信）的选择，因此有机会利用更宽的带宽进行互动并不会自动导致用户选择更“丰富的”交流方式。但是随着互动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因特网服务中将出现更多各种各样的转变。在线交流从聊天发展到电子邮件，再到电话交流，最后发展到面对面交流，这一发展趋势已被广泛地报道（如Baer，2000；Park和floyd，1996；本书第五章），开发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沉浸感的因特网服务（包括虚拟现实）很可能会遵循这一变化模式。然而，在特定情形下，只要有机会使用低带宽的交流方式（如仅仅是文本信息），那么用户依然愿意使用它。


 因特网行为的设计

虽然因特网用户主要是被看作一个信息收集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人，但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网络工具的目标在于增加信息的提供量、提高网站的可用性以及增强信息之间的链接。同时，人们与主要是信息驱动的网站进行的交互被视为发生在社会真空中。注册表单、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以及间谍软件和跟踪装置的广泛使用，逐渐表明许多信息供应商面临着系统设计脱离日常用途的危险。同时，私人企业将其收益用于资助有关如何增强网站信任度和增加用户自我表露的研究（Briggs等，2002）。

然而，将社会互动引入计算机软件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Ackerman, 2000）。阿克曼描述了系统技术的可行性与用户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虽然人们做出了很多尝试来缩小这种差距，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阿克曼认为，这仍是设计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系统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有其他的用户登录同一网站（You和Pekkola，2001）或者当他们使用不同步的协同工作系统时（Ackerman, 2000），这样一种差距确实能体验到。情境意识已被暗含在协同工作的效能中（You和Pekkola，2001），而且有可能将情境意识引入因特网的软件中（聊天服务器有较高的情境意识，而电子布告栏中的情境意识往往比较低）。现在，许多万维网系统能显示登录网站的用户，并允许同一网站的用户之间进行交流（如Cobrow和Gooey）。尤和佩克拉（2001）对“大众意识引擎”（http://www.crackatit.com/）进行了评估。大众意识引擎是一个能够在网页上提供情境意识及交流功能的软件，它被嵌入到网站的每一个页面中，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离开当前页面去访问某一特定的页面就可以和那些对相同信息感兴趣的人进行交流。尤和佩克拉得出结论，大众意识引擎在万维网的信息供应与这些相同网站上对工作空间及交流的需求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因此，由莱因戈尔德（2000）首先提出的社会化网络的想法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网络行为的心理学研究

在很多情况下，考察网络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可以直接适用于包括在线咨询与治疗、教育和电子商务等应用领域。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详细描述，但下面对一些关键点进行概述。

在线咨询和在线支持

尽管因特网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特点，但它却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从临床诊断到治疗的独一无二的宝贵场所。有大量证据表明，与面对面进行的临床诊断相比，在网络临床诊断条件下，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更高且回答更坦率（Budman，2000）。例如，德杰拉斯等人（1999）发现，与面对面的采访相比，在接受计算机辅助的音频采访时，有更多注射毒品的用户会报告自己曾有过容易感染艾滋病毒（HIV）的危险行为（如共用针头）。在计算机诊断的条件下，患者会报告更多的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或是作更多的自我表露，这一发现已被重复验证很多次了，足可被认为通过了不同情境甚至是特定技术的检验，具有稳定性（如Barak，1999；Ferriter，1993；Grest等，1973；Joinson，1999；kissinger等，1999；Robinson和west，1992）。尽管仍然有人对计算机诊断工具和面对面诊断工具的等价性与安全性表示担忧，但一般认为计算机诊断是利大于弊（Budman, 2000）。

然而，利用因特网进行一对一的治疗或咨询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和研究。正如苏勒（2000）所指出的，在线心理治疗（至少）会在5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同步的／异步的；文本的／感觉的；真实的／想象的；自动化的／人际间的；不可见的／当面的。苏勒认为可以变化不同的元素，来“设计治疗的情境，让来访者说出个体特定的需求”。

例如，在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SAHAR网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的，即匿名性（和增加的自我表露）在因特网上能被控制，以提供有效的咨询环境。巴拉克（2001）指出：

指导SAHAR的基本前提是，在因特网里举行的联欢会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许多人倾向于透露个人信息并分享他们的困难之处……SAHAR旨在建立一个网络空间，以帮助人们脱离困境并在确保匿名的条件下为他们提供一双真正倾心聆听的耳朵。（Barak，2001，第1—2页）

因此，就SAHAR而言，服务的开发和系统的设计都渗透着在线心理过程的影响。在一对一咨询显得多余或难以获得的情境下，人们可以从电子公告栏获得社会支持。

巴德曼（2000）提出，因特网在提供行为的健康护理方面有着许多优势，尤其是它能够针对用户的需求制订治疗方案。它还能降低成本，提高用户自我表露的程度，而且也更加方便。显然，这些优点需要被设计到系统中。但如果工作场所的程序是在网络被监控的情况下在线运行的话，就不可能增加自我表露和坦诚。为个体制定的干预也需要专门的设计。如果用户提出了对保密性和隐私安全的担忧，那么系统不仅需要对所有提交的资料进行保护，还要对用户自身隐私进行保护，如通过加密术进行保护。同样，格罗霍尔（1998）也指出，随着视频会议及音频链接使用的增加，“由于非言语线索得以恢复以及远程呈现（telepresence）水平的提高，更多的行为健康护理专家在探索在线治疗方法时会感到轻松”。但是，正如格罗霍尔所指出的，为行为健康护理专家提供更多的非言语线索（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更轻松），或许会消除在线治疗对病人的吸引力（如基于匿名和抑制解除的吸引力）。

在线治疗领域还有很多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问题（Manhal-Baugus, 2001），如何评估各种治疗工具的有效性，以及如何选择适当的治疗工具以解决患者面临的特定问题（Castelnuovo等，2001；Suler，2000）。我还想补充一点，正如策略性与动机性用户、期望效应和意外效应模型所预测的，使用因特网可能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具体的结果取决于用户的特征以及用户在因特网上的互动情况。有没有可能因特网治疗实际上会对某些人产生不良的影响？这里隐含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表露“真实的自我”（Mckenna等，2002）或提高自我意识（Joinson, 2001a）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如果患者面对的是技能高超的治疗者，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但是，表露“真实的自我”和提高自我意识也有可能对患者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激发过度的自我反思，从而加重了抑郁症。在英国，撒马利坦会（Samaritans）报告说，在与他们电话聊天的人中，有约20％的人提到自杀，相比之下，在给他们发电子邮件的人中，有50％的人提到过自杀［《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1999年2月24］。虽然自我表露的增加可能在咨询阶段有益，但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因特网的使用促进了某一阶段的自我发现，却带来更多有害的结果。

教育技术

计算机中介交流已经被远程教育家和当地的教育家广泛采用。大学中“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VLEs）在增加，这使得大量的电子公告栏和传统大学的课程网址相链接。虽然“虚拟学习环境”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学生人数的增加，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但是这还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即计算机中介交流可能具有许多教学法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既来自于计算机中介交流所提供的点对点交流，也来自于计算机中介交流超越面对面教学所具有的潜在的心理方面的帮助。通常，实用的好处（如资料存档、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往往意味着心理方面的帮助（如抑制解除、平等参与）。

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教育优势

最初的观点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通过鼓励更多平等的参与以及减少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将会使学生的讨论变得“平等”。传统课堂互动的特点是遵循“启发—回答—评价”这样一种顺序，即先由老师向学生提问，然后学生回答，最后由老师对回答做出评价（Beattie, 1982）。在这个传统的模式中，很少有其他的互动形式（如与同学互动）。很多研究者指出：（1）计算机中介交流能促进更多的平等互动；（2）平等互动对学习过程尤其重要。让我们依次讨论上述两个方面。计算机中介交流似乎能促进更多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不仅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设计支持更多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Tolmie和Boyle，2000），而且大多数安装了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老师也明确表示要与学生建立平等的交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一个面对面的辅导班里也采用相似的模式（如学生组成小组学习），那么学生也会出现更多的互动。当建立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明确目的不是鼓励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时，那么辅导老师撰写50％的帖子，以及启发-回答-评价模型可以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条件下确立像在面对面条件下一样的地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Light和Light，1999）。很多研究者指出的第二点是学生之间平等的交流能促进学习。例如，托尔密和博伊尔（2000）认为，由于没有权威观点的介入，学生之间的观点出现分歧时，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明确的依据”。这类讨论有可能会促进“理解的发展”。托尔密和博伊尔总结到，“这种构架指明了异步电子邮件交流的价值：它不仅使学生之间的讨论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产生的任何意见分歧将最终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对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的最后一项观察结果是：学生有可能更愿意挑战教师的观点（Reader和Joinson，1999）。这是否是件好事还有待考察。

还有人提出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可以用来提高学生的讨论技能（Reader和Joinson，1999）。里德和乔伊森认为，学生从辅导老师的讨论中得到的往往是结论（毕竟，这些结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很重要的），但是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让学生以观察者的身份而不是参加者的身份理解推导出结论的实际过程（Makendree等，1998）。因此可以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讨论的透明性以及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中学生对观点的评论将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辩论技能。最后一个潜在的教学优势是，学生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讨论间接地学习（Makendree等人，1998）。

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计算机中介交流具有理论优势的同时，大量问题也频繁地出现在对教育背景下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报告中，这是令人担忧的。在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的学生当中，只有少部分人经常发帖，而且大多数的帖子是由辅导教师发出的（Light和Light，1999）。例如，莱特和莱特报告说，在他们的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上有50％的帖子来自教师。乔伊森（2000b）报告说，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系统中，只有约1/3的学生可以被归类为“活跃的”参加者。莫里斯和诺顿（1999）报告说，在一个3000位在线学生构成的总体中，无论是哪个月份，基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讨论往往只有约100位积极的发帖者。各种计算机中介交流体验中都有学生积极性很低的报告（见Tolmie和Boyle，2000，评论）。当学生确实发布了大部分的帖子时，这些帖子常常是与主题无关的，发帖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得一门课程的学分（Reader和Joinson，1999）。

虽然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中很少有网络论战（但参见Light等，2000；Morris和Naughton，1999），但是有关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实践的报告常常抱怨学生们花费大量时间“干与学习无关的事情”（Light等，2000）。莫里斯和诺顿（1999）得出结论，“尽管这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但是显然学生们发现计算机中介交流很有价值，能提供支持帮助并激发学习动机”。

利用心理过程促进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

很少有人尝试利用社会学理论或日常因特网使用的理论来促进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但切斯特和格温（1998）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尝试着在教学情境下促进“超个人”的互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切斯特和格温让学生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互动中使用假名以增强匿名感。他们报告说，匿名性“使学生找到了自己强大而自信的声音”，而且“有2/3的学生认为自己在计算机中介交流情境中参与互动的程度要高于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情境中的”（1998）。同时，总的来说这些学生有很强的团体意识及较少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位笔名为“Hashmann”的学生扮演说着美国黑人粗话的说唱艺人的角色，“诅咒，用大写字母书写，并攻击那些提出合理、明智建议的学生”。

乌茨和萨森伯格（2001）研究了社会身份形成与虚拟研讨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学生对使用新技术的动机水平、态度以及他们的期望被满足的程度都与他们在虚拟研讨会中的社会身份相关。如果学生积极的期望被满足，那么他们就对虚拟研讨会有更多的认同，然而如果他们是失望的，那么这就会降低他们的认同水平。虽然这个研究没有为促进社会身份形成提供具体的设计方案，但它确实表明学生的动机在社会身份形成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乔伊森和布坎南（2001）认为，在线心理过程的理论可以用来培养计算机中介交流教学中特定类型的行为。他们认为：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当学生处于视觉匿名且共享一个社会身份时，在教学中运用计算机中介交流有助于建立具有高度归属感的群19组（Lea和Spears，1992）。大多数教育者忽略了计算机中介交流用于创建在线社区而非在线辅导课的可能性。确实，很多学术界人士的倾向是抑制社会交流，以促进教学讨论。我们则认为，两者应该齐头并进，而且如果真正的社会互动和由此产生的在线社区得不到自然的发展，那么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提倡者将使计算机中介交流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失去其使用价值。

电子商务

与面对面的情境相比，人们倾向于在因特网上展示有关自己的更多信息，在商业上可以利用人们的这种倾向，这对设计电子商务网站，特别是搜集客户信息（Moon，2000）和建立（及设计）信任（Briggw等，2002）都有一定启发意义。然而，正如商业机构的目标是增强（或至少是维持）某些在线行为，因此，商业机构设计适当的系统以减少相同的在线行为，这是很普遍的。为了减少员工的在线不良行为，现在大量的安全软件公司都出售监控软件，这些软件有的能追踪网络通讯，有的能扫描员工硬盘，有的则可以记录员工的电脑按键。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推测，监控软件将使员工一直保持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并给予员工心理压力，使他们监控自己的在线行为。然而，尽管采用监控软件对员工士气及压力水平到底有什么影响还不为人知，但是可以预见，从长远来看，更高水平的监控（例如，对员工的按键及硬盘扫描）很可能会起反作用。用于增强匿名性和隐私性的软件（如加密术）与政府政策的提出以及降低隐私性的商业软件的开发之间的斗争很可能会继续持久地进行下去。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在线观察到的各种类型的行为作为代价，包括组织内具有潜在有益的行为（如集体讨论、知识共享及建议体制）作为代价，就不可能收集到用户的信息。

过去的行为，未来的技术发展

随着因特网技术如此迅速的发展，在未来几年里，本书所引用的很多研究可能会显得多余。因特网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为在新媒介上进行行为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新媒介有望促进因特网的发展，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使用因特网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将促进某些工具的开发，这些工具将把使用因特网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利益扩展到各种类型的人群中去。

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因特网技术无疑会变得像现在的电话一样寻常。在日益增加的因特网研究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就是：它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引向了早期的交流技术，包括电报（如Standage，1999）、电话（如Brown和Perry，2000）和无线电通信（如Gackenbach和Ellerman，1998）。回顾这些在今天看来已是过时的技术（Brown和Perry，2000）或者说当时的“新”技术（Gackenbach和Ellerman，1998; Standage，1999），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1）新技术与“旧技术”的行为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和联系；（2）当旧技术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时，它有趣的行为特征依然保留着（参考Short等人，1976）。

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传统方法是画一条从过去到现在的线条，然后再延伸至将来。虽然这种方法在有些时候能够奏效，但大多数时候这样做很可能会失败。就心理学和因特网而言，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就是，尽管发展的轨迹不稳定，但过去与现在，甚至和将来之间存在着一道清晰的线条。因特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可能会出现全新的、无法预料的互动方式。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与因特网使用相联系的心理过程可能会变得过时，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对当前因特网行为的研究将会说明，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预测人们使用未来交流技术时表现的行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对当前因特网行为的心理学研究甚至能启发人们对未来交流技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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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索引
(1)



acronyms　缩略词

也可参见paralanguage

addiction　成瘾　参见　Internet addiction

adultery　通奸　参见　relationships: infidelity

affordances　示能性

definition　定义／界定

anonymity　匿名（性）

and de-individuation　与去个性化

and social identity　与社会身份

types　类型

web browsing　网站浏览

Apple　苹果

argumentation in CMC　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争论

Arpanet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的计算机网

asynchronous　异步的　参见　synchronicity

attraction　吸引力

 

bandwidth　带宽

BIRGing　沉浸荣耀

black-sheep effect　黑绵羊效应

brainstorming　自由讨论

 

chat　聊天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计算机中介交流

and group polarisation　与群组极化

and self-disclosure　与自我表露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与社会交往

and teaching　与教学

and uninhibited behaviour　与放纵行为

and media appropriateness　与媒体的适合度

and rational actor approach　与理性行为者取向

community　社区

deception　欺骗

pseudocommunity　虚假社区

punishment for deception　对欺骗的惩罚

weak ties　弱联系

computer self-efficacy　计算机自我效能

content is king　内容至上

cookies　具有记忆功能的网页数据包

CSCW　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

cues　线索

filtered out　过滤

and flaming　与网络论战

cyberaffairs　网络恋情　参见　relationships: infidelity

cybersex　虚拟性爱

 

de-individuation　去个性化

deception　欺骗

confession　坦白

gender bending　性别扭曲

gender-swapping motives　性别伪装的动机

Kaycee　凯西

Nowheremom　无影无踪妈妈

Munchausen by Internet　网络虚夸的故事

punishment for　因～受惩罚

DejaNews　专门用于世界性的新闻组网络系统的搜索

discussion groups　讨论群组

disinhibition　解除束缚

 

e-commerce　电子商务

and trust　与信任

e-mail　电子邮件

gender differences　性别差异

salutations　招呼

也可参见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教育技术

electronic support groups　电子支持群组

establishing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确定权威性与合法性

也可参见　social support

emoticons　情感图标

and perception of flaming　对网络论争的知觉

empathy　共情

exclusivity of interaction　交互作用的排他性

extraversion　外倾性

 

FAQs, and norms　常见问题解答与规范

file sharing　文件共享

flame bait　网络论争的诱饵

flame wars　论战

flaming　网络论战

definition of　～的定义／界定

prevalence　流行

 

gender　性别

communication styles　交流风格

deception　欺骗

differential use of Internet　因特网使用差异

Google　谷歌

group polarisation　群组极化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因特网上的健康信息

HomeNet　家庭网络

hot chat　激情聊天

也可参见　cybersex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超个人的互动

 

identifiability, and 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　可识别性，与策略性的自我展现

identity　身份

demarginalisation　去边缘化

multiple identities or persona　多重身份或角色

expression of a true self online　在线的真实自我表达

possible selves　可能的自我

impression formation　印象形成

accuracy　准确性

idealisation　理想化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管理

interactive TV　交互式的电视

Internet addiction　网络成瘾

critiques　批评

diagnostic criteria　诊断的标准

explanations　解释

positive aspects of　～的积极方面

Internet paradox　因特网悖论

Internet, history　因特网，历史

introversion　内向性

 

legitimisation　合法化

linguistic adaptation　语言上的适应

listserv　管理讨论邮件清单的程序

参见　discussion lists

log files　日志文件

 

mass media and Internet　大众传媒与因特网

media choice, strategic aspects　媒介选择，策略方面

mediation
(2)

 　调停

medical informatics　医疗信息学

mobile phones　手机

3G　第三代

courtship　求爱

text messaging　短信／文本信息

text messaging content　短信／文本信息的内容

text messaging cost　短信／文本信息的成本

text messaging development　短信／文本信息的发展

monitoring Internet use　监视因特网使用

motives　动机

MP3s（music files）　一种音频压缩格式（音乐文件）

MSN（Microsoft）　微软公司提供的网络在线服务（美国微软公司）

MUDs　多用户网络游戏

 

Napster　欧美的一个下载共享mp3的一个软件

netiquette　网络礼节

neuroticism　神经质

newbies　网络新手

nicknames　昵称

non-verbal cues　非言语线索

norms　规范

and control of errant behaviour　与对越轨行为的控制

violation of　违背～

 

online counselling　在线咨询

也可参见　psychotherapy

optical telegraph　光学电报

也可参见　telegraph

opinion change　观点改变　参见　group polarisation

 

paralanguage　副语言

也可参见　linguistic adaptation; emoticons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病理性因特网使用

也可参见　Internet; addiction

pedagogy 教育学

也可参见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ersona　角色　参见　identity

personal ads　私人广告

personality　人格

introversion　内向

extraversion　外向

neuroticism　神经质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

pornography　色情资料

content and format　内容与形式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onsumption　消费的心理层面

revenues from　税收来源

possible selves　可能自我

printing press　印刷机

protest　抗议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Internet use　心理健康与因特网使用

depression　抑郁

efficacy　效能

improvements in　改进～

loneliness　孤独

psychotherapy　心理疗法

 

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

quoting　引用

 

radio　无线电通信

radio hams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etiquette　礼节

romance　罗曼史

call signs　呼叫信号

citizens' band　平民波段

reduced social cues　社会线索缩减

relationships　浪漫关系

idealisation　理想化

infidelity　背叛

longevity　寿命

misrepresentation　误传

types　类型

 

self-acceptance　自我接受

self-assessment　自我评价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

and CMC　与网络传播

and flaming　与网络论争

private self-awareness　个体性自我意识

public self-awareness　公众性自我意识

self-development　自我发展

self-disclosure　自我表露

in Internet interaction　在因特网互动中

and relationships　与浪漫关系

and WWW experiments　与万维网实验

in social support groups　与社会支持群组

reciprocal　互惠的

self-enhancement　自我提高

self-esteem　自尊

self-monitoring　自我监控

self-presentation　自我展现

and 'true self'　与真实的自我

shyness　羞怯

social identity explanation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去个体化效应的社会身份解释

strategic aspect　策略方面

and de-individuation　与去个体化

and flaming　与网络争论

and group polarisation　与群组极化

critique of cues filtered out　对线索过滤的批评

SIDE　参见　social identity explanation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QSS　斯坦福社会定量研究所

Slang　行话

也可参见　paralanguage

SMS　短信息系统　参见　mobile phones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use　社会资本与因特网使用

increases in social involvement　在社会参与中的增加

reductions in social involvement　在社会卷入中的减少

social comparison　社会比较

social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utopianism　技术的社会影响与乌托邦主义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社会信息加工

paralanguage　副语言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关系交流

time constraints　时间限制

social presence theory　社会临场感理论

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

empathy　共情

information exchange　信息交换

negative aspects of　消极方面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心理过程

sports fans　体育迷


Star Trek
 　星舰迷航记

Stereotyping　刻板印象

symbolic meanings of media　媒体的象征性含义

synchronicity　同步性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

alternatives to　～的选择方案

teledildonics　远程性爱

telegraph　电报

behaviour of operators　操作者行为

history/development　历史／发展

romance　浪漫关系

telephone　电话

design　设计

early uses of　早期使用

invention　发明

misuse　滥用

recent developments/design　近期的发展／设计

telephone newspapers　电话报纸

terrorism　恐怖主义

trust　信任

也可参见　e-commerce: self-disclosure

 

uninhibited communicative behaviour　放纵的交流行为

也可参见　flaming; self-disclosure

utopianism　乌托邦主义

也可参见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video conferencing　视频会议

也可参见　web cams　网络摄像机

videophone　可视电话

visual anonymity　视觉匿名性

也可参见　anonymity

virtual communities　虚拟社区　参见　community

 

WAP　无线应用协议

web cams　网络摄像机

world-wide web　万维网

browsing behaviour　浏览行为

design　设计

health information　健康信息

pornography　色情资料

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

use in collecting data　用于收集数据

writing　书写

history　历史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的心理影响

use of word processor　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

writ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跨课程写作

 

Yahoo!　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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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正改变着整个社会，这种改变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的方式，甚至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中。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网络行为心理学》（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et Behaviour
 ）这本书中，作者亚当·乔伊森（Adam N. Joinson）博士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进行全面的阐释。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本书的译者，将网络行为的相关知识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们。

亚当·乔伊森于1995年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UK）获得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为自尊和动机）博士学位。从1995年到1999年在格拉摩根大学（University of Glamorgan, UK）任社会心理学讲师，之后加入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UK），历任该校教育技术研究所及社会科学的讲师和高级讲师。2007年6月加入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 UK），目前是巴斯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中心的高级讲师，他长期致力于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专家。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是作者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有关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八章。在第一章中，乔伊森博士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简单介绍了媒体交流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在第二章里，作者采用工具隐喻的手法，介绍了网络作为工具的特性，产生的行为特征，网络行为的理论模型以及相关的概念。第三章从网络成瘾、网络论战和网络关系三方面阐述了个体网络行为与人际网络行为的消极方面。第四章从抑郁、欺骗、色情等方面阐述了网络生活的阴暗面。第五章回顾了网络成瘾、关系和印象形成以及网络罗曼史等个体网络行为及人际网络行为的积极方面。第六章介绍了虚拟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站浏览的益处。第七章从用户、网络及二者的交互解释网络行为的结构。第八章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进行总结，并提倡将网络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应用于网络咨询与支持、电子商务和教育技术等各个方面。

本书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更充分地利用网络并认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为世界上最早的网络行为心理学研究的鼎力之作。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但是，目前国内相关科研人员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希望该书的中译本能够促进国内相关科研人员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了解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窗口。本书既可以成为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以及教育技术学等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研究网络行为的重要参考资料，也适合对网络行为心理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本书的目录、第一章以及人名与主题索引由任衍具和魏玲共同翻译，图示目录、表格目录、序言、致谢、缩略词目录、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译工作主要由任衍具负责，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魏玲负责，并进行互校。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傅小兰研究员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育学院严正博士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我们衷心感谢二位老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和艰辛工作。二位老师锲而不舍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们终生受益。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程秋珍老师、朱希滨老师和朱泱老师，感谢傅小兰老师课题组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汪波同学在做博士论文期间花费大量时间对我们的译稿进行校对修订，令我们非常感激。最后还要感谢家人和各位朋友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本书的翻译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忘的心理历程。经过翻译、多次自校和网络互校，我们力求能够保持原书的风格。但翻译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鉴于我们自身的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任衍具　魏　玲

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正改变着整个社会，这种改变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的方式，甚至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中。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网络行为心理学》这本书中，作者亚当·乔伊森博士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本书是世界上最早的网络行为心理学研究的鼎力之作，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网络社会中人的行为，更充分地利用网络并认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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